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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与和你不同的人交流，对于所有杰出的大学来说，最关键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吸纳不同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增进相互的理解，还能拓展学生的视野、做出最恰当的决策。肯尼迪政府学院通过吸纳多元化的人才，设计多元化培养方案，致力于培育公共领域的领军人物，并为他们提供支持和解决方案，使世界变得更好。这已经成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备受推崇的办学特色之一。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使命是培养能力超群的公共领域的领导者，而公共领域的精英不只在美国而是遍布全世界。所以我们希望从学院毕业的学生回到祖国有所作为，对周围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

我们设计了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通过创新探索互动教学的新方案，打造学院教学特色，例如案例教学。这些努力使得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享有很高的声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有44%左右是国际学生，来自80~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学院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多元化国际背景和多元化的专业领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通过教导不同的学生来学习和提高。挑战是有趣的，因为它给你带来不同的视角。

我对长期的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因为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增强可以使两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交流中会存在一些误解，对待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强交流，长期、深入的交流是双赢的选择。

我很高兴地得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博士和访问学者张晓萌女士有意愿在中国出版一本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作，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好消息，因为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为美中在公共管理人才培育和交流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近些年，我们与中国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培养和培训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和官员，双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这是双向学习的过程。我们很希望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在多元化的交流中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希望王辉耀和张晓萌的这本书，能向更多的中国朋友传达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理念和培养经验，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共领域服务中来，共同协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约瑟夫·奈（Joseph Nye）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

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

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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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公共管理学院
[1]

 自193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同时使它的学生能够随时应对现实世界发生的最为紧急的公共问题。哈佛公共管理学院在建立公共领导者的培养体系方面是一个开创者，这套严谨的培养体系可以使学生获得和在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一样的职业型教育，这种职业型教育可以使学生直接进入公共领导领域的工作岗位。所以哈佛公共管理学院在它建立的头30年重点关注了职业中期培训项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66年，为了纪念遇刺不幸身亡的肯尼迪总统，哈佛大学成立了政治学院，同时公共管理学院改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1969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MPP）项目正式建立。

如今，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它拥有15个研究中心和机构、30多个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和学位课程项目。2010年，共计2 860名学员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其中49%的学员来自海外140个不同的国家。肯尼迪政府学院有46 000名校友，分布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这充分体现了它的国际化。为了应对全球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开发面向未来的培训项目时，大大拓宽了公共领导能力的内涵，同时进一步开发了培训项目。

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培训公共领域现在和未来的领导者的过程中，采用了问题解决导向的综合教学策略，例如课堂教学、项目实习、案例研究和工作实践。我们相信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正是它和其他公共管理学院的区别所在。

另外，从建立的初始阶段，肯尼迪政府学院就打破了国界的局限，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培训新一代的公共事业领导者。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有接近42%的学员来自海外，是哈佛大学里留学生比例最大的学院。1958年梅森学者项目（Mason Fellows Program）成立，它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旗舰项目。每年会有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65~75名具有代表性的学员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C/MPA）的学习，同时他们要参加为期一年的课程辅助项目，这个辅助项目可以使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们接触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杰出学者和从业者的思想和策略。有许多知名人士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其中包括1984年毕业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有相当长的合作史，这些合作交流在最近的10年间有着非常快速的发展，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专业人士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各种项目，他们从这些项目的学习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中国的许多同事参与了我们的学位课程项目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还包括艾什研究中心的新世界学者项目（New World Fellows programs）和Rajawali学者项目（Rajawali Fellows programs）。在过去的10年间，大约有1 000名中国学员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这些项目。这些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员组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校友网，通过这个校友网，学员们可以交流经验并互相提供专业上的支持。当然中国学员同样给肯尼迪政府学院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学院接下来将会增加来此学习的中国学员的数量。

为了招收更多中国学员来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2008年7月，学院的亚洲项目并入艾什研究中心。亚洲项目是一个整合了哈佛大学全校范围内涉及亚洲地区的研究项目。扩大后的艾什研究中心充分利用了科研队伍、高层经理培训和学生支持三方的优势。2010年1月1日，亚洲项目改名后正式成为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的一个项目。它将世界范围内针对亚洲地区重大事件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整合起来，用于提高亚洲地区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培训水平。

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中国公共政策项目。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项目培训中国政府官员，这些项目包括中国案例项目、发展项目中的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危机处理培训班、新世界学者项目、Rajawali 项目和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有关上述培训项目的详情，请见本书最后附录一的访谈章节。

1976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我还是一名学生，此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国。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关系也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最近几年来，中国开始重视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中国的许多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当前正处在快速的转型期，我相信中国在公共管理培训和国际交流方面有更大的需求。肯尼迪政府学院利用自己的优势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与王辉耀先生和张晓萌女士相识有一段时间了，王耀辉是艾什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出版不少中英文著作，张晓萌也曾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访问学者。我非常高兴他们共同编写了这本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书，值得祝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的读者更好地了解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历史、发展、教学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这本书可以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增进美中两国的关系，同时它将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理念和经验带给中国的同行，并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公共服务事业中，从而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适宜居住。

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美中两国关系的增强需要两国政府和民间不断的交流、对话以及合作。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会继续支持、巩固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托尼·赛奇（Tony Saich）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大宇国际关系教授

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管

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

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

2012年10月





[1
 ]哈佛公共管理学院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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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看到王辉耀和张晓萌所著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一书出版。公共管理教育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密不可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公共管理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提供和优化公共服务，组织和协调公共关系，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支撑。当今时代，中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社会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这对公共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使得相关公共管理和政策议题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中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案例，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中公共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也有其中国特色。因此，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深入研究既需要从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出发，将一些看似独立出现的问题加以深入分析，挖掘其内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从而提出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也需要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背景出发，研究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答案。公共管理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它对多元化的需求。在推动公共管理教育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更好地发掘自身的定位、理解他人的观点，传递我们的价值理念。这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使命所在，它应当承担起这份时代赋予的责任，为中国与世界更深入的交流提供智力支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国际合作与交往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希拉丘兹大学马克思韦尔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等世界知名院校合作，推动公共管理人才的交流与培养。同时，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基金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保持紧密合作，建设公共管理课程与培训体系，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国内介绍哈佛大学的书不少，但很少见到有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作。王辉耀和张晓萌根据他们在哈佛亲身实地研究的经历，非常难得地写出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一书。该书独辟蹊径，从培养公共政策精英的角度入手，既有历史回顾，也有深入分析，不但为我们了解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美国公共管理教育呈现了丰富的史料，也为我们思考提高中国公共管理的教育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如今，公共管理教育在中国正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加强公共政策研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培养公共管理人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时代赋予中国公共管理学术机构的重要使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为我们完成这一使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愿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壮大为时代和国家做出更加重大的贡献。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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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毕业。当时，每个毕业生需要用两句话说明自己的愿景：“5年后，我……”“10年后，我……”

我的回答是：“5年后，我在中国工作”；“从现在起10年，我可能会再回哈佛学习”。同学们一一写下自己的愿景，它们都清晰而隽永地留在了肯尼迪政府学院91届的学生纪念册上。1991年已不算年轻的我，并没有想10年后再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去肯尼迪政府学院学公共管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去比较和总结，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我敬佩哈佛教授拥有渊博的知识，喜欢案例教学和热烈的课堂讨论。在学院大厅进行的演讲和辩论，在校内草坪上举行的小组讨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2年秋季，我的愿望实现了。我再次走进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室，不过这次是作为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一名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和52位中国政府官员一起来到哈佛大学，开始了又一次的学习。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经过了认真的筹备。从2001年我和赛奇教授讨论最初的设想，到2002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签订合作备忘录，再到培训班在清华大学开班，其间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培训计划，并将它纳入中国干部海外培训计划。自2002年起，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每期培训班培训学员50~60名，均为来自地方和中央部门的中高级干部。培训包括清华大学学习和哈佛大学学习两个阶段。课程主讲教授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等知名院校，内容涉及公共管理、危机管理、公共卫生与医疗改革、能源政策、金融与经济发展等全球性热点议题。该培训每年还会调整授课领域，以应对我国实践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哈佛大学非学位培训课程几乎与其学位培训一样出名，即便如此，这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在哈佛众多的培训班中都因其规格之高、规模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培训效果之优而具有独特地位。至2012年，这一培训班已举办了10期，培训了500多名中高级干部。作为培训班的组织者之一，我本人也时常得以温故、知新，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件幸事。

参加培训的中国政府官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善于学习。第一期的学员康宁在培训后将笔记整理，出版了描述教授授课情景和内容的《走近哈佛课堂》。其后又有4位学员出书，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读者分享。学员们勤于学，更善于用。第四期学员仇和，在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面临着滇池治理这个难题，受肯尼迪政府学院学到的问题导向（Problem-Based）理念的启发，经请教国内环保专家，提出了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污染整治与预防措施并重的综合治理新思路，并取得初步成效。第八期学员李微微以学到的决策的“三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深入处于武陵山区的湖南省古丈县调研，并选定该县的梳头溪村为省委统战部扶贫试点，推动政府、社会和百姓共同参与扶贫开发，使梳头溪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带动了全县的扶贫开发，创造了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的“梳头溪模式”。学员中，像这样学以致用的事例不胜枚举。与20年前我在哈佛大学学习公共管理时相比，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点，对公共部门提出了更多挑战。与此同时，无论各国的社会制度如何，都需要处理许多具有共性的公共管理问题，如社会保障、公共财政、领导力、制度创新、危机管理、节能减排和防止气候变化等。这些公共管理的共性问题的存在，需要政府管理者持有更加开放的执政理念、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创新性的解决问题思路。同时，在全球发展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公共管理人才还应当具备更纵深的国际化视野，紧密地将知识与经济和社会实践相联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课程站在了公共管理的学术前沿，满足了中国学员的迫切需要，受到各方一致好评。迄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已走过逾10年历程，中国官员在世界顶尖的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习经历，不仅提高了中国公共管理决策者的现代公共管理的意识、技能和视野，使中国的官员学会从更多元的视角分析并解决问题，也让美国的学者了解到中国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多样性、创新性，以及中国官员在管理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深层思考和技巧。这种交往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启迪的过程，有利于中美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相互理解，并为长期的交流与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美两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立场，美方教授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对华政策的观点，也有不少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是相对客观的课堂介绍，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了解美国政府的战略考虑，因此也是十分必要的。与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相比，我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制度创新能力还相对滞后。拥有一批具备专业公共管理知识和经验、拥有国际化视野和理念的官员，将是我国干部培养战略的一项重要而长远的任务。王辉耀和张晓萌所著的这本《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历史沿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比较了公共政策精英培养的国际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相信一定会给国内有志于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同行提供新的启迪。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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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末，波士顿漫天飞雪，我来到迷人的查尔斯河畔，开始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从那时至今，我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院里，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精英们共同感受着这个知名公共管理研究教育机构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感染力。

如果说哈佛大学是世界知识精英屹立不倒的精神殿堂，那么肯尼迪政府学院则是国际公共管理精英人才的聚集地和培养基地。无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还是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新加坡总统李显龙、香港前特首曾荫权等，都从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公共管理培养，更不用说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一批国际知名的教授，因而肯尼迪政府学院不愧于世界公共管理人才的摇篮之称。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先进且独特的国际化公共管理精英的培养模式。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公共管理，是当今全球性的热点话题，面对艰巨复杂的公共治理难题，肯尼迪政府学院具有全球视野和一流研究，更不断培养和塑造着国际治理的尖端人才。而处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正在不断涌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公共管理难题，这对中国的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公共管理学院。每年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生、访问学者来到肯尼迪学院，其中包括许多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从1996年至今，已有千余名中国学生学者和政府官员在这里进行过学习研究或接受培训。在与这些从肯尼政府迪学院走出的中国同人的交往中，我深刻感受到，通过对中国公共管理精英的影响，肯尼迪政府学院不断为中国公共管理植入新理念、带来新经验，并激励着更多的中国精英加入到公共服务的事业中。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国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深远影响。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我与不同肤色的众多国际化公共管理研究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亲自体验了设置精致、极具实用价值的各种课程，感受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案例研讨，参与了话题广泛、见地深刻的各类研讨会议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正是在这里，我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着中国人才问题。一方面，肯尼迪政府学院凭借什么成为大批公共政策精英的摇篮？另一方面，又有什么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范式可供中国相关领域学习和借鉴？头脑中不断萦绕着类似的问题，我试图找到答案。

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虽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交往，但真正向中文世界系统全面地介绍该学院及其人才培养模式的书籍，包括其知名教授系统地谈肯尼迪教学和人才培训模式的中文书几乎没有。而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迅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公共管理需要研究先进的相关人才培养理念。我本人既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际化人才问题，又有感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路径，于是萌发了写作一本专著的愿望，真切希望借此向中文世界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及其人才培养模式。当我向周围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和学者讲述写此书的想法时，我得到了他们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这也更坚定了我继续成书的信心。

2011年秋季的一天，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两旁的校园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正值哈佛大学诞辰375年，肯尼迪政府学院诞生75周年，就在这天，我在哈佛大学前校长、现任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劳伦斯·萨默斯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我向他问道，什么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优势？他向我提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优势就是“选择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并发挥他们的集中效应”；“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而人才是关键，精英吸引精英，把精英集中在一起自然会做得更好”。我想这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受世人瞩目的原因吧——聚集和培养精英。

本书作为一本全面介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书籍，回溯了它的历史沿革，分析了人才培养模式，比较了公共政策精英培养的国际经验，并针对中国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同时本书的特点是第一次集中采访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现任院长、前院长以及一些资深教授和中国项目的相关人士。希望本书会给国内同行和有志于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和研究的读者提供启示，也希望能够对提升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我对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印象很深的还有2011年在哈佛听到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隧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演讲时引用了哈佛知名校友、美国著名散文家、思想家和诗人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不要沿着前人留的路走，去自己开路并留下足迹。”其实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新精神何尝不是如此，通过广纳天下人才，吸引天下英才来到公共管理知识的殿堂，不断引领世界公共管理的前沿。我想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也需要在学习和吸收全世界、全人类优秀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来。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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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哈佛大学与

“政治精英的摇篮”




影响力：先有哈佛，后有美国

时光的车轮拉动着美国不断前进，坚强的美利坚犹如国徽上的白头海雕在内战的废墟中整理好残破的羽翼，挥动着有力的翅膀，在搏击历史与时光的风浪。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古老的美洲大陆，而那个徜徉在美洲历史上的巨人便是哈佛大学。

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远赴重洋来到了如今的新英格兰地区，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清教徒希望在波士顿成立一所如同英国剑桥大学一样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以便让子女接受类似的教育。于是，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剑桥学院。1638年9月，牧师兼伊曼纽尔学院院长的J·哈佛先生临终前将毕生一半的积蓄720英镑和400余册图书捐赠给剑桥学院。这是学院成立以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了表彰哈佛先生对学院初期的巨大贡献，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将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并沿用至今。

因此，人们常常这样评价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作为全美第一所大学，哈佛比美国的建立早了140年，这并非仅仅是时间层面的差异，而是哈佛孕育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当社会思潮随着时光更迭而变迁、峥嵘抑或垂暮、沉睡的时候，哈佛象征着人们对意志、精神、抱负和理想的追求，不断为美国注入活力和创新精神，成为始终屹立不倒的精神殿堂。

最初的哈佛大学只有9名学生。如今，哈佛大学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专业一流的综合类高等院校，拥有10个研究生院、4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正式注册有20 000名学位候选人，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另外还有13 000名非学位学生在其扩展学院学习一门或更多的课程。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 000人，包括约2 100名的教授和讲师。还有10 000多教员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多年来，哈佛大学除了培养大量的美国学生外，还接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根据2011年《美国新闻周刊》的美国大学综合排名，哈佛大学无可争议地拔得头筹。

大量的毕业生捐赠资金是哈佛大学资金来源的主要方面，捐赠分散到11 000多个独立的基金之中，均由哈佛大学基金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 Company）负担监管和运营。该公司负责将资金投入到市场当中，通过投资的方式使资产增值。截至2010年12月，哈佛大学的捐赠资金已经高达370亿美元，远超出排名第二的耶鲁大学两倍之多。如今的哈佛，有着庞大的规模与雄厚的资金，哈佛的资产已达200亿美元，2010年收入37亿美元。哈佛拥有独立的管理公司来管理哈佛的财务与捐赠资金，使其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不会受政治、经济，甚至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制约。

纵观哈佛的发展历程，其成就令人惊叹不已。哈佛大学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精英，先后培养了8位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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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哈佛大学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有18位校友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中包括知名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等。同时，哈佛也培养了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和政治家，其中包括连任两届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美国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人。截至目前，哈佛已有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46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哈佛大学同样是培养管理界精英的重镇，据美国《幸福》杂志的调查显示，美国500家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竟然有高达20%的人是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几十年来，他们所经营和管理的企业，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声名显赫、资产雄厚、独霸一方的超级企业。因此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为社会经济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受到世人的尊重和肯定。这些杰出的校友，如曾经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城堡投资集团创建者、对冲基金大亨肯尼斯·格里芬，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美国氰胺公司总裁小乔治·J·塞拉，美国广播公司总裁丹尼尔·B·博科，康宁公司总裁詹姆斯·R·霍顿，CTE（新高地科技）公司总裁查尔斯·R·李，康明斯发动机公司总裁亨利·B·沙赫特，克雷研究公司总裁约翰·A·罗瓦尔根，吉列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泽恩，摩根士丹利集团董事长理查德·B·费舍尔，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裁郭士纳，糖果公司图齐罗尔工业（Tootsie Roll Industries）的总裁梅尔文·J·戈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小德鲁·L·刘易斯，以及最近几年被中国人所熟识的哈佛大学年青一代领军人物Facebook（脸谱网）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体育界的纽约尼克斯队23岁的华裔控球后卫林书豪，以及主演《黑天鹅》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娜塔莉·波特曼等。

此外，哈佛大学还拥有许多影响重大的科学成果，如100多年前的外科麻醉手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核磁共振，现已广泛用于化学和医学研究及治疗中；50年代首创了器官移植的新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肾脏移植；60年代提出有机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技巧，并首次人工合成了维生素B12；90年代发明新的太阳能转化电能材料；2000年完成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抗癌药的合成等。曾在哈佛大学深造的学生还有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拥有500多项专利的发明家波尼·莱特等。

这些人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来到哈佛前就是一流生源中的一员，更多是因为他们在哈佛所受的教育和熏陶。哈佛大学为美国孕育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点燃了超级大国的炽热火焰，熔铸了美利坚民族的辉煌传奇。哈佛370多年的校史使一代代高质量的人才闪烁着它的光辉，以其带给社会的贡献诠释着哈佛傲然于世的意义。这所学府，让人类潜在的智慧与人格闪现，让人类的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哈佛大学一直保持着和中国精英的频繁交流和往来，目前全校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近千人。最近数十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的政治高层交往日益密切。1997年11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并在哈佛大学桑德斯礼堂发表了著名的《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的演讲，他在这里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200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发表题为《应对危机——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的演讲，受到哈佛大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讨论。201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也访问了哈佛大学，并参观了肯尼迪学院，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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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在现场参加了由近百名哈佛院系主任、教授代表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参加的欢迎招待会。正如刘延东在致辞中说，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和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与中国多所高校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在联合培养高端人才、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相信哈佛大学将继续为促进中美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魅力：莘莘学子梦

哈佛几乎是全世界每个学子所向往的学府，会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为进入哈佛愿意挑灯夜读，不远万里来这里求学？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求知者的天堂、人才精英的摇篮，他们希望能在精英环境中把自己磨炼得更为优异；也不仅仅因为哈佛有着一流的师资，他们希望能在这里与顶尖人物对话从而提升自己；更是因为这里是一片坚守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净土，因为这里有着极具魅力的“哈佛精神”，他们希望在这里探索真理，修习做人的道理。

哈佛大学是世界上莘莘学子向往的精神殿堂，因此申请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2012年哈佛的本科生申请人数为34 302名，录取学生2 032名，录取率为5.9%，创该校录取率新低。同比，2008年录取学生1 948名（录取率为7.1%），2009年录取学生2 046名（录取率为7%），2010年录取学生2 110名（录取率为6.9%），2011年录取学生2 158名（录取率为6.2%）。由于申请人数逐年增多，因此入校的竞争较以往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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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作为一个誉满全球的一流学府，入学条件十分苛刻。不少人会琢磨，到底全世界一流的学府要求怎样的成绩呢？首先，在美国，学生学业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高中四年的学业平均成绩，二是要通过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主持的学术能力测试（SAT）。1996年在招生录取时，哈佛拒绝了165名考了满分的学生。这说明，哈佛对生源的要求不是单一看学习成绩的，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哈佛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这就要求哈佛的生源具备知识、创造、个性、意志、能力等素质。这般苛刻的入学条件保证了哈佛大学一流的生源，同时成就了哈佛的独特魅力。

总会有许多人赞美哈佛，因为不管社会怎样更迭，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不断为社会培养高端的人才，服务社会。从1636年的9名学生，到现在359届毕业典礼上的7 000名毕业生，哈佛走过了300多年，在政治、社会、法律和学术等各类领域中培养出无数精英人才。渐渐地，哈佛成为了美国强盛的主宰力量。如今，她仍然迈着坚实的步伐，一路辉煌，一路高歌。在这里，没有了肤色、语言、民族的界限，所有人都成为了知识的信徒、真理的使者。

有人说哈佛有着全美最低的录取率，因此哈佛学生本应是优秀的人才。然而，来到哈佛的人却并不这样想。身在一个精英的团体中，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精英意识，优秀的哈佛学子绝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哈佛的大门就到达了美好人生的彼岸。或许在曾经所处的环境中最优秀的学生，来到了哈佛却不一定出类拔萃。此外，哈佛还拥有淘汰机制，尽管来到这里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可是每年仍会有大约20%的学生被校方要求退学或者休学。因此哈佛在不知不觉中，造就了他们的竞争意识，这样的竞争力是残酷的，但也磨炼出了一批能在社会这个更大竞技场中独领风骚的精英人才。正如哈佛图书馆自习室上的训言：“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在这里，人人都在奋进，没有人会把昨日的成功时刻挂在嘴边。

拥有竞争意识仅仅是一方面，更需要的是合作精神。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就注定人是合作者，不懂得合作的人就无法使自己在行业和岗位中实现个人的闪光。在哈佛，许多课程作业和报告是需要学生合作来完成的，大家相互讨论、分工进行，有人查阅资料，有人修改材料，有人负责定稿，讨论时互相挑战对方观点，在辩论中达成一致、得出优化方案。优秀的人才不是遇到问题只顾自己闪光而把他人的光辉消耗殆尽的人，而是懂得随机应变、懂得求助别人寻求合作的人。只有高效地解决问题，才会使合作者显得更有才华。正像当年比尔·盖茨一样，如果没有艾伦与他一起默契配合开发项目，或许就没有今天的“软件大王”。同时，如果没有与盖茨一起携手，或许也没有人会记住有个与盖茨一起辍学创办微软的人保罗·艾伦。懂得竞争、善于合作——这是哈佛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能力。

然而只有这些，也是远远不够的：哈佛的精英是专才，同时也是通才。哈佛大学的课程在本科阶段都是“通才教育”课程，课程核心跨越了七个大类，涉及七大领域，包括外国文化、人文艺术、道德伦理、社会分析、人文历史、数理和科学等。哈佛着眼培养的是未来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通才教育”会被慢慢过渡到“专业教育”和“课题研究”阶段的教育。求知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只有具有优秀的综合素质、能够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被社会需要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不管身在何处，只拥有单一的智慧是不行的。比如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10年留学哈佛的赵元任不仅精通8国语言，还主修了生物、物理、心理学、数学、科学史、音乐等课程。不仅哈佛的毕业生如此，许多哈佛的教授都拥有跨领域的双博士学位，学校的教育体制也为学生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攻读双博士学位提供可能性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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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哈佛人在求知道路上不知满足的不懈精神，一直影响着许多哈佛学子，使他们成为了兼具智慧与美德的精英。

此外，哈佛非常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日常生活、学习和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合作精神、领导能力等。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许掌握一门技能就足以应对，但是如果想获得更大的社会认知，那就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丰富自我。掌握知识的多少固然重要，但是更要兼顾综合能力的培养，不要专注于狭隘的领域。这样，才会体现更大的社会价值。比尔·盖茨作为哈佛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曾在哈佛主修法律，数学成绩曾获过奖，同时也精通地理、天文、历史等各类学科，但最后他成为了软件天才。当谈及成功经验时他说：“教育必须是广泛的，虽然热衷于某个领域不失为一件好事。读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很沉迷于编写软件，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兴趣十分广泛。我的父母鼓励我这么做，因此，我非常感激他们！”

除此之外，成功者还有一项需要具备的素质，那就是创新能力。正像汽车巨子艾柯卡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是第一，就得想办法创新。”古代人类的创造力造就了人类的文明，放在今天亦是如此，若想让社会进步，就需要人们用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智力仅仅是一方面，更多时候人们需要把天生的智力、后天的知识以及后天培养出来的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新的思维认识客观新世界。哈佛鼓励创造性的思维，不管是怎么样的问题，都不会设立唯一正确的答案。正如苏格拉底所推崇的“精神助产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这就使学生能够多条路径深入思考，因此也总会有新的发现。不管是新方法、新发明还是新观点。或许是重新看一本书领悟到的新见解，或许是给一个词新的合理解释，也或许是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就是创新。

哈佛重视自身的文化积淀，强调“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哈佛的学生中，许多人都具有成功的条件和优势，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哈佛会时常提醒学生们，要用清醒的头脑看问题，用谦虚的心态对待问题。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哈佛医学院的故事：有一年新生入学，院长照例发表欢迎讲话：“在座的都是今天步入医学界的佼佼者，10年20年后，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能治好癌症，有人能治好糖尿病，甚至还有更厉害的，能治好感冒……自从人类有文字以来，医学史上记载下来的疾病已逾千种。如今都说科学进步，医学发达，然而只有42种疾病属于我们今天已经真正了解而且能够完全有效治愈的。因而，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谦虚的态度和努力的精神也体现在学生对知识的汲取上，笔者在哈佛的岁月中，曾看到哈佛的学生为了在考试和期末评估中胜出，在图书馆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为了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复习功课，学生们常常选择莱蒙特图书馆（Lamont Library）自习，因为这里一周有5天时间面向学生通宵开放。

人们向往哈佛，不仅仅因为它是优秀者的乐园，而更多是在于他们选择了哈佛，就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或许哈佛没有想象中的巍峨，也没有私立学府的贵族气，但是它却带给你一种无法被超越的精神气息，这种精神气息不仅形成了哈佛一流的学术氛围，更体现了哈佛的傲气与神采。因为在这里，只有每天与时间赛跑，不断挑战自我、与人协作，才能与未来相约。

哈佛，一直坚守着精神的传承，让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没有成为知识与学术的傀儡，而是慢慢被培养成拥有理想与抱负，拥有人格与能力的精英之才；使他们成为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医学、宗教领域的推动者，他们继承了哈佛精神，勇敢地选择，执着地追求，让哈佛的信念卓立于全世界。

生命力：哈佛精神和精英培养理念

拥有思考的自由，拥有承受的耐心，

前所未有地勇敢生活，

当世纪在真理的潮流中滑过时，

不要让覆满苔藓的过错绊住你，

做光明使者，做爱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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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佛校歌，由1811级校友塞缪尔·吉尔曼创作而成

2011年的哈佛毕业季，笔者参加了哈佛大学一年一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典礼。春意盎然的哈佛人山人海，到处都洋溢着哈佛人特有的自信和幸福；校园里都是来自全球各地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和家长，他们的肤色和服饰集中体现了哈佛的多元文化。毕业生乐队奏响了舒缓、优美的哈佛大学校歌《公正哈佛》，字字铿锵，坚定有力。每年的毕业典礼上，身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一一接过印有校训“真理”二字的毕业证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坚定的目光透露出对理想的执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自我的坚信。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印有拉丁文“真理”字样的三本打开的书，因为哈佛大学的校训也与此紧密相连：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对于真理的探求和坚守始终是哈佛大学的立校之本，这也是世界各地精英学子心向往之的根本动力。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对梦想的追逐，用自信与坚强拥抱梦想；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钟情于探索，坚持真理，做真理的信徒；也是它启发着哈佛学子能勇于冒险，敢于尝试，抓住每一个成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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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徽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自由学术之上。寻求真理需要一种勇气，需要一种摆脱学术权威束缚的自由，自由地发表对学术问题的见解，自由地选择想要学习的课程，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学习方式，以追寻解决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的殿堂里，学生们不断激烈辩论，探究真理，这不仅增强了学生思维的严密性，更加强了他们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解。书籍和课程是经验知识或经典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它凝练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智慧成果，并广泛传播着真理。然而，这种知识一旦形成某种理论或者学说，便开始对思维产生一定的约束，这将使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变得更加曲折。“尽信书不如无书”，学生应当懂得相信与反思，通过这种质疑和不相信，从而将其变成可以相信。哈佛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善于质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寻求真理的过程不仅为了追求答案与结果，也是要享受寻求真理过程中的乐趣，更要培养一种过滤知识、理清思路和创造性思维的学习模式。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摒弃权威之上。当柏拉图振聋发聩地揭露了“无知以求索”的人生，他便开启了人类探索知识和真理的大门；当受训于柏拉图、被称赞为“学院的大脑”的爱徒亚里士多德坚定地提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时，真理从此摆脱了权威的束缚，维护真理成为了责无旁贷的使命。法国文学家法郎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最难得的勇气，是思想的勇气”，忠于真理就要有坚信自我的勇气与胆识。这便是哈佛精神，在这里没有权贵与贫贱的界限，没有等级身份的观念，没有富有与贫穷的差别，只有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坚定、对思想的探究，在此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真理的追求是超越时代性的，是人类求知的本能，更是学术自由和学校自主的保障。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J. Quincy）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哈佛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赞扬哈佛大学摒弃思想权威的精神：在哈佛，一个刚进大学的新生可以对校长说“你错了”，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独到之处：思想胜于权威（Authority of ideas rather than the idea of authority）。我想萨默斯校长所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哈佛的精神。我们可以想到哈佛的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位仅有25岁的研究生通过18个月的实验，证明了55岁的教授专攻30年的研究成果是错误的。然而，第一个对这位学生表达祝贺的正是这位哈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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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公平公正之上。300多年来，哈佛已经铸造了一种人格与品质，她注重维护公平公正，打破传统的歧视与偏见，塑造学生的积极价值观和人生观。1848年，在埃弗里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名后来成为美国橄榄球队教练的非裔美国人威廉·亨利·刘易斯（William Henry Lewis）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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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引起了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抗议并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名黑人学生，他们就退学。对此，埃弗里特校长冷静地回答说：“如果这名黑人学生通过了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那么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为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最终，威廉·亨利·刘易斯幸运地成为了哈佛大学历史上的第一名非洲裔学生，带领哈佛橄榄球队屡获佳绩。191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助理总检察长，成为当时担任职务最高的非裔美国人。

哈佛崇尚真理，体现于坚持原则之上。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学校在提倡自由的同时也严格制定和遵循各类规章制度，这是哈佛品质的体现，也代表着不为情所动的对原则的坚持和捍卫。学校用当年哈佛先生所赠的400多本书，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哈佛楼。为防止图书流失，哈佛大学特意在校规中规定借阅者不能将书带到馆外阅读。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场大火烧毁了哈佛楼，很多珍贵的书籍在大火中被毁，这让很多人痛心疾首。
[9]

 幸运的是，其中一本名为《基督教针对魔鬼、俗世与肉欲的战争》的书恰巧在着火前一天被借阅者违反规定带出图书馆，躲过了这场劫难。然而，这场突发的火灾让这名学生进退两难，因为他本准备阅读完后再偷偷归还，第二天得知失火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从图书馆带出的那本书对于哈佛大学的重要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郑重地将书还给了当时的校长亨利·邓斯特，校长先生感谢了这位迄今不知姓名的学生，并对他的勇气和诚实予以褒奖，然后又以违反了“所借书不得带出图书馆”的校规，开除了那名学生。
[10]



正如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所提及的，“100年前，大学校园里是一群与今天的学生几乎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与今天的学生大为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真理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照亮人性之美的光”。真理是哈佛最高的规则，因为忠于事实，就等于忠于自我。几百年来，哈佛学子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之下不断鞭策和严格要求自己，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懈努力着，从而获得精神激励和自我升华。哈佛大学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学者”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这次演讲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哈佛赋予他的责任感促使他忠于真理，不畏挑战和压力，勇敢地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拷问人们的心灵。

大学是知识的载体，更是真理的载体，追求真理的人们从不会觉得真理的光芒很刺眼，不会在权威之下迷失自我的航向。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无数学者、学子和管理者为了理想和信念聚集到了哈佛大学，期望在自由的学术国度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校的自主权成为保障自由的基础。哈佛大学同众多的美国名校一样，是一所私立学校，完全独立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之外。其资金来源的独立性更是保证了哈佛大学能够独立地按照自身定位和规划进行发展。在哈佛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哈佛的独立性对于这个世界思想重镇是多么重要。





[2
 ]其中包括：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 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总统之子，他在哈佛大学修读的是文学。 第十九任总统拉瑟福德·海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8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曾在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W·布什，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第四十四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参见哈佛大学官方网站。

[3
 ]文中所提笔者，均指第一作者王辉耀。——编者注

[4
 ]Ivy League Admission Statistics，Hernandez College Consulting and Christian Termont of EERA，2011.

[5
 ]Rebecca Tinkelman： Dual Degree Track Opens，Harvard Gazette Archives，April 7，2005.

[6
 ]英文歌词为：With freedom to think，and with patience to bear，And for right ever bravely to live. Let not moss-covered error moor thee at its side，As the world on truth’s current glides by，be the herald of light，and the bearer of love.

[7
 ]Lawrence H. Summers： The Authority of Ideas，Harvard Business Review，August，2003.

[8
 ]Kris Snibbe： A Window into African-American History，Harvard Gazette，February 4, 2011.

[9
 ]Alfred Claghorn Potter，History of the Library.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Library of Harvard University，p.p. 12-3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0
 ]Book Back, Bit Overdue. The Spokesman Review，May 1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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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历史发展脉络




历史沿革

哈佛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优秀的人才，致力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美国和世界的发展作贡献。谈及社会责任与奉献精神，就不得不谈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众所周知，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精英的摇篮，培养出了大量公共政策领域的精英和政治领导人。

肯尼迪政府学院自成立以来，在过去的75年中，一直致力于成为研究公共政策领域以及储备相关从业人员的领头者。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为哈佛大学最优秀的学院之一和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其影响力已经覆盖到世界各地：包括全球15个研究中心和学院、30多个行政教育和学位课程项目，其快速成长令人惊叹。据最新数据统计，肯尼迪政府学院共有教师180人、行政人员470人。大约911多名全日制硕士和157名博士生在学院就读，居住在137个国家、超过27 000位校友供职于各类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养目标明确。学院认为校友应当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去奉献社会、服务社会。正如公共领导力国际权威、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的创始人罗纳德·海菲兹（Ronald Heifetz）教授在领导力课上常说的一种张力，即雄心与抱负的关系——雄心更多地侧重于获取外在力量，如权力和地位；而抱负则具备了一种有益于社会的内涵，它以责任和贡献作为落脚点，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应当兼具二者的素质，并且更侧重于后者，他们不羞于为权力和地位而奋斗，但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理想抱负。只有如此，这些未来领导人才能够在做出决策时更多地考量社会效益而非个人利益，接受这种培养与训练的每一个个体才能形成团队效应，承担起国家赋予公共领导人的使命。

肯尼迪政府学院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的1936年，最初的名称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公共行政学院（GSPA）。其创办源于对学院公共事务的一些想法，随着美国政府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性挑战与威胁，哈佛大学校友、国会议员卢修斯·利陶尔（Lucius Littauer）捐赠了在当时被视为天价的200万美元（约今天的3 000万美元）作为礼物支持学院发展，而这笔钱也成为当时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收到的来自个人的最大一笔捐助。利陶尔在给当时的哈佛校长所写的信中设想新学院应该“坚守对政府和大众福利的政府管理准则，呼唤对相关特定训练的需求，同时抱持为国家贡献的理想和雄心”。在学院75年的历史里，这种想法得到不断演绎和发展，但从未改变。

当时的校方仅从已有的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抽调出一些教师组建了学院成立初期的师资队伍，并且于1937年正式迎来了第一批入学新生。学院早期的地址位于哈佛大学北部的利陶尔中心，现在这个中心变成了经济学系所在地。因此，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也被称为“利陶尔研究员”，这些学生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在今天被称为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的项目。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院，它的地位以及影响力远远不及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两者之间的差距可以用天壤之别来诠释。最初的时候，公共行政学院的学生数量少之又少，只有27名，这对于今天闻名于世界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来讲是难以想象的。除了学生数量很少以外，公共行政学院因为其师资队伍的特殊性，下属系别也只有两个，分别是政府系和经济系。尽管分为不同的两个系别，但是学院当时并没有细化专业课程，因此两个系别的学生需要同时兼顾学习两个系的课程。这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既影响了课程学习的效率，也降低了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的针对性。一方面是课程设置不完善，另一方面就是在教学资源上，当时的公共行政学院也没有商学院和法学院优化和成熟。

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开始的道路上一直扮演的都是追赶者，但是它并没有盲目地追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的影响，行政管理学院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并且在官员培训、政治职业化训练、国际问题分析和决策、公共管理方法等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内部，一直都有两种力量存在着，一种是想按照研究学院的方向发展学院，另一种是想按照职业培训的方向发展学院。这两股力量一直存在于学院中，至今争论仍在继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为了促进更好的发展，公共行政学院决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制定和发展今天的公共政策学位以及相关课程。首先，1966年，为了在学院的现代发展中扮演好重要角色，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作为当时的学院副院长以及哈佛政策学院的创办人将学院正式更名为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
[11]

 。其次，完善课程设置。为了解决课程对两个专业的学生而言针对性不强的现象，学院专门开设了政治、经济、历史、统计等专业课程，开设了专业课程后能够大幅度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和针对性。同时，学院还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案例教学，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在实际的生活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1978年，由著名的总统顾问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外交政策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博弈论先驱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认知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erick Mosteller）以及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巴托（Francis Bator）等组成的师资团队策划制定了学院的项目以及研究中心，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创立之父”。

这些来自政治科学、统计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杰出学者，将学院的目标定位为培养未来的政治领袖，提供坚实的分析和管理能力训练，进而推出了公共政策硕士项目。从此以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更加深入地探索公共政策管理专业设置和政治精英培养模式，培养出许多影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官员、学者，同时也培训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在政治领域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院充分利用其发展定位的优势以及公共领域的精英校友资源，聘请世界各国的政坛精英和公共领域的杰出代表举办演讲，加强学生在课堂与社会实践之间联系的桥梁，提供更多的机会促使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建立网络并形成聚集效应，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学院希望可以像商学院和法学院那样打出自己的品牌，强化学术性研究，于是吸纳了很多学术型的专家教授。这些人出身学术，自然看重学术研究，而这也使得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职业气息被淡化了很多。时至今日，这些学术型专家教授对于学院的影响依然存在。

毋庸置疑，学术型人才的教育方式偏向于理论的系统性和严谨性，教师们往往喜欢教授系统、经典的理论知识；而职业教育型人才的教学方式则是偏重实际应用，他们在课堂上会用结合多种实际生活及工作案例的方式进行授课，理论只是作为基础了解。将两种方式相结合是个漫长的过程，学院需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在与哈佛大学其他学院的良性竞争中，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保持着自己的理念特色稳步发展，同时也积极向其他优秀学院汲取经验。为了搞好职业性教育，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始广泛借助商学院使用的教材和案例，聘请专职人员逐渐积累了一部分公共政策领域的案例，这极大地促进了学院在金融、财政管理等领域课程的发展。此外，肯尼迪政府学院还在一些法律法务课程中采用与法学院联合开办的方式，这也增加了学院多元化发展的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肯尼迪政府学院面临财务危机，每年的支出大于收入，筹资计划也遭到失败。学院新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任职期从1977~1989年），不仅坚持为学院开创新的面貌，并且展现出了极具天赋的集资能力。在他的领导下，学院实现了财务稳定，并且开始建设新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大楼。这座占地10万平方英尺的利陶尔公共管理中心在1978年秋天投入使用，当时约1万人参加了剪彩仪式，其中包括肯尼迪家族成员、肯尼迪政府高层官员、马萨诸塞州官员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这座新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包含一个专为举行对话和政府公众对话而准备的论坛，这个后来被命名为“肯尼迪论坛”的空间开始接纳来自全世界的领袖，包括总统、参议员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这座新楼使哈佛政治学院移出旧有场所，从地理位置上与哈佛其他机构分隔。借助新大楼建成的契机，艾利森进行了3个方向的成员组建：研究生学位项目、行政教育项目和研究中心。此外，学院还成立了两年制的公共管理硕士项目、行政教育项目，与哈佛商学院联合教学。学位项目的注册学生由1976年的200人飞速增长到5年后的700人。同时，学院重拳出击，发展了更多行政项目，让资深参与者在学院的实际运作中提出他们的想法，通过反馈帮助教职工重新检验这些观点。行政教育项目逐渐获得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并且吸引了众多来自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者。而研究中心发展成为相关细分领域的支柱。在艾利森就任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机构只有政治学院（Institute of Politics）一家，如今成长到14个。在艾利森任期结束的1989年，捐赠数额翻倍至1.2亿美元，员工数量自1978年来几乎翻了3倍。

艾利森院长的继任者们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阿尔伯特·卡恩塞尔（Albert Carnesale）和约瑟夫·奈做出了巨大努力应对新的问题，使学院在80年代超速成长。约瑟夫·奈洞察到国外学生的快速增长并及时调整了政策。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含义，使之不仅包括政府，还有其他领域投入到为公众服务的部分。埃尔伍德院长通过努力，使得学院的财务支持翻倍。由于这些学院领导人独到的学术眼光，在75年前，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领域就已经涉及到了现今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比如气候变化、核武器等，这是让人惊讶的有远见的举措。

培养理念的演变

现今，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为世界公共管理领域的顶尖学府，是全球公共管理教育和公共领域人才培养的领军机构。在人才战略和精英培养模式方面，肯尼迪政府学院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经验，被称为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精英的摇篮，在全球人才战略发展和精英培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院的公共行政类职业硕士项目连续多年被高等教育的权威测评机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为全美第一。可以说，肯尼迪学院模式已经成为该学科的一种成功范式。肯尼迪学院的成绩使得其教育模式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不仅欧美日各发达国家采用效仿肯尼迪学院模式培养政府管理人才，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采用了此模式。

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明确的精英培养理念。学院立足于公共政策领域，目标是在美国以至世界范围内培养能够影响各类部门，特别是公共部门决策、推动公共政策发展的精英人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曾这样评价学院的使命：“面对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每一代人都拥有机遇和责任。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异常紧迫，从核扩散到环境变化和根深蒂固的贫困彼此关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创新的方法和非传统的联盟，汇集来自政府、民间团体和企业等不同领域的领导人。这就是我们引进了这么多跨学科的方法，以此来促进和推动公共利益的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养理念进行历史的梳理，从而更好地理解学院的定位和发展优势。学院自萌芽时期便以“培养公共服务领袖”为目标，提出以教学为首要任务；其发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因此它亟须解决如何培养学生为公共服务等问题。学生们应该被培养成中层经理，或者在最高政府与决策者进行沟通的分析师，还是有能力在多领域统筹的领袖？答案是不确定的。随着学院的发展，学院的历任领导者和学者不断探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卢修斯·利陶尔这位提出学院创意者和提供捐助者，认为学院应当为大众服务的公仆培养提供土壤，来适应政府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快速扩张。

随着社会项目的增多、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内逐渐采纳由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所实施的政府预算规划系统。政府需要“一个严格训练分析师的新框架”，格雷厄姆·艾利森院长，在一篇关于公共政策学院的文章中写道：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个以一位遇刺总统重命名的学院，随之成立了公共政策硕士项目。新的公共政策课程彻底改变了学院的授课方式，学生从此顺着学院的自身课程学习，而不是把课程分散在其他学院中。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新学位，还是个学科新方向，将关注从公共管理转移到公共政策，强调“更好地理解政策是在怎样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成形和得以实施的”。美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说过，他希望让未来的麦克纳马拉和罗斯福们（技术专家和政治家）理解为什么他们彼此需要，并且如何相互利用。

今天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一个培养职业性人才精英的学院，它创建初期的宗旨是为美国培养未来公共政策的精英，培养目标均是未来的领导者和领袖人物。它区别于学术研究型学院，尽管现在学院仍有学术研究型教学，但是整个学院的重点与哈佛法学院与医学院一样，是培养职业型公共精英。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相对立的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政府系，该系采用的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型教学方式，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

肯尼迪政府学院建立75年的历史比起已有375年悠久历史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不值一提。但是，这个只有75年历史的学院经过了建立初期的磨合，已经逐步成长为哈佛大学最重要的专业学院之一，专门以培养公务员和各级领导人才为己任。公共管理学院自成立之初便肩负着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它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与行政效率，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走向。对公共领导人的培养，需要赋予他们领导力、判断力等品格和素质，以及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更给予他们奉献社会的意识，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

2011年，笔者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做高级研究员期间，正好碰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75周年的纪念。当时的庆典，主要是校友交流，知名的校友、公共领域的领导应邀出席庆典并发表演讲。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校园里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可以说，75年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政治家的摇篮，它承载着重大的使命，且成绩斐然。





[11
 ]在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他的家人来到哈佛建立肯尼迪图书馆和博物馆。肯尼迪的结盟者也在寻求一个独立机构来纪念这位总统，这个机构需要专注于公共政策领域。 肯尼迪图书馆最终落成于波士顿，而肯尼迪家族还同意哈佛的计划，于1966年将当时的公共行政学院研究院更名为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并且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同时，这个学院被重命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个人命名的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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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

精英培养特色




精英培养方案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教育方案就是依据其学院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而设计的。学院的学生培养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位教育，其中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第二类是行政管理培训。该培训主要面向国内外的行政官员，课程设置涵盖了学院的核心课程，主要集中在领导力培训、政治架构分析、危机管理等，同时也开设具有学院特色的案例教学课程。在以往的培训中，比较重要的官员培训项目有美国联邦政府高级管理教学计划、州政府官员培训项目、高级行政技能培训等，其中包含中组部会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第三类培养是以研究领域为核心成立的中心、研究所。这类机构所承担的任务是集中于某一热点问题，集中学者资源，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

落实到课程层面，学院所教授的内容涵盖公共政策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城市规划领域、国际发展领域等，主要分为方法论和实证研究两大类。方法论的课程是以“如何……”作为侧重点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管理和政治技能，这是公共部门的机构和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将方法论课程作为基本课程类别，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公共领域领导人的理念和思路。第二类课程是实证研究课程，一般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或机构领域的突出问题，例如公共政策专业的政策分析练习就是让学生具体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通过分析该实例的背景、现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具体而言，方法论课程分为四大领域：政策与制度分析（Analysis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API），管理、领导力与决策科学（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Sciences，MLD）和民主、政治与体制（Democrac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DPI），社会和城市政策（Social and Urban Policy，SUP）。政策与制度分析主要是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等基础课程；管理、领导力与决策科学课程包括谈判、领导力、财务和信息管理等以提高管理者必备能力为宗旨的课程；民主、政治与体制类主要包含政治、体制和政策，选举、民主参与和社会运动，法律和公共政策，公关、舆论和媒体等重要课程。社会和城市政策关注的具体领域包括教育、贫困和不平等、医疗保障、劳动力和就业等。政策类课程大致涵盖商业和政府政策、国际和全球事务、国际贸易和金融、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实证研究课程包括商业与政府政策（Business and Government Policy，BGP），国际和全球事务（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IGA），国际贸易与金融（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ITF）和政治与经济发展（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ED）4个方面的课程，目的是通过分析现实案例，使同学们深切理解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建议和方法予以解决。

学院倾其全力设计了这些分门别类的课程，因为课程承载了学院的教育理念，将学院的品格与个人的素质紧密结合，它们直接影响学生的技能培养和能力的提高。这两类基本课程一方面保证了学生的科研是在学术领域进行，有科学的方法作为支撑，同时也保证了学生对现实问题有敏锐的把握和分析能力，特别是在解决实际议题中能够有独到的见解、有提供政策建议和意见的能力和水平。

为期两年的公共政策硕士项目（Master in Public Policy，简称MPP），主要侧重于培养公共政策分析型专业人才。课程培训大致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制定政策、分析政策的能力，主要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框架分析不同的政策，分析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管理；第二方面是政策宣传，主要是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统筹决策能力。学生每学年需完成250个学时，有5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分别为哲学（偏向政治哲学）、历史（培养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思考问题的能力）、法律、经济学和社会学。通过基础课程的学习可以完善学生的基础知识构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选定主要的课程以确定集中学习的政策方向，这些方向主要包括商业和政府政策、民主政治和体制、国际事务、国际贸易与金融、政治与经济发展、社会与城市政策6个方向。学生们将通过第二年一整年的时间准备被称为“政策分析练习”的硕士论文。两年制公共政策硕士的学位课程优点突出，首先，学生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学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华课程，有针对性地选择深入学习的政策方向，效率高。很多知名教授都为公共政策硕士项目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这对于其他学位课程而言基本就是奢望。其次，学院的课程设置完善全面，当学生完成了必修课程后，基本知识框架已经形成，理论和能力也得到了质的提升。再次，学院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度比较高的学习环境与氛围，旨在充分发挥学生的智慧与才能。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学生占据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生源的一半，申请者理论上不需要有工作经验、不限年龄，但是基本上大多数入学者都是拥有3年以上丰富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25~27岁左右，也许在其他学院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算是大龄学生，但是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他们却是最年轻的一批人。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基本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相关机构，有七成左右的人会到政府、国际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机构工作，三成左右的人谋得在企业部门工作的职位。总的来说，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是整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骨干核心学位。

为期两年的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简称MPA），其培养目标是提高未来想在领导职责中深造的双学位学生的学识和职业技能。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位课程是整个肯尼迪政府学院里自由程度最大的课程。学生在两年的读书时间内要修满16个学分，同时按要求完成3个学院在基础方法领域做出的要求：分析、管理和领导力，以及一个双向的集中政策领域。选择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喜好选读课程，但是相对于公共政策硕士学位而言，尽管自由度更大，但是学生深造的针对性也下降了，缺乏方向性和重点。申请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也和申请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学生一样，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各个组织机构和部门。申请者需要有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而实际入学学生的工作经验基本在5年左右。对于申请者的年龄，公共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硕士项目一样，没有任何限制。据粗略统计，两年制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中有超过五成的人在毕业后到私营部门工作，而这样的结果却和肯尼迪政府学院为美国政府培养公共精英的初衷相违背。

一年制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id-Career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MC/MPA），其培养目标旨在加强想要在自身所处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想要成为领导人的职业精英的知识理论和专业技能。选择此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选课的自由度也很大，会按照自身条件培养新的技能或者拓展感兴趣的方向。在一年的学习期内只需要完成8个学分的课程，同时按照要求完成每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基础方法领域（分析、管理和领导力）的至少一门课即可顺利毕业。申请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已经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在事业上小有成就，想要进一步进行深造以谋求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人；另一种则是寻求自身转型的人。不论是哪一种目的的申请者，都是已经毕业的社会人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丰富的职业背景。申请人的主体年龄层基本是50多岁的人，但是也有70多岁的毕业生。和公共管理硕士项目一样，学院对申请人的工作经验有严格的要求，至少要有7年的社会工作经验。此外，学院要求来自传统经济或者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申请者必须通过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爱德华·S·梅森项目的申请。这一点是有别于两年制公共管理硕士和两年制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一年制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毕业后大约有16%去了私营企业部门，其他的人则在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非营利机构工作。

两年制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MPA/ID]，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新设立的项目，是专门为国际发展方向的下一代领导人开设的。它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多学科课程，在分析和定量方法上，将政策和实践的重点与严格的训练相结合。每学年，每个班大约有65名申请者被选中，尽管两年制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的课程难度大、为应用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是课程的设置是为了适应未来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实践者而非学术型人才。申请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在经济学和量化分析方面的能力并且在国际发展领域拥有领导才能。学院偶尔也会接收本科毕业生，但是绝大多数入学者都是至少拥有3年在政府、国际发展机构、非营利组织或者企业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因为两年制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课程的难度较高，学院建议申请人最好拥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多变量微积分的基础，这样在授课过程中可以保证所有学生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课程也可以覆盖到更多的知识点。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课程和其他硕士学位课程的差别比较大，具有其特殊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单位一般为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

尽管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一所职业学院，但是学院也设有学术研究型的博士学位课程，方向分为政治经济学与政府、公共政策、卫生政策和社会政策等。学生数量有限，总人数在几十人左右。因为博士学位本身的学术性质浓厚，因此肯尼迪政府学院采用和哈佛文理学院合作办学的方式，学生学到的知识更多偏向于理论而非实践技能。总体上，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于自身的定位极其明确，这也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取得飞跃式进步的原因之一。

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15个专门的研究中心和60个研究计划，它们是学院的主要科研力量，主要研究国际、国内以及地区性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问题。其中包括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卡尔人权政策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世界发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埃德蒙·J·萨弗拉基金会伦理研究中心（Edmond J. Safra Foundation Center for Ethics）、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政治学院（Institute of Politics）和住房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举例来讲，妇女和公共政策项目研究中心（The 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就是致力于努力减少男女平等的研究中心，它通过与世界妇女领导人理事会（Council of Women World Leaders）和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的合作来实现男女在经济、政治和教育医疗方面上的平等。妇女和公共政策项目研究中心举办了名为“从哈佛广场到总统办公室”政治选举的实习培训项目（Harvard Square to the Oval Office），这个培训项目的目标是促进女性进入政府部门，从而实现政府人员中男女比例的平衡。琼·肖瑞斯坦新闻出版、政治和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新闻出版物和政治之间的各种关系。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特别重视科技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住房联合研究中心，研究有关改善美国人民生活质量的住房问题。阿尔弗雷德·陶布曼国家与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教育、运输、公共安全、住房、控制污染和种族隔离等问题。马尔科姆·威纳社会政策研究中心（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研究改进医疗保险、教育和劳工方面的政策问题。刑事司法政策和管理研究计划，研究刑事司法政策和机构管理问题。企业和政府研究中心，研究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企业和政府关系及有关的政策问题。国际问题研究计划，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哈佛大学职业道德研究计划，研究政府、政界和各专业领域的道德问题。政治研究中心，主要作为哈佛大学和政治界的一座桥梁。

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国际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发展。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到智利，员工们进行研究、向官员咨询，并为外国培养领袖。经济学家阿西姆·伊贾兹·赫瓦贾（Asim Ijaz Khwaja）对印度旁遮普省的研究——学校的教育和学习成果项目，对比了来自旁遮普省的112个村落，其中包括超过800个政府和私人建立的学校。经济学家罗希尼·潘德主要对处于不同政治和分配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分析。教职员工同样开展跨越国界的研究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贫困、外交、经贸和微观发展等。在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达尼·洛德瑞克（Dani Rodrik）的领导下，国际发展中心实验室致力于提高贫困国家的生产力，研究不同国家的发展趋势。在新加坡、迪拜、越南等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们为当地公共政策项目做出了卓越贡献。

除此之外，肯尼迪政府学院还开设了许多高级管理培训项目（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高级管理培训在哈佛大学已开展四十余年，肯尼迪政府学院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出色的培训教学方案，并汇集了众多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中不乏在学界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的领军人物，也有很多人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获得了很高的职位、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学院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师资力量是世界一流的。高级管理培训对象的来源同样是多元化的，涵盖了议员、政府部长、公务员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州长、军官、全球非政府组织领袖、国家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等。每年培训人数达到2 860人，其中包含来自14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 401位国际精英。来自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学员近年来不断增多，你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经常可以碰见中国面孔的人，他们多是高级管理培训项目的学员。笔者在哈佛时还遇到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副主席陈章良，他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短期培训，他兴奋地告诉笔者，自己在课堂上与美国、日本等国的高级官员同堂培训了一个月，其间除了睡觉，剩下16个小时都全程待在一起。从早餐餐桌到课堂上都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他们从国际关系争论到不同国家的地方治理。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但同为公共服务的执行者，他们有很多共同关心的话题。再加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分析式学习，使得这种多元文化的直接沟通，碰撞出令人兴奋的火花。陈章良在培训结束后说自己得到非常大的启发，也很高兴他的观点影响了其他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对中国的看法，对这样的互动交流式的学习方式大呼过瘾。

为了有效地创造更广泛的共同议题、在推动公共政策发展方面达成最广泛的共识，肯尼迪政府学院精心设计了教学方案，在着力提高行政技能、增加行政知识的同时，广泛吸取学院的宝贵经验，通过案例教学、课堂讨论、模拟学习和小组协作等方式，加强学员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终身教育和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共同应对全球化为领导人带来的各种挑战。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招生过程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招生过程设置精致、个性化且对向往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来说颇具参考价值。

哈佛招生委员会里设置了专门的学生委员，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委员。何亮是肯尼迪政府学院2011届公共政策硕士，在校期间曾因成功竞选学生会第一任中国籍副主席并做出贡献而受邀成为招生委员。他与笔者分享了在哈佛招生委员会参与招收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的体会。

和其他教授、行政委员相比，学生委员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学生背景。除此之外，在材料评审、推荐权限和比例等各个方面，学生委员和教授、院长、招生办的权限完全一样。这既不同于一般的学生委员，也不同于之后环节中的学生或者校友面试官，因为材料评审是每年招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淘汰率最高，所以也要求委员们高度负责、深刻理解学校标准，尽最大努力全面评估申请人，必要时甚至要力排众议，和其他所有委员进行辩论。

从招生的角度看，学习能力、领导力潜质和公共服务精神是肯尼迪政府学院里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

学习能力是不言自明的。在哈佛，学习强度之高、课业安排之密是需要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作为基础的。具体来说，你的在校成绩展现了你学习专业课程的能力，托福成绩表明了你的课堂参与和日常生活能力，而GRE（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研究生管理专业入学考试）的成绩则是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证明，三者会用来进行综合考虑。一般来说，年纪越轻，这些东西越重要。

领导力潜质和公共服务精神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髓所在。哈佛大学作为世界的哈佛，立足于培养未来的各界领军人物。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的巨擘，自然是立足于“找到最具领导力潜质的学生，经过培养去改变世界”，因此，那句“Ask What You Can Do”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代表领导力和公共服务要求的座右铭。

就领导力潜质而言，学院更看重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非单纯看重职位。学院相信，展现了良好领导力潜质的人进入学校后，能够积极主动地给同班同学更多地贡献观点、价值观和机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体验；毕业之后也更容易成为未来领袖，实现学校的价值观，并为学校增光添彩。

公共服务则是在帮助学校挑选正确的学生，因为只有在过往经历中表现出愿意不求回报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人，才更有可能在学习期间持续贡献，并在毕业后进一步为各个领域的公众福祉而努力。至于具体是什么领域，则看你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强大的文化：其不存在主导价值观。学生本身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因此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统治性的价值观来禁锢你。如果有，我们也只有上面那一句座右铭：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你可以为正义奋斗终生，而我愿意为教育平等无私地奉献，大家互相交流，彼此都很欣赏。这样的结构使得整个肯尼迪政府学院充满了鼓励的氛围，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而认为你是个失败者。这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因为这可以帮助你洗尽铅华，摆脱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价值观，然后找到自己的真正所想。

最后还有一点中国申请人常见的误区，即把这个职业化学位当作一个普通硕士学位来申请，结果出现了大量大四的申请人，造成学校和申请人本身对此过程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一个职业化学院，如果你没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就不要来申请。这不仅仅是因为你被录取的机会很小——事实上，如果没有工作经验还是有可能申请到的——而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和要读的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作为依托的话，去读职业化学位是挺浪费的一件事。如果你之前有过工作经验，两年的时间里你会学到更多。没有工作经验，你可以通过录取来证明自己极其聪明和优秀，但仅此而已。你很难像有足够的工作经验的人那样从与老师、同学的课堂讨论和互动中学到很多。你可以理解那些案例，可以认为自己懂得大家在讲什么，可以提很棒的问题，可以给出精彩的评论——因为你聪明。但你很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犯下自己在课堂上受过批评的错误，因为你当时的评论没有实际经验作为支撑，你其实没有学到东西。另外，你可能对自己能从这段学习中收获什么没有深刻的理解。对于那些计划入学时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人来说，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因为你申请时才刚刚入职，那个时候你其实还没有工作经验，仍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另外还有几点值得报考学生注意的：首先，哈佛招生整体上是有公平性保证的。哈佛是享誉全球的学府，对名誉的爱护像爱护自己的羽毛一样，没有必要为少数个体损坏自己的名誉，不划算。此外，推荐信一定要找对人，职务不一定要很高，但一定要了解你。如果名人推荐信写不出东西，可能浪费阅读人了解你的机会。还有成绩好是敲门砖，但招生过程中还需要看重其他一些方面，如课外和公益活动积极、领导力得到体现或者才艺出众，真的能表现出有能力带领和推动一些事情。

中国学生比较明显的短板是在课外活动中所表现的领导力上。不是说中国学生没有这方面的领导力，而是常常没有载体去表现。有这方面的实践也比较雷同，基本上简历中就三类，比赛、实习和模拟。一来很难看出人和人的区别，二来也看不出申请人自己的想法和主动性。还有公共服务上的经历是另一个短板，经常提到的只有支教、敬老院和业余时间免费给人做顾问三项，很多申请人趋同，这是需要避免的。

教学特色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使命陈述得足够简洁：培养训练有素的公共领袖，帮助解决公众问题。学院并不关注学习模式，或者培养多少学者，学院的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出成功地为公众服务的人才。从其理念的影响力、院友取得的成功，到员工的投入，肯尼迪政府学院无疑可以为自己骄傲，但它并没有停止前进和探索的机会。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似乎比以往更加复杂和严峻，它正在不断接受挑战中前行。而一所影响力波及世界的学院自然拥有其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理念和办学特色，这些理念和特色使其数十年连续摘得世界公共服务研究的桂冠。

笔者在2011年曾对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进行专访，在回答肯尼迪政府学院最突出的教学特色时，院长给出的答案是“多元化的教育”。可以说，这种多元的教育理念体现在学院教学的方方面面。

生源国际化程度高

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都能够吸引大批的精英人才到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生源非常广泛。肯尼迪政府学院致力于培养开明的领导者来解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关系事件。在这一原则下，学院充分保证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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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数量

[image: p3-2]


图3–2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女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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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授予的学位数量

肯尼迪政府学院录取学生的标准一直很严格，通常需要符合下列要求：学术理论能力强、管理统筹能力杰出，具有领袖才能、敏锐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从政的基本道德素质。学院的培养理念是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培养输送掌握高水平综合行政管理技能的各级行政领导精英。因此，学院录取的学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学生国际化程度高。据统计，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40%左右的国际学生，是整个哈佛大学国际学生最多的学院。学院的生源来自世界各个国家，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带着自己国家的文化与其他各国的学员学习、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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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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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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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高管培训）

资料来源：以上各图均来自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2011年出版的院刊。

其次，学生背景来源多元化：为了保证生源质量、学院多元化模式以及世界影响力，学院录取时，会根据年龄比例、国家比例、文化宗教信仰及背景来源的比例选取政府部门、国际机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的申请者。除了必修课之外，学生们都在一起上课，课堂上经常会有在联合国开国际会议的感觉，因为学生背景丰富，课堂讨论也显得精彩纷呈，学生们妙语连珠，思维发散，见地深远。由于大多数学生在申请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都已经在社会中工作了几年，因此他们会结合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这也使得课堂因素多元化。就像学员课程选择自由度大那样，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堂并不会让学员觉得拘束紧张，问题的讨论往往是轻松、随意、生动的。这和多元化的学生背景有很大关系。

最后，学生年龄跨度大。由于课程申请条件的限制，有意向申请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需要具有至少7年的工作经验，这个时候学生基本已经进入而立之年。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二三十岁，集中在公共政策硕士项目中。而学院也曾有过年过70岁的高龄毕业生，可见学生之间的年龄跨度很大。因为年龄不同，每个学生的经历、阅历、处事方式、喜好、行事习惯、心态、价值观、思考问题的角度和面临的挑战都有很大的不同，也会因为不同产生分歧和隔阂。但是所有被录取的学生都是精英人才，在包容度和胸怀上都应该高于他人，所以学生的年龄跨度并不会构成学院的困扰。

“当我们思考一个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时，当他们试图解决一个最为艰难的公共问题时，他们都不能回避来自全球的竞争者，”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说，“而国际学生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国际学生加入学院。1944年，有一半学生来自美国以外。1957年，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招纳了7位分别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接受最初的公共服务项目（后来发展为梅森学者项目）的培训。现在这个项目注册有50名学生，拥有一份闪亮的校友名单，其中包括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等。

2000年，学院开设了两年制的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项目，扩大其在国际化领域中的影响。参与代表来自世界各国，该项目的学生专注于最具难度的发展问题，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项目毕业生为国际组织、非营利机构和政府工作。学院同样增加了来自美国以外的学生的人数。“当你了解到我们关于政府的放射性思考，看到一些地方正在前进中的民主和其他地方民主以外的选项，”院长埃尔伍德说，“你就会意识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问题都是跨国界的。”

学生的多元性和全球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多数学生都觉得多元的学院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沟通机会，除了在课堂上有限的讨论外，学生们私下里还可以组建小组进行切磋学习，这大大增加了学习的效率和趣味性。学生们与世界各地的“准政治精英”激荡思想，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服务的执行者需要国际化的视野和交往能力，以更好地从事公共事务。在多元化和全球化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不仅能开阔国际视野，更有利于深入理解不同的文明，留下宝贵的跨国、跨文化校友资源。这些对于引领世界政治格局的精英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来说又何尝不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解决文明的冲突、跨越思想的藩篱，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像是未来的小型“联合国”。

师资力量雄厚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资来源多样，其拥有一支非常豪华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的豪华之处，并不一定在于他们发表的文章数量，或是手里掌握的科研经费数额，而在于他们丰富的社会实际工作经验。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的教师，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教师（学者）——官员——教师”是他们常见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也就是说，许多教师在学术研究达到一定阶段后，是有机会投入到实际工作中验证它们的；而反过来，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卓越的高级官员，同样也有机会返回校园重新投入学术。在美国，教育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管道，使两个领域中表现优秀的人才得以相互流通。所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大多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历。许多人曾经在重要的国际组织、联邦和地方政府、总统顾问等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肯尼迪政府学院重视将思想应用于实践，所以其教师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和领先的理论实践者。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教学人员大多数是曾经从政的著名政治家，其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决策背景对公共管理教学和研究，特别对吸引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政府培训官员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该院在120个左右的教师职位中只设立了30个固定的终身教授职位，把45%以上的职位让给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高官。学院内设有由院长组成的五人聘评委员会，专门审评外聘教师，一般聘期为5年，最长为10年。这种聘用教授的机制使肯尼迪政府学院可以始终把握政府和全球公共管理的最新趋势，并保证公共管理案例全球化、更新快、现实性强，使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密切，这既对政府执政能力和绩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激励机制，也是学院名气大、资源充足、生源不断的根本原因，更是其能成为“国际化”学院的主要特色之一。


表3–1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人数





	
教师种类


	
人数


	
教师种类


	
人数





	
终身教授


	
52


	
公共服务专业教授/实践教授


	
12





	
名誉教授


	
4


	
讲师和高级讲师


	
38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15





	
访问学者


	
9


	
兼职教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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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人数

资料来源：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2011年出版的院刊。

学院教师队伍机构完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分配均衡，结构合理。学院的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分保障了案例教学的效果。他们当中既有像城市社会学家如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教授这样的进行学术研究的世界顶尖级社会科学家，还有在美国政府机构、私营领域或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取得巨大成绩、推动该领域进步的高级领导人和精英。他们既从事实践工作，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成绩，又有很强的授课水平。在他们当中，有的曾任国会议员或州长，有的是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有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有的当过白宫顾问，也有前任和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和学院院长等。例如，劳伦斯·萨默斯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政府与商业中心的教授。他因为研究宏观经济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的社会职务有：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大卫·格根（David Gerge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他30岁便进入白宫，曾效力于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顿等4位美国总统。格根的简历非常多元化：美国海军驻外士兵、政府官员、总统顾问、大学教授、媒体专家等。笔者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也选择了这两位教授的课程，非常有启发和收获。从这两位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但在学术上有相当的造诣，而且拥有丰富的公共事务的管理经验，学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只能学到知识，更能够将其应用到现实公共问题的处理中。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现任教授约瑟夫·奈，是以提出软实力、巧实力概念而享誉世界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比较知名的教授还有服务白宫超过20年、里根总统和福特总统的主要幕僚罗杰·波特（Roger Porter），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O’Sulliva）女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就职于财政部、为杜鲁门政府做过顾问的托马斯·谢林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西欧事务主任罗伯特·布莱克维尔（Robert Blackwill），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务院次国务卿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等人，还有托尼·赛奇教授，他是肯尼迪学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来到中国留学，是哈佛有名的“中国通”。他们不论职位高低都有着丰富且权威的公共领域经验，由他们构成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资队伍在保证了高水平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有着充足的能力带领学生迎接各种未知的挑战。

学院的研究生部主任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教授专注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要开设“环境经济学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环境经济学和政策研讨”两门课程。斯塔文斯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有阶段，传统的国际环境条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会议在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政策框架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如何使国际气候制度在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方面取得积极的进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重视的问题。传统气候制度具有效率、灵活、公平等优点——可以基于市场途径和成本效益分析减排方法，让各国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自行选择履行承诺的方法，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及目前在温室气体排放中负有责任的主要国家的义务。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排放大国美国并未签署协议。因而，斯塔文斯教授主导实行“哈佛国际气候协议项目”，这一项目认为，根据新的国际背景和环境现状，简单地依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分配节能减排的义务是脱离实际的。应该在合乎科学的范围内，基于经济理性和政治可行，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将各国的减排任务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挂钩
[12]

 。斯塔文斯教授在学术研究之余担任很多社会职务，他曾担任美国环境保护署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一直在各种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中担任顾问，也经常在世界各国访问讲学，因而他的思路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国际气候制度领域的发展
[13]

 。

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教师聘用方面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有资格在学院任教的教师必须拥有由学院任命的教学岗位，这些岗位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兼职讲师或客座讲师。如果该教授拥有哈佛大学其他学院的教学任命岗位，他们或许可以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得到荣誉性的任命。来自于其他大学的教师，可以申请客座教职岗位的教师能够在学院内部教授课程。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资队伍由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学术水平一流、研究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团队组成。学院的教师分为三种，一种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教授，这些人曾经和政府、国际机构等合作过研究项目，比如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达尼·洛德瑞克等。第二种是以实践教学为主的职业人士，这些人在学术水平和成就上与作学术研究的教授相比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都是曾经在政府或者其他机构任职的高级职业人士，比如多个总统的高级顾问大卫·格根、做新闻出身的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里根时期共和党总统高级顾问罗杰·波特、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前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小布什国内政策高级顾问史蒂文·戈德史密斯（Steven Goldsmith）等。第三种是夹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中间的人，他们既有学术研究人员的身份，也曾经在政府等相关机构任职工作，比如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现任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国际关系学者及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前哈佛校长劳伦·萨默斯。

此外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有跨院系和跨学校的组合。肯尼迪学院注重优秀人才的资源整合，学院的教师并不完全来自本学院，而是吸收了哈佛其他学院、美国其他院校乃至世界其他高校的优秀人才加盟。这样的师资组合有助于取长补短，积聚优势，形成规模效应。比如，马克斯·巴泽曼（Max Bazerman）和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巴里·布卢姆（Barry Bloom）和罗伯特·布伦登（Robert Blendon）是公众健康学院的教授，菲利普·海曼（Philip Heymann）则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除充分发掘校内资源外，肯尼迪学院还注重吸收美国国内其他高校的优秀人才。阿布杰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从事发展经济学、金融市场学以及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研究；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世界脱贫和发展经济学研究；迈克尔·纳赫特（Michael Nacht）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则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此外，根据培训项目不断向全世界扩展的现实需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学院还重视从世界范围发掘人才。比如，里卡多·豪斯曼曾经担任国际发展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委内瑞拉的计划部部长，还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佩兰·彭罗斯（Perran Penrose）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南亚和东南亚、非洲、中东、加勒比和中美洲、东欧等地工作。同时担任越南、阿联酋、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政府顾问。学院的师资库并不固定，而是具有流动性，外聘的教师很多依照培训项目的需求而定。如果有需求，学院还可以临时聘请教师，包括从前来访学的学者中发掘教师。

由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定位是一所专业学院，因此具有丰富从业经历的专业人士授课比学术研究型人士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对于拥有少则1年多则7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学员而言，他们更愿意学习对将来的实际工作有实质性帮助的实践经验，而非那些会令人昏昏欲睡、脱离现实的枯燥理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美国自身的体制制度特点，一个人可以同时在几个不同身份中来回自由切换。曾经的议员可以在退休后选择在学校教书，知识分子可以进入企业求职等。这对学生从不同领域的资深人士身上学到真知灼见非常有好处。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美国的从政人员或者相关机构的人才有机会选择进入学校学习进修，沉淀储备。也许教师所教的学生中就有将来的美国总统。因此，师资队伍得到学员的认可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既然培养理念定位于公共政策精英，那么教师除了需要教授基础理论知识还需要大量地输出现实案例和经验。

在称赞肯尼迪政府学院丰富、强大师资力量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资深、有背景的学者、专家，是如何协作以发挥整体效应最大化的？由最优秀的个体形成的团队又能否实现整体最佳的效果呢？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哈佛大学前教务长阿尔伯特·卡恩塞尔就任后第一次在教职员工会议上讲道：“我们的学院有很多的矛盾对立，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实践者与理论家之间，有时还存在于员工与教授之间等等。如果我们消除了这些矛盾，我们将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必须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强有力的人，他们并不人云亦云，而是通过互相的质疑、思考和讨论来进行学习。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并不认为矛盾是弱点，相反我们热爱矛盾，在多元化中寻求平衡将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最大特色。”
[14]

 对于学院来说，拥有多元背景的师资和生源，课堂上的讨论氛围活跃且充满挑战性，令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学院能够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吸纳人才，并且将他们培养为更加综合、全面的精英。对于学生们而言亦是如此，在理论和实践中把握好平衡，吸取两个领域的精英的经验并游刃有余地在两者间转换，对于职业化教育，特别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培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政府学院非常重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大多数课程都规定，在一个学期内，学生必须到老师办公室面谈一次。学院规定任课老师每学期有义务召集部分学员分批共进一次中餐，每次4~5名同学加上助教。这种聚餐是事前指定一名同学埋单，平均每人不超过8美元，发票经参加的老师签字后，由学院财务报账。聚餐时老师和学生可以深入讨论任何问题，这对增强学员对学科的了解，增进老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的友谊都是十分有益的。此外，学院在内部网络为每个老师开辟了专门的课程栏目，这样充分保证了学生和老师之间可以高效率地交流。同时，学生们的培养方案实行双向选择的机制。在每个学期之初学生选择课程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会为学生提供一份被称为 “课程集市”（Course Shopping）的课程清单，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课程和教师，从而确保学生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通过选课，学生原有的项目界限、国别界限被彻底打破，学生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国家的文化。

此外，肯尼迪政府学院有专门的研究员项目，它为公共生活方面的杰出人才提供为期一个学期的研究职位。研究公共生活领域的资深专家都有过这样美好的经历：研究小组由研究员和学生组成，他们在一起共同研究一系列课题，内容从能源政策、城区重建到教育改革，这些研究都是在相关领域的专家指导下进行的。爱尔兰共和国前内阁部长西拉·巴莱拉这样评价研究小组：“专家和学生们之间的互动是最宝贵的经历，我从这种互动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学术论坛的活动和政治学院的研究员项目几乎能够连续地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们提供和相关领域的政治实践者进行相互交流的机会。

1966年秋，57届公共政策硕士乔纳森·穆尔（Jonathan Moore）来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一名研究员。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不到10年的时间他又回到了政治学院担任院长一职，而且一当就是12年。然而他确信不管是世界政治的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学术实践方面，政治学院都会为他提供最好的研究环境。他指出，政治学院的学术研究是不分种族的、自由的。研究者通过将政治学术研究者的观点和政治从业者的观点用新颖的视角和多层次的连接进行结合，从而更好地解决我们现实世界所面临的政治难题。穆尔认为，学生与教师和政治从业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了人、思想和行动的能动的结合。他曾经在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许多政府部门任职。由于他对于政治学院的院长这一职位的热爱而不舍得离开，他尽其所能地延长他的任职时间。政治学院也在尽力让这份热情感染更多的人。继任院长特雷·格雷森传承了穆尔对工作的热情，他说：“在任职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师生们在一起工作所获得的成就感是难以言表的，当今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需要我们这份独一无二的事业。”

多元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正是这种多元化理念和对不同声音的包容，才塑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独具特色的多元化教学思路。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设置并不像建立初期时那样只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课程，而是涵盖了政治科学、经济学、法律、工商管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课程内容涵盖经济分析、政府管理人员分析方法、管理人员数据分析、实用政策分析、政府机构的管理、民主国家的管理、政治管理和机构管理、政府和非营利机构财政管理、管理机构的改变、政府和私营机构战略、人才资源战略管理、谈判分析、政府伦理学、组织学等，这些跨学科课程构成了学院的课程骨架。除此以外，学院拥有自己的课程设置风格，为了培养职业精英，学院还要求学生具备综合的行政管理能力、熟悉经济定量分析方法的优缺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谈判、沟通和演讲的技能等。学院并没有将单一的模式套用到所有学生身上，而是在强调主干课程的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选修不同类型的课程，为自己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学术或实践兴趣，学生们将会进入截然不同的领域，然而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目标是相同的，即通过实践推动该领域政策的制定，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毕业生金玫曾回忆道，学院的性质以及学生的来源决定了其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每学年仅在肯尼迪学院就有300多门课程可以选择，此外作为肯尼迪学院的学生还可以到哈佛别的院系去选课，比如说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公共健康学院、文理学院的经济系、政府系等；也可以到哈佛以外的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去选课。正是这种选课的自由，使选课也变成了一种负担，让新生们无从下手。选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不仅要看上课、考试的时间是否冲突，还要结合学生自己的背景、基础和今后的长远目标去选。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以上因素来重新评价并设计自己，然后围绕着自己设定的目标来选。金玫说：“要在开学后的短短几天内计划自己今后的一生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记得刚开学的那些日子是我在哈佛最痛苦的日子，我甚至觉得还是国内好，那个时候国内院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学校事先安排好的，学生根本就不用动什么脑筋，直接上课就可以了。但在哈佛，所有的决定都要由自己来做，也就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多元化的培养方案



肯尼迪政府学院力求细化培养方案，使其更加符合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例如，学院对于全日制专业研究生有清晰的必修课程详单，一般在10个学分左右。按照具体专业的不同，有些偏重于政策分析类课程，有些则偏重于城市规划理论。而对在职官员的培训，学院的要求比较宽泛，一般来说，必修课程只规定方向，不规定具体课程。比如对于参加在职官员攻读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学生，学院只规定学生必修一门方法论课程，而具体是哪一门则不作规定。学生可以选择数量分析方法、公共与非营利部门战略管理、伦理与传媒等多种课程。除了必修课程之外，肯尼迪政府学院在选修课上的规定更加广泛。学生可以跨学院选择如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院系开设的课程，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跨校选择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课程。在此，我们可以通过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设置更好地理解教学方案的多元与丰富。


表3–2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设置及师资情况




	课程
	
教授







	
Markets and Market Failure

市场与市场失灵

Markets and Market Failure with Cases

市场与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


	
克里斯托弗·埃弗里（Christopher Avery）

乔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

皮纳尔·多甘（Pinar Dogan）





	
Advanced Microeconomic Analysis

高级微观经济学


	
马切伊·科托夫斯基（Maciej Kotowski）

戴维·杨卓（David Yanagizawa- Drott）





	
Microeconomic Theory

微观经济学原理


	
马切伊·科托夫斯基

克里斯托弗·埃弗里

埃隆·科尔伯格（Elon Kohlberg）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for the Open Economy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菲利普·坎潘特（Filipe Campante）

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美国经济政策


	
劳伦斯·萨默斯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杰弗里·利布曼（Jeffrey Liebman）





	
Public Economic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国际视野中的公共经济学


	
莫妮卡·辛格尔（Monica Singhal）





	
Fundamental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环境经济与政策原理


	
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





	
Finance

金融学


	
阿卡什·迪普（Akash Deep）





	
Regional Economies: Finance and Policy

区域经济：金融与政策


	
丹尼尔·苏格（Daniel Shoag）





	
Advanced Risk Manag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Finance

高级风险管理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阿卡什·迪普





	
Energy Policy Analysis

能源政策分析


	
约瑟夫·阿尔迪（Joseph Aldy）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ethods

定量分析和经验方法


	
凯里·尼尔森（Kerrie Nelson）

克里斯托弗·罗伯特（Christopher Robert）

埃里希·穆勒格（Erich Muehlegger）

约翰·瑞德曼（John Rriedman）





	
Empirical Methods

实证方法


	
阿米塔布·钱德拉（Amitabh Chandra）

戴维·杨卓

丹尼尔·苏格

雷玛·汉娜（Rema Hanna）





	
Politics and Policies: What Can Statistics Tell Us?

政治与政策：统计能告诉我们什么？


	
德博拉·休斯·哈利特（Deborah Hughes Hallett）





	
Advanced Quantitative Methods : Statistics

高级定量方法：统计


	
阿尔贝托·阿巴迪（Alberto Abadie）





	
Analytic Frameworks for Policy

政策分析框架


	
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





	
Game Theory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博弈论与战略决策


	
皮纳尔·多甘（Pinar Doga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行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


	
布里奇特·马德里安（Brigitte Madrian）





	
Doctoral Research Seminar

博士研究研讨会


	
汉娜·鲍尔斯（Hannah Bowles）

理查德·泽克豪泽





	
Seminar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环境经济学和政策研讨会


	
马丁·威茨蔓（Martin Weitzman）

罗伯特·斯塔文斯





	
The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商界与政界的关系


	
罗杰·波特（Roger Porter）





	
Semina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研讨会：商业与政府


	
约翰·黑格（John Haigh）

菲利普·汉泽尔（Philip Hanser）





	
Strategy,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战略、竞争和规范


	
埃里希·穆勒格





	
Industry Structure, Strategy and Public Policy

产业结构、战略与公共政策


	
F·M·谢勒（F. M. Scherer）





	
Food Policy and Agribusiness

粮食政策与涉农产业


	
雷·戈德堡（Ray Goldber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


	
约翰·鲁杰（John Ruggie）

史蒂文·莱登伯格（Steven Lydenberg）

简·尼尔森（Jane Nelson）





	
Global Strategic Management

全球战略管理


	
约丹·西格尔（Jordan Siegel）





	
Capital Market Regulation

资本市场管理


	
罗伯特·格劳贝尔（Robert Glauber）





	
HKS-HBS Joint Degree First-Year Semina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联合学位第一年研讨会


	
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s

政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美国政治


	
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

马修·鲍姆（Matthew Bau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y: Comparative Politics

政治机构和公共政策：比较政治


	
塔里克·马苏德（Tarek Masoud）

坎德拉里亚·加雷（Candelaria Gara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美国总统


	
罗杰·波特





	
The U.S. Congress and Law Making

美国国会与法律制定


	
戴维·金（David King）





	
Politics & American Public Policy

政治与美国公共政策


	
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





	
Rethinking Policy Design

政策制定再思考


	
昆廷·梅恩（Quinton Mayne）





	
Presidents,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World War II to Obama

总统、政治与经济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奥巴马政府


	
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cracies

21世纪民主创新与改革


	
伊莱恩·卡马克





	
Publ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Reform

公共管理创新与改革


	
伊莱恩·卡马克





	
Seminar: Democrac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研讨会：民主、政治与公共机构


	
托马斯·帕特森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c Action

公共行为的责任


	
马赛厄斯·里斯（Mathias Risse）

克里斯托弗·罗比肖（Christopher Robichaud）

亚瑟·阿帕巴姆（Arthur Applbaum）





	
Ethics in Public Life

公共生活中的伦理


	
肯尼斯·温斯顿（Kenneth Winston）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中的政治哲学


	
亚瑟·阿帕巴姆





	
Religion and Politics: Defining the Actors and Debating the Issues

宗教与政治：参与者的定义和问题的辩论


	
J·布赖恩·赫尔（J. Bryan Hehir）





	
Moral Controversies and Public Policy

道德论战和公共政策


	
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





	
Sparking Social Change

激发社会创新


	
马克·穆尔（Mark Moore）

阿肯·冯（Archon Fu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总统选举


	
伊莱恩·卡马克





	
Running for Office and Managing Campaigns

公司和管理团队的运行


	
史蒂文·亚丁（Steven Jarding）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merican Elections

美国选举的现代问题


	
大卫·格根（David Gergen）

伊莱恩·卡马克





	
The Making of a Politician

政治家的形成


	
史蒂文·亚丁





	
Interest Group Activism and Representation

利益集团的行动主义和表现


	
戴维·金





	
Political Parties in Practice

实践中的政党


	
戴维·金





	
Organizing for Power: Using Technology to Translate

Passion into Policy

能量的组织：采用技术将热情融入政策表达


	
吉娜·格兰兹（Gina Glantz）





	
Religio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宗教、政治和公共政策


	
理查德·德帕克（Richard Parker）





	
Lobbying: Theory, Practice and Simulations

游说集团：理论、时间与模拟


	
马克·费根（Mark Fagan）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Seminar

社会资金和公共事务：研讨会


	
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国际视野下的比较政治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





	
Global Challenges of Electoral Integrity

选举完整性的全球挑战


	
皮帕·诺里斯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in China

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


	
托尼·赛奇（Tony Saich）





	
Public Problems: Advice, Strategy and Analysis

公共问题：建议、策略与分析


	
大卫·巴伦（David Barron）

阿肯·冯








学院在教学时强调通过实践应用促进学习。在诸多课程之中，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核心课春季练习和政策分析练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此进行介绍和分析。在学习完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核心课程——经济、统计、管理、伦理、政治和金融后，学生们将会离开教室，开始进行他们的春季练习，这是一个历时两个星期的实践课程，是一个简短却紧凑的体验过程，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整合运用到项目中。春季练习的主题分别是，社保改革（1998）、医疗改革（1999）、全球变暖（2000）、艾滋病与非洲（2001）、天花与生物恐怖主义（2002）、阿富汗重建（2003）、为无医保人员提供保险服务（2004）、保护美军中的志愿兵（2005）、迎战禽流感（2006）、保障药品安全（2007）、气候变化（2008）、全球饥饿问题（2009）、中美关系的进程（2010）和前进中的海地（2011）。政策分析练习从一开始就是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进行研究，然后与一个客户组织一起完成一份具有实质性的分析报告，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从一个聪明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公共政策硕士。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体验式教学，让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工作经历；每年一次的政策分析演练和大量的实习以及奖学金项目，都为学生提供了实际操作的机会。


为了让学生受到最精良的教育，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注重学生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对于实践教学给予了最高级别的关注。学院为了丰富教学方式，特别设置了很多极具特色、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比如课堂讨论、结成学习小组、模拟管理、案例教学、名人演讲、政策辩论、研讨班、角色扮演等。在课堂上，老师会让学生先假定问题发生的场景和背景，然后让他们思考在与其他部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遇到的细节问题，并让他们说出头脑中想到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生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进行集体讨论，群策群力地达成共识，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有些课上，老师会给出案例并要求学生现场模仿或进行角色扮演，通过亲身参与加深对案例的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而且在构建解决问题的方案时可以互相启迪和提高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哈佛大学还经常举办就业宣讲会和工作坊，提高学生的能力来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陈述课的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会让学生在讲台上讲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领导能力。他认为领导能力不但需要在战略层面整合资源和应对困难，更需要动机层面的能力，让学生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有勇气和信心去激励和领导他人。领导者需要充分分析自我、他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一位成功的领导者，需要非常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能力正可以通过讲故事得到锻炼。 学生们在课堂的前半部分写下他们需要讲的故事，所写的故事不能是抽象的和摘要性的，而且故事的叙述者不能只是单纯地讲述故事，他还要在讲故事时带领全班同学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个目标可能是成立一个团体帮助非营利组织的工作者，也可能是帮助生长在加沙地带的学生运送教材。

格雷格·罗森鲍姆，帕利塞兹联合公司（Palisades Associates）董事长，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1997年的公共政策硕士。格雷格·罗森鲍姆认为从中获益最多的是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和欧内斯特·梅的“历史的应用”课程，通过这个课程他学会了在评价决策选择的过程中借鉴历史事件的经验。罗森鲍姆在创建帕利塞兹联合公司时，正是通过对于这个产业的历史、原始运营战略和失败原因的综合分析，才使得他的公司能够有现在的成功。同时他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分析课程让他懂得如何分析问题、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学会了如何说服他人实施这些方案。值得一提的是，罗森鲍姆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校友会领导委员会主席。


特色案例教学模式


为了更好地保证学生们听到多元的声音，肯尼迪政府学院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模式。学院案例编写小组的专业工作人员投入大量时间严格地筛选和撰写经典案例，许多案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检验和完善，已经堪称经典。它们有些以讲义的形式存在，有些已制作成幻灯片，甚至还有些经典案例被拍成视频，或由人现场表演，从而给人以更直观、生动的印象。在课前，学生需要提前预习教授下发的相关案例资料，作好充足的准备。上课时，针对案例中的问题，教授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它们展开激烈的讨论，以期找到最佳的创造性解决方案。随着问题不断深入，并辅以老师的接连发问和善意引导，同学们的意见常常会发生分歧，他们根据自己的立场，表达观点、毫不相让。教授对于同一个问题会选择不同的学生回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发现自己的回答只是多种案例思路的一种，大家的观点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最后，教授根据案例讨论的线索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将案例背后的理论和逻辑体系加以提炼。如果条件允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将会被邀请到案例教学的现场，这样能更好地进行交流和反馈，从而让学生更好地跟进现实公共事件的最新进展。

案例教学的案例只是教授教学方式的一个引子，其实有用的是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授通过组织、协调、提问、引导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才能，掀起一场又一场头脑风暴。这种争论式的学习方法，拓展了思维空间、激发了学习潜能。这种具体而真实的学习方法，不但可以培养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更能提高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和判断能力，以及更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案例教学在最初被引进肯尼迪政府学院时曾遭遇了一些抵触。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教授需要找人写案例，能够写案例的人需要阅读大量的书面材料并且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采访，往往一个案例写出来所花费的时间是一堂课的十几倍。第二，案例教学方式需要教授有丰富的教学技巧，而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擅长案例教学。通常，学院会专门为用案例教学的教授进行系统的培训，这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方式的教授而言并非那么容易接受。第三，案例教学即便再成功、口碑再好也会有自身的缺陷，虽然案例教学宣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从实际来看，每个案例的理论依据仍显得薄弱。经过长年的发展积累，肯尼迪政府学院也拥有了一批自己的案例，这些案例在教学中也被运用。尽管案例教学的推广并非想象中那般容易，但是它却是一种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特色相匹配的教学方式。前面提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40%左右的国际学生，学生背景复杂多样化。如果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那么拥有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经历的学生就会依次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开放性的讨论辩驳，学生们的思维逐步发散，并不会局限于特定的条条框框中，对于自身会有很大的启发。

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中国校友甘东宇曾总结哈佛公共管理专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概率学、分析学等学科对管理进行定性分析。管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在以前的概念里，管理不是专业，或无法以科学来定义。然而，在哈佛将管理课程学下来，却不觉得是空泛的。

2.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使教育有机地与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点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哈佛的教授其实不只是一介书生，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具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政府高级管理人员、非营利组织实务工作者以及商业巨子或是商业高手。比如说，曾经担任过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及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萨默斯，在此之前，已是哈佛鼎鼎有名的经济学教授。这种又官又学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在传授知识时紧紧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通过角色的互换，他们的理论又是与时俱进的。

3.善于创造、归纳模式。这又是美国文化的不同之处，美国人希望将任何事情都归纳出模式、制定出标准，使之得以规范并可复制。这一点正如麦当劳之于我们的中式快餐。其实这些模式不一定是教授提出来的，也不一定人人认可，但人人都可以提模式，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言之有理。

4.永远没有答案，这也是与第三点紧密相关的。鼓励的是讨论与辩论，教授永远不会给你一个说法，这一点，正是激发美国人无数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原因。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追求过程而非结果，因此，上课参与很重要，而中国学生往往在这方面吃亏，但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力求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丰富的教学形式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多元化的授课方式是一种常态。许多老师会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进行集体讨论，群策群力地达成共识，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有些课上，老师会给出案例并要求学生现场模仿或进行角色扮演，通过亲身参与加深对案例的思考。有时，老师会要求学生根据主题，在短暂地准备后进行现场演讲或展开政策辩论。笔者对肯尼迪学院的学习小组印象深刻，自己也亲自扮演过好些有意思的角色。课堂以外，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假期，学生们可以参与到学校和各类社团组织的国内外游学活动，近距离地感受异域文化带来的乐趣和挑战；学校还鼓励学生积极申请实习职位，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将所学技能运用于工作之中，以便更好地发掘工作志向和自身优势。哈佛大学演讲会（Harvard Toastmasters Club）是每周一次的演讲会，目的是提升哈佛大学生和社团成员的公共演讲能力和领导能力，演讲形式包括定题演讲和即席演讲。演讲会还会邀请其他学校的学生参加。整体而言，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育是多元、丰富且生动的，这些多元化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激发学生的才能，掀起一场又一场头脑风暴。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有可能获取机会，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密切协作共同完成学院的计划和项目。老师作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来协调学生们之间的工作，确保政治学院的项目能够顺利完成。其中包含以下几类项目：市政（Civics），主要是让哈佛大学的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共同探讨美国的政府管理；哈佛政治联盟（Harvard Political Union），特别之处是学生会对当今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公民身份入籍考试的辅导（Citizenship Tutoring），主要是学生帮助哈佛大学的员工通过美国公民身份入籍考试。另外，学院还会为本科生提供多种多样的政治管理实习岗位。

丹·格利克曼（Dan Glickman）是政治学院2002~2004年期间的院长，他指出：“你体验到的这种激情，是活生生的，非常独特，非常强健。”他现在是美国电影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曾任美国农业部部长。他也是一位国会议员。政治学院学生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杰夫·色内特（Jeff Solnet）认为，政治学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大学的本科生能够像这里的学生这么幸运，因为他们能够遇见在政治和公共服务领域里最优秀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并且可以和他们一起探讨和解决问题。政治学院里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学生们通过交流可以学到新的知识技能，冲击他们原有的观点，而且能够从学者和演讲者那里获得他们对于政治和公共服务工作的最新观点；同样，这些学者和演讲者会从交流中收获自己新的想法。政府学院是一个孕育创新思想的地方。

毕业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和一批校友描述肯尼迪的著作《修炼哈佛——亲历肯尼迪政府学院》一书中曾这样讲述他的哈佛故事：“哈佛，到底给了我们什么？零点调查对于15岁以下的中国青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男孩中，有15%的孩子梦想长大了当国家主席或总理；而实际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得到教训：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普通人及普通人家的孩子无缘。13岁孩子的总理梦，到了31岁就成了笑话。而肯尼迪政府学院是激发人的地方，它告诉你，大人物与小人物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不全是运气与缘分，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塑造。”
[15]



这些积极参与政治学院项目的本科生在攻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生时可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同时，政治学院也为参加暑期政治竞选活动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也参与政治学院的教学工作，他们经常参加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术活动，例如国会新议员（New Membership of Congress）、新市长（Newly Elected Mayors）和其他一些政治论坛。

此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周都举行一次肯尼迪论坛，所有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和学者都可以参加，肯尼迪论坛经常邀请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知名学者专家和企业领袖来进行论坛交流，讨论近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公共事件，论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视野和生活体验。从1978起，肯尼迪论坛已经举办了1 000多场，与会者达65万人，通过电视、远程会议和互联网进行收看的人数达到几百万。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戈尔巴乔夫、凯萨·查维斯、贝蒂·弗莱顿、图图大主教、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比尔·克林顿、南希·佩洛西、杰拉尔德·福特、戈登·布朗和康多莉扎·赖斯等。笔者在哈佛曾多次参加肯尼迪论坛，感觉在这里非常有收获，经常能聆听到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各界领袖的声音，并能和哈佛优秀的教授和学生一起对话，脑力激荡，十分有感触。在这里，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国别之分，也没有师生之分，思想和创新是唯一重要的要素。国际一流大学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场。笔者觉得这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最有魅力的地方，学生们几乎每周都能和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领袖一起分享他们精彩的观点，笔者有好几次还将参加之后的体会放在了新浪的博客上与网友分享。

肯尼迪政府学院还会针对某个专题组织研讨会、午餐会、学习小组，让对这一专题感兴趣的学生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获得专题研究的最新进展。例如，在去年达沃斯会议召开以后，笔者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组织的关于达沃斯会议的自带午餐报告会，带上一块面包、一瓶饮料，享受思想的大餐，作报告的包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和几位哈佛知名教授，还有《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主编等，分享他们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体会。可见学院领导和知名教授非常重视与学生的交往和交流。达沃斯论坛的发起人施瓦布就曾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他在学院的经历对他成功创办达沃斯论坛极为有益。

肯尼迪政府学院还会不定期地利用晚宴时间举办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学生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会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在讨论摩根大通如何实施它的退伍军人安置规划的晚餐讨论会上，学院会邀请摩根大通的退伍军人事务项目的执行董事纳特·赫尔曼（Nate Herman）和莫琳·凯西（Maureen Casey）参加讨论会，这样学生就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手的真实资料，而且能与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进行更有成效的交流，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可以学到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学到的实践经验，从而让学生将其运用到以后的实际项目运作中。

肯尼迪政府学院信奉学术必须与实践结合的信条，而将知识广泛地传播是这一信条的主要体现。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自己的刊物，从而可以将学院的老师、学生和校友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向全球发布。肯尼迪政府学院有3种院级刊物，《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期刊》（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gazine），主要以新颖生动的方式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透视》（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sight），主要通过专家的采访来介绍肯尼学院的最新研究；《影响力》（Impact）是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季刊，主要是全面地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知名教授的研究。同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也积极支持学生出版刊物，其中共有6种，每年出版一次，它们在谷歌的政治类搜索中排在前列，主要内容是刊登政策制定者、从业者和学者对热点问题的深入解析。这些刊物包括《西班牙裔政策研究》（Journal of Hispanic Policy），《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评论》（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Review），《哈佛非裔政策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Public Policy），《哈佛妇女政策研究》（Women’s Policy Journal of Harvard）和《非洲政策研究》（Africa Policy Journal）。


多样交流模式


高水平、多样化来源的学生和教师，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实现其培养目标的基本条件。学院因而也非常重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积极开拓多种渠道，保证师生间、学生间的沟通顺畅。大多数课程都规定一个学期内学生必须到老师办公室面谈一次。这种方式，既可以使老师及时收到学生接受课程程度的反馈，也可以向学生更好地传达老师的授课意图，师生共同讨论，辅助下一步教学计划的修改。同时，学院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讨论也十分充分。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明确规定，任课老师每学期有义务召集部分学员分批共进一次中餐，每次4~5名同学加上助教。这种聚餐是事前指定一名同学埋单，每人不超过8美元，发票经参加的老师签字后，由学院财务报账。聚餐时老师和学生可以深入讨论任何问题，对增强学员对学科的了解，增进老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的友谊都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时候，也曾经和学院的前院长艾利森一起共进晚餐，晚餐中我们讨论的话题十分广泛，艾利森教授没有一点架子，交流非常充分。

此外，在每个学期之初学生选择课程时，肯尼迪政府学院都会为学生提供一份被称为“课程集市”（Course Shopping）的课程清单，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课程和教授、教师，从而确保学生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实现双向选择的机制。通过选课，学生原有的项目界限、国别界限被彻底打破，上课时学生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这样会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基本在每个课堂上，教师都会要求学生选择某一话题发表演讲。一个或几个学生演讲结束后，全体选课学生将会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学生平均都会获得两三次发表演讲的机会，并且对每一个话题都参与了讨论。此外，学院在内部网络为每个老师开辟了专门的课程栏目，这样充分保证了学生和老师之间高效率的交流。一些课程还会利用校园网络平台促进师生交流，比如，一些教师在布置下一节课的预习作业时，会要求学生将各自的想法或疑问发布在网络讨论区上。这样一来，学生们在上课之前便可获知在即将到来的这次课上，哪些是大家集中关心的、将会成为讨论焦点的话题。也有教师会要求学生在网上公开发布学期中的小作业，从而达到公开透明的效果。

除了学院内部的交流之外，肯尼迪政府学院也非常重视学生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被认为是学生为未来工作提前打好基础的重要方式，因而，学院非常重视交流活动的安排工作。一方面，选取参加交流的机构都要具有实际的决策力，都是要在某一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部门，而不能仅仅是应景的摆设式单位；另一方面，被选择参加交流活动的机构也非常重视与肯尼迪政府学院学生们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得与交流方人员同等的地位，大家可以就具体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平等对话。无论是国防部、外交部、参议院，还是世界银行，或其他非官方机构组织，都愿意空出时间接待学院的学生来访，而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敷衍学生。这样的态度使得肯尼迪政府学院学生的社会实践具有着实可见的成效。

肯尼迪学子的责任意识与公共服务精神

公共服务一直是哈佛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它的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有殖民地的总督、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国会议员和总统。虽然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建立默默无闻，但它却使公共服务不再是人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为了一种职业，令公共管理成为一种科学，而不仅仅是门艺术。

在每个学年开始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会举行一个论坛欢迎新生和返校生，主题为“自问你可以做什么：参与到为公众服务中去”。学院校友以及许多公共领域的知名人士会参加，其中不乏政界人士、媒体人士等，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职业故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项事业激励着整个学院，这是我们全部的使命”，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在2010年的论坛上说。举办这个特殊的论坛对埃尔伍德意义非凡，这是他担任院长的第七年，他将这项学院使命置于首要和中心位置。“我们的使命十分直接：训练杰出公共领袖，并且将理念带到解决最重要的公共问题中去。”埃尔伍德表示，他坚信，这个使命自学院创始人卢修斯·利陶尔在75年前创建学院时起几乎没有改变——广泛地为公共服务。

政治学院的新任院长特雷·格雷森是哈佛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的毕业生，曾任肯塔基州州务卿。他至今都对政治学院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政治学院有着广受哈佛大学本科生欢迎的课程项目，正是这些项目课程使他对公共服务开始产生兴趣。他回忆道：“2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政治学院燃起了学生对政治和公共服务的热情，而正是这种热情让我从事了公共服务事业；政治学院起到了沟通作用，它使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不同班级、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了更多的交流，也扩展和丰富了我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

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在学院蓬勃发展的70年代担任哈佛校长，他坚信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目标。在最近一次采访中，博克列举已成为世界领袖的学院院友们时说：“我对有那么多高层的人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感到震惊，瞧瞧它的毕业生，有那么多人在担负重任的岗位上工作。”

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公共领域拥有众多杰出院友，其中有国家领袖也有国际化领域巨擘：这些院友都阐释了大众公仆的含义。还有很多院友，虽然名字不那么显赫，但也参与了极富影响力的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管理者、教育者、规划者或是地方政府官员为公众服务。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员工们同样是承担学院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最早一批员工确立了既要学术繁荣又为公众服务的标准。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为马歇尔计划工作；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巴托曾经为约翰逊政府工作；历史学家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曾经是杜鲁门总统顾问。受到肯尼迪总统的“公共参与”影响，他们坚信训练未来公共服务的人才需要能在学术场“有进亦有出”。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2005年被任命为院长之前，作为克林顿政府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秘书长，也曾经为卡特政府服务。对于奈来说，学术和政府经验彼此互惠于对方。“我认为诺伊施塔特，学院创建人之一，对于‘有进有出’的优点把握准确。”奈针对自己的政府服务经历说：“我从哈佛获取的理念让我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而我的教学和研究受益于我的政府工作经验。”这种职业经历在学院员工中并不罕见。埃尔伍德，也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担任规划和评估助理秘书长。理查德·达曼（Richard Darman）在学院担任员工超过20年，曾经为5任总统担任高级职位；商业与政治教授罗杰·波特曾为布什内阁服务，协助总统的经济和本土政策工作；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任奥巴马政府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杰弗里·利布曼（Jeffrey Liebman）曾经为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工作，现已由华盛顿返回学院；环境科学家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继续担任奥巴马科技政策办公室高级科学顾问。“有进有出”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将职业主要专注于公共领域的员工们，大卫·格根曾担任4任总统顾问；梅根·奥沙利文曾担任布什总统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曾任布什总统国家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和克林顿政府驻希腊大使。

让学生们在财力上能够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这是埃尔伍德作为院长的首要目标。他曾多次提及让人们选择那些公共服务而不是有更多报酬的工作的难度。自担任院长以来，他将公共服务的每年财政资助从1 100万美元增长为2 200万美元。这些奖学金全额赞助给那些致力于在毕业后最少投入公共服务3年的学生。他也曾在国会表示，许多具有天赋的学生愿意进入政府服务，但对目前政府的招聘流程十分沮丧。去年他聚集来自私营、非营利组织和学界领袖，商讨联邦政府的招聘改革。埃尔伍德鼓励年轻学子走出去关心公共生活，让他们参与到哈佛学校和全球的公共事务中去，去做伟大的事，要大胆，敢创新，要敢于面对风险——“我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努力提供给你们最伟大的想法，而现实是问题仍然等待着我们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想法和思维。现在，是我们领导这个潮流，而我们期望的是看到你们引领潮流。”

美国人的党派意识强烈，这点在政界尤为突出。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致力于为美国培养储备未来公共政策精英的学院，也避免不了要面对意识形态的问题。既然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以美国20世纪的伟大总统之一——约翰·肯尼迪的名字命名的，那么它就是要将肯尼迪总统的思想精神发扬下去。毋庸置疑，肯尼迪政府学院是一个美国自由主义左派思想的重镇，是民主党的思想库、人才库。学院的师资队伍中很多教授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其实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和学院都被民主党占据了半壁江山，因为校园的学术派知识分子多为自由派。如果执政党为共和党，那么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会选择回到学校任职教书，等待下次竞选的到来。如果下一次是民主党派人士在竞选中获胜，那么这些教授就有可能会响应号召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工作。这一点类似于美国智库“旋转门”的效果。由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特殊背景，该学院中支持共和党的教师和学生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它的学生都是精英的无神论自由派人士。尽管共和党派人士数量有限，但是这当中还是不乏一些名人，比如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威廉·克里斯托尔就在这里上课，曾在福特、里根、老布什等共和党总统班子担任高级经济顾问的罗杰·波特教授。除了意识形态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道德理念。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色彩浓重，有许多关于道德和励志的言说。这样的特点也许多少与肯尼迪总统有关系。肯尼迪总统在其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曾给大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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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演讲极具激励性，充分呼唤了公民义务。今天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很好地继承了肯尼迪总统的精神，整个学院内到处都弥漫着激励的气息，如果你参加了学校的活动，这样的感觉会更加强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在各种演讲会的提问都充满了强烈的精英情结和公民精神。学院的初衷是希望学生时刻思考公共的价值所在，以实现公共价值为理想，唤醒沉睡在心底的自我公民意识，全心投入到为社会服务的怀抱中。类似于“我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做些什么”这样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思考内容，是校园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因为强烈的道德氛围和励志的言说，使得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将道德教育也默认为是学习的一部分。而这些道德励志氛围也使得学生们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为民主世界的公共领导人，完成学业后都将成为公共政策精英，可以为改变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其实，这些关于励志的精神指导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审视者，需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否认，如果运用得当，它确实能够帮助个人发掘自身的潜力，实现自我超越并惠及社会。

职业生涯助推器

职业加油站项目

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开设了许多学位课程，而且还为在职人士提供了许多相应课程，例如，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MC/MPA）是一年制的公共管理硕士。它对申请者的基本要求是7年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学士学位。该课程为处在职业生涯中期的成功人士而设计，其培养目标旨在帮助想要在自身所处的公共服务领域有番作为或者想要成为领导人的职业精英加强知识理论和专业技能。学员的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还有坐轮椅车上下课的残疾人。这不仅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为职场中的成功人士提供提高能力的机会，还反映了其提倡终身学习的理念。

肖恩·拉什（Sean Rush）是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unior Achievement Worldwide）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2007届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他参加这个硕士课程是为了开始新的职业，它能使他的商业才能、对公众利益的热情和筹集资金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这几种能力使他赢得了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志愿者职位——肯尼迪基金会主席。他在谈到为期一年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时指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职业背景的同学给了他不同凡响的学习经历，55岁的他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世界观，然而课余时间的互动和课堂讨论同样深深影响了他的世界观。“谁说年纪大的人不能学习新东西？我现在的工作是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人们，这需要我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来指导我的组织的项目和服务的运作。如果我没有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习，我还会用原来的眼光看待我的组织和它的能力。”克劳斯·施瓦布是1967届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他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WEF），获得了丹·大卫基金会（Dan David Foundation）100万美元的奖励，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奖金，他决定建立一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子项目——新领军者年会。

高级官员培训项目

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多种类型的课程，它们包括两三个月的培训课程，也有中长期的一两年的课程。肯尼迪政府学院最为重要的三个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由艾什研究中心承担，它们是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和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不同于这些常规化的培训班，专题式的培训开始逐渐增多，例如北京奥运会管理培训班、南方电网培训班等。

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是一个历时8周的培训课程，从2001年开始举办，主要是面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培训的目标是提高他们应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中国领导人培训班是在清华大学和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课程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政策改革、公共金融、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方面的内容，由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的老师来共同讲授。课程包含50个案例，可以使中国官员从专业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了解公共管理发展的前沿和趋势，这样不仅使他们了解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先进的思想和理念，而且通过课堂讨论交流和论坛活动，将中国的公共管理经验带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

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由国家行政学院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得到哈佛中国基金会的启动基金。课程的主要学员来自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负责处理紧急事务的高级官员，课程的主要形式是讨论和嘉宾演讲。通过研究重大灾难和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分析，让学员们在灾难的预防、减轻灾难造成的损失和应对灾难方面得到最好的培训。

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2009年开始举办，主要学员为上海市政府的官员。每年有25名上海市政府官员参加为期两周的课程学习，然后在第三周参观其他美国城市来更好地了解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运转机制。主要是提高学员在战略规划、领导力、公共服务的方式、城市规划和发展、危机处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能力。

学生终身受益的校友网络

肯尼迪政府学院建院75年来拥有了4.6万名校友，他们来自于203个国家和地区，工作岗位遍布政府、私人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等许多部门。这一遍布世界的校友网络可以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了解和解决相关地区的公共问题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使其做出快速反应。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都非常珍视校友身份，他们会永远以能成为校友社团的一员而骄傲，而且他们坚信，随着校友社团的人数不断扩大，它对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校友的帮助会越来越大。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成功来自于精英网络的建立。如果已经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会做得更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专门的校友委员会，校友委员会由20名志愿者组成。它的作用是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服务，还可以通过一些团体和活动更好地团结校友和应对突发的公共问题。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通过自身及其分会与哈佛俱乐部等团体，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服务使命带到全世界的各个地区。肯尼迪政府学院还设立了专门的奖项来奖励那些为公共服务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本学院毕业生。它们是校友贡献奖（设立于1997年，19名获奖者），朱利叶斯·巴比特校友志愿者纪念奖（设立于2006年，2名获奖者）和年轻之星奖（设立于2001年，9名获奖者）。

在一项数据统计中，我们可以发现共有11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和校友在白宫工作，还有25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和校友在美国政府担任其他重要职务。学院的刊物会对校友们获得的荣誉和成绩进行报道，其中2010夏季的某期刊物报道了4位校友成为2009年的白宫研究员一事。其中一位是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毕业生肯德里克·罗宾斯（Kendrick Robbins），他在美军服役15年，曾在军事敏感地区如波斯尼亚和伊拉克服役，负责联邦政府退伍军人就业计划的实施。根据有关资料，白宫研究员项目自1964年创建以来，共有642名白宫研究员，其中有43名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在接受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中心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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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曾经指出，自己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习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通过学习政府管理、非营利管理等方面的课程，提升了知识体系。第二是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各个国家的同行交流，对视野是极大的开阔。第三，梅森项目（Mason Program）每年有很多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对积累人脉关系很有帮助。直到现在，甘东宇还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豪泽非营利研究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豪泽中心得到很多数据和研究成果，有时候还会回到哈佛交流。甘东宇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获得帮助的渠道。

表3–3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历届师生在奥巴马政府部门的任职概况




	
政府部门


	
校友


	
学校部门


	
政府职职位







	
白宫


	
约翰·霍尔德伦

（John Holdre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政策学教授


	
奥巴马总统科技政策顾问，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联合主席





	
劳伦斯·萨默斯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坎达丝·秦

（Candace Chi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2008届毕业生


	
美国总统人事办公厅主任特别助理，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人事部门成员





	
南希–安·德帕尔

（Nancy-Ann DeParle）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2000届毕业生


	
白宫医疗改革办公室主任





	
亨利·德西奥

（Henry De Sio）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2001届毕业生


	
总统行政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拉沙德·侯赛因

（Rashad Hussai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硕士（两年）


	
总统法律副顾问





	
科迪·基南

（Cody Keena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2008届毕业生


	
总统演说撰稿室副主任





	
戴维·梅迪纳

（David Medina）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93届毕业生


	
总统第一夫人顾问





	
白宫


	
彼得·劳斯

（Peter Rouse）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1977届毕业生


	
总统高级顾问，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联合主席





	
南希·萨特利

（Nancy Sutley）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86届毕业生


	
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





	
保罗·沃克尔

（Paul Volcke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1951届毕业生


	
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





	
琼尼·沃尔什

（Joani Walsh）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硕士2007届毕业生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事务委员会成员





	
退伍军人事务部


	
汤姆·维尔萨克

（Tom Vilsack）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2008届研究员


	
农业部部长





	
乔纳森·阿德尔施泰因

（Jonathan Adelstei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1987届毕业生


	
农业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





	
退伍军人事务部


	
琳达·比尔米斯

（Linda Bilmes）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退伍军人事务部成员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戴维·布卢门撒尔

（David Blumenthal）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75届毕业生


	
国家医疗信息技术协调官





	
商务部


	
里克·韦德

（Rick Wade）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1997届毕业生


	
商务部副幕僚长和高级顾问





	
国家安全委员会


	
萨曼莎·鲍尔

（Samantha Powe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和全球领导力教授


	
美国政府多边事务高级顾问，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莎拉·休厄尔

（Sarah Sewall）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国家安全事务部成员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杰弗里·利布曼

（Jeffrey Liebma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执行副主任，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泽维尔·德索萨·布里格斯


（Xavier De Souza Briggs）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硕士1993届毕业生


	
政府常规项目副主任





	
美国环境保护局


	
丽莎·杰克森

（Lisa Jackso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管培训2003届毕业生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





	
辛西亚·贾尔斯

（Cynthia Giles）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2000届毕业生


	
美国环境保护局环境执法办公室行政助理





	
小企业委员会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弗雷德·霍克伯格

（Fred Hochberg）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管培训1996届毕业生


	
曾在小企业管理局任职，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马拉·费尔凯尔

（Marla Felche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


	
曾任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委员





	
国防部


	
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约翰·怀特

（John White）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师


	
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国土安全部


	
兰德·比尔斯

（Rand Beers）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


	
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布里杰·麦高

（Bridger McGaw）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2004届毕业生


	
国土安全部私营事务办公室执行助理秘书





	
国务院


	
卡尔·艾肯伯里

（Karl Eikenberry）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家安全研究员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





	
司法部


	
阿曼达·富克斯·米勒

（Amanda Fuchs Mille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2003届毕业生


	
司法部法律政策办公室





	
托马斯·佩雷斯

（Tomas Perez）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87届毕业生


	
司法部民事权利分部首席检察官助理，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事务委员会成员





	
财政部


	
戴蒙·马查斯

（Damon Munchus）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94届毕业生


	
财政部立法事务局副助理部长，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员





	
乔希·戈鲍姆

（Josh Gotbaum）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1976届毕业生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肖恩·多诺万

（Shaun Donovan）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两年）1995届毕业生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





	
威廉·阿普加

（William Apga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抵押贷款资深顾问





	
尼古拉斯·雷特西纳斯

（Nicholas Retsinas）


	
美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住房研究联合中心主任


	
美国住宅城市发展部前副部长，

2008年奥巴马任职过渡团队成员





	
美国内政部


	
威廉·沙弗罗斯

（William Shafroth）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1991届毕业生


	
内政部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局副助理部长





	
美国能源部


	
罗德·奥康纳

（Rod O’Connor）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2003届毕业生


	
能源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友好合作不断增强，中国的校友也越来越多。据托尼·赛齐教授向笔者介绍，目前学院的各类项目已经培训了上千名中国学员。

2011年5月14日，该年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成就奖颁奖仪式在学院著名的肯尼迪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佳教授从今年120多位获得该奖提名的杰出校友中脱颖而出，走上领奖台，接受院长大卫·埃尔伍德教授的颁奖，成为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2011年度唯一得主，也是获该奖的中国大陆第一人。

杨佳是所有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生。她是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10年前毕业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哈佛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肯尼迪政府学院项目负责人捷克博森在致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毕业典礼上，全体师生起立，长时间为杨佳鼓掌。大家这样做是对她取得巨大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她所代表的国家的那种美和智慧以及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肯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成就奖于1997年设立，表彰在某领域做出重要贡献、成就、创新，并具有相当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得以改善的杰出校友。迄今获该奖者共19人，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曾获得此奖。





[12
 ]参见《哈佛笔记：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积极意义》，http://harvard.blog.caixin.com/archives/2559

[13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构建中美对话”会议纪要》。http://iue.cass.cn/news/show.asp?ID=107

[14
 ]详见附录一，笔者于2011年8月对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进行的访谈。

[15
 ]袁岳等著，《修炼哈佛——亲历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华工商联合会，2004年。

[16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出自约翰·肯尼迪总统1960年就职演说中的名言，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核心教育精神。

[17
 ]感谢哈佛大学非营利组织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胡馨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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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肯尼迪政府学院

精英培养模式评析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从事公共政策的人应该具有哪些品质”、“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他们选拔出来并加以培养”，都是关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课题。将最适合本国发展的优秀人才聚集到公共领域中，由他们来直接准确地制定并执行政治决策，是国家潜力尽可能发挥到最大的重要保证。在古希腊传统下，高贵的出身、富足的财产，并且具备勇敢、智慧等古典美德的人是共和主义城邦的理想公民。而到了古罗马时期，因为国家的扩张战争，具有尚武精神和在危难情境下的坚决果敢，是从事政治者必要的条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制度下，对于什么样的人适合从事公共事务活动，会有千差万别的标准。但是总体而言，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和一种健康的制度之中，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人，往往代表了社会的精英群体——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接受过高水平的教育、出众的处事能力，以及合乎本国文化背景的道德涵养等等，都是他们所必备的素质。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精英”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宏观价值取向；反之，居于高位的公共管理者们，也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左右着整个国家在价值判断上的走向。因而，世界各国都会非常重视选拔和培养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才。

当我们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时，发现学院不仅在本土和全世界培育了大量人才，而且对公共管理精英的世界培养体系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会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教育作为公共管理精英培养模式的样本进行讨论，分析其特点和理论依据，从而理解其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原因。

价值导向与精英定位

2008年11月，奥巴马在美国第56届总统大选中击败对手成功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黑人血统的总统。一时间，不少奥巴马的支持者们群情激昂，纷纷为这一结果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的政治意义而感到自豪不已。诚然，就美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而言，黑人这一种族从被贩卖的奴隶身份走到今天美国总统的地位，其背后所经历的斗争和曲折，以及历史的进步意义是无须赘言的。不过，当我们聚焦到奥巴马这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时，我们会发现，尽管他在肤色上深于他过往的前任们，但是其个人发展轨迹，依然体现出了浓厚的美国精英发展路线的特点。

奥巴马黑色的肤色来自于他肯尼亚的父亲。与美国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不同，奥巴马的父亲并没有贫穷、暴力、毒品等一般意义上美国黑人民众可能遭遇的不幸的特征。相反，他父亲生活在肯尼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经济水平及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有机会将儿子送去海外读书并获得奖学金的资助。因而，当奥巴马的父亲遇到他的母亲时，其身份是一个体面的外国留学生。不过，即使奥巴马父亲的身份有任何不体面之处，对于奥巴马的人生来说，也并没有造成多少负面影响。在奥巴马两岁时，他的黑人父亲便离开了这个家庭。所以，真正对他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是他白人母亲的家族。

《财经国家周刊》在2010年7月那一刊中，曾这样介绍奥巴马显赫的母系家族：“在夏威夷长期抚养他的外祖父母属于美国的经济上层，奥巴马的外祖父是成功的家具商，外祖母更是美国最早的女性银行副总裁之一。奥巴马上的中学，是夏威夷最老牌的私立贵族‘预备学校’（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母校），提供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精英中学教育。”这样的家庭条件与发展经历即使是在美国白种人群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奥巴马之前两任的总统克林顿的际遇相比奥巴马要不幸很多：克林顿作为“二战”遗腹子自幼父亲缺失，而其母亲因贫困不得不多次改嫁，也使得克林顿的幼年并没有遇到过一个合格的继父，反而生活里充满了暴力与动荡。当我们再次回看奥巴马的胜利当选时可以看出，在经历了无数次艰难的黑人运动后，美国黑人的确获得了一些源于各种偶然而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

奥巴马的个人发展轨迹实际上是美国许多上层领袖共同的发展轨迹。尽管美国社会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讲求平等自由的个人发展路径，但同时在美国文化传统中，也始终蕴含着一种讲究出身的“贵族”情结。这种“贵族”当然不是真的指血统上的贵族，而是经由高学历、名校毕业等途径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出身”意识。这种“知识贵族”的意识在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平等学习机会的前提下，实际上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并不相违背。在“二战”结束以后，注重领导者的高校出身在美国政坛的高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占据美国上层主流社会的精英人士，大多毕业于常春藤联盟中的大学。根据统计，美国历史上有8位总统毕业于哈佛大学，5位来自耶鲁大学，3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3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除了总统之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希拉里·克林顿，曾担任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哈兰·菲斯克·斯通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等曾经左右美国政治走向的杰出人物，都是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现任总统奥巴马不仅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双料毕业生，他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另一所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也是他在哈佛时的校友。在奥巴马的核心政治团队中，曾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的是前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最高法院大法官则是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很多人因此而批评奥巴马政府过于倚重常春藤知识精英，以至于有脱离平民的倾向。然而实际上，即使是他的前任，来自共和党的小布什，在他最关切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中情局局长两个位置上，也同样提拔过他的常春藤盟校耶鲁大学的校友约翰·内格罗蓬特和波特·戈斯。曾有人统计，包括常春藤盟校的12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这十来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几十倍
[18]

 。

由此不难看出，名校毕业的身份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了进入美国高端政坛的必要条件。这一客观现象可以从两个方向得到解释：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名校，其本身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因而吸引高智商、高能力的人才是一种必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学校本身，也十分看重学以致用、改变社会的效用，所以也会注重培养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参与政治的能力。如果说，前一点是一种客观的自然选择，那么后一点则具有明显的主动含义。而这种来自学校的主动性，也是最终成为那些社会活动的顶尖人士聚集美国政坛高层的主要原因。

《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过某个耶鲁大学学生的座右铭：“我们上学，为的是学会管理。”（We go to school，to learn to rule.）这样直白的口号一时间引发了人们关于“特权”、“精英”的争论，然而实际上，这一口号已经成为了常春藤盟校的普遍共识。如前文所说，常春藤盟校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将学术知识传化为改造社会和服务社会能力。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学校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越大，办学水平越高。所以，为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具有法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知识背景，如基辛格博士甚至是毕业于哲学这样的人文专业。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们在毕业后与现实社会的接轨，其原因是与他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专业化训练分不开的。

正如前文所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国际政治精英培养体系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学府。它的办学目标、学制设置、课程安排以及其他所有组成部分的特点，都是严格依据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实际而设置。不仅如此，它在学制与课程安排上，还非常注重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从而一方面提升学院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塑造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一方面也向国际上输出标准意义上的“美国式”公共政策管理和服务的理念。

肯尼迪政府学院实际上秉承了非常开放的办学理念。这样的办学理念是希望保证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具有综合性头脑、开放性眼光的管理者。现任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曾经非常精辟地概括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学理念，即学院长期信守不渝的宗旨是：“造就技艺高超、思想开明的领导者，增进公共利益；融汇世界一流学术与从业者和决策者的经验，解决公共问题”。
[19]

 因而，肯尼迪政府学院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三项核心技能便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理念：分析（analysis）、主张（advocacy）和管理（management）。

管理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每一种选择都会代表不同的利益指向，因而各有优劣，没有唯一准确的答案。那么，如何取舍则需要管理者对政策效果进行预估评价。因此，管理者必须具有综合全面的知识背景和视角，对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制度等全方位的后果进行分析，并结合自身经验得出自己所持的立场。这便是“分析”的技能。能够提出政见并不代表有条件执行，不同立场的部门会从各自角度提出不同意见，因而作为决策者，必须具有争取得到多数人同意的能力，从而使政令获得实施。这便是“主张”。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多部门需要协同合作。但是，各个部门的职能不同、能力作用不同，从政策中获利的大小也不同。如何使宝贵的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则需要管理者的智慧和战略眼光。这便是“管理”。

肯尼迪政府学院要求学生所掌握的三项核心技能，全面地概括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全过程中，领导者、管理者所需要的专业素质。而要实际践行这样的培养目标，则需要多方面条件的保证。首先，挑选什么样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选用哪种资历的教师执教，是学院向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基本保证。那么，肯尼迪政府学院所青睐的学生应当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和优势呢？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日制的专业研究生，另一种是在职官员的职业培训。全日制专业研究生可以选择三种研究方向，分别是公共政策硕士、公共政策与城市规划硕士（Master in Public Policy and Urban Planning，MPP/UP）、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MPA/ID），学制均为两年。这三个专业都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在职官员的职业培训，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培训在职官员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要求在职政府官员脱产学习1年，并且需通过相关考试后才能拿到学位；另一类则是高级行政官员的短期培训教育，时间一般为3~13个星期。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也包括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市长。

依据培养目标，肯尼迪政府学院期待学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多样化的背景。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中，无论是专业研究生还是官员培训班，国际化水平都比较高。历史上，从这里毕业的，除了美国几位前任总统外，也不乏墨西哥的两位前总统、哥斯达黎加前总统，新加坡、秘鲁和巴基斯坦的前总理等世界各国领导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遍及美国各级政府。这种安排与美国社会的“大熔炉”文化背景相关，同时，又与美国政府的国际政策立场有关。因而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研究、小组讨论等课程中，不时出现来自不同文化的视角、思路的精彩碰撞。

其次，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于申请者的实践经验格外看重。一般来说，无论是申请哪一个硕士学位，都需要至少2~3年的工作经验。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更是需要7年以上重要工作的经验。其中，除了对基本成绩（例如英语等）的最低要求以外，学院更看重的是申请人先前的领导力经历，以及在申请书和推荐信中所体现的成长潜力、人生抱负、人性关怀等软实力。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公共管理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很多理论都来自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缺乏实践背景，仅仅依靠学院学习，无法真正理解管理学科的实际内涵。除了多样化背景与工作经验以外，申请者的硬件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申请者的大学学业成绩必须达到优秀水平，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学习经历，以保证基本核心知识的储备。作为未来社会的管理者，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对于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生来说，会成为不小的挑战。因为在课堂上经常会出现探讨和争论，因而，母语非英语或者大学阶段非英语教学的申请者，会被要求出示足够证明其英语水平的考试成绩。此外，献身公共服务的志愿、显著的职业成长潜力和领导力发展潜能等软性能力，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于申请者的考查点所在。一旦录取，学生将会获得最优越的待遇，学院会提供以需求为基础的奖学金计划，或者提供低息贷款，使得所有同学一旦被录取可以不用为学费太发愁。

而另一方面，肯尼迪政府学院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根据肯尼迪政府学院2004年的统计报告，当年就业的355位硕士毕业生，分别被59个国家的300个组织录用。近50%的毕业生进入公共部门，22%进入非营利组织。任职最多的岗位是政策分析专家与咨询专家
[20]

 。这些比较尖端的职位在招聘时，本身就对工作经验有所要求，肯尼迪政府学院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既有利于维持自身声望，也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学院会为学生进入公共领域提供最大的鼓励和财务支持，这被称之为“公共服务贷款减免项目”（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也就是说如果毕业后从事公共服务，薪水在一定标准以下，学校就减免学期期间的贷款，以此来激励同学从事公共服务。

精英培养的经验与思考

也许不是每一个学院都有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样的优势可以确保“揽天下英才”而育之，但每个学院都可以向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从招生流程、招生方式、奖学金发放等方面提高自身招生的有效性。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美国政治精英的主要培养基地，具有很多代表性的特点。无论是其培养模式的发展脉络、定位和理念，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不可否认的是，经由200多年的发展，美国政治体制已经步入了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无论是制度的健全程度，还是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都有了较为明确可循的标准依据。因而，在培养政治管理者时，学院或培养机构就会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哪一种素质的人才适合进入美国政府工作，通过怎样的教育可以使他们的执政能力有所提高。这些问题在美国可以说是有着明确答案的。所以，我们看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所有机构都很清楚自己存在的目的和发展的方向；学院名下设置有12个研究与学术中心（Research and Academic Centers），在这些中心或研究领域中，有近40个项目，项目之下还有项目——而每一个项目的设置，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学院方面有着清晰的目标，使得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照着清晰的参照系为自己定位。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学院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大家各行其道避免矛盾冲突，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由于轻松自由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在学识上出众，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成为了有着独立人格、个性主张、行动力强的人才，这一点与美国的精英目标相一致。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培养模式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对“人”的关注。学院培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最终将会进入社会上层，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因而，让学生们拥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也是学院的一大教育任务。

在美国，因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具有的地位，人的个性发展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权利。在课堂上，来自不同人种、文化、宗教的老师、学生聚集在一起，以多种多样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式来探讨政治实践问题，时常会发生激烈的争执。这种重视多样性、强调个性化的课堂，恰恰符合了美国社会“大熔炉”的文化背景。

但是另一方面，自由并非意味着缺乏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学院从学生、教师，到行政人员、访问学者，所有人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都有严格的规范，所有的争论都不能涉及种族偏见、性别歧视等具有人身攻击特征的内容。学院在最大程度上尊重每一个人，老师和学生相互尊重，从而实现交流的平等和通畅。这种素养是如何形成的，是一个覆盖面很大、时间跨度很长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从学院到社会，整体氛围的熏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如前文所介绍的，当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与政府官员、社会机构进行交流活动时，都会得到很高的尊重，而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低层次的“陪孩子游戏”的活动。这种态度的背后，首先是美国社会“平等”精神的支撑。在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所有人都清楚，无论与何种身份、何种年龄的人接触，都必须表现出平等的尊重，这一点是良好教养的表现，也是得到他人信任的基本前提。学生在活动中得到平等的对待，既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高规格接待必然会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从中获益的经历，也会使他们在日后同样身居要职时，以同样的姿态接待后来者。这样一代一代人地努力，最终会在整个领域中，形成良好的交流模式。

学院内部也同样拥有完备的制度与严格的规范。学院管理者绝大多数都是学院自己的毕业生，因而管理能力和专业素质都有所保障。管理者依据惯例每周会召开一两次会议，会议性质务实，大多讨论解决具体问题，适时调整学院发展方向，合理监督教学活动。

从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及其他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拥有了很好的职业前途，他们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叱咤，很多人都成为了相当有影响力的要人。这样的成绩本身，的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种培养模式的成功。但是，正如政治哲学、政治管理学发展到如今，依然无法对“怎样的政治制度是最理想的”这一问题给出一个公认的答案一样，“什么样的公共管理教育是最正确的”也同样没有唯一的标准。无论是将自己的精英同学安排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奥巴马，还是那个喊出“我们上学，为的是学会管理”的耶鲁学生，都面临着来自于民众的关于“特权主义”、“精英主义”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的内容实际上也的确真实发生在美国的社会之中。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美国学界开始遭遇到质疑和挑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由主义可能造成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减退，其提倡平等、民主的初衷，最终可能反而导致了特权阶层的出现以及民众的分裂。众所周知，在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个人利益是优先于国家利益的。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发展愿望，将自己的个性能力发挥到最大化程度的社会，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管理机构，反而要求政府尽量少地干涉公民个人。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理想社会更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只要制度稳定，无论是哪一党执政，都能够保证社会的健康运行。事实上，美国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自建国以来二百余年，美国的宪法基本保持稳定，也从未发生过涉及到政治制度变革的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如富兰克林一般的典型的美国理想公民，得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自身强大的行动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

但是，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为自由主义强化个人、弱化政府的思路，在美国，人们很难在政治领域取得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一般来说，经济领域甚至文化娱乐领域，更容易产生“明星”。这一点，从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他的支持者很少歌颂他个人，而是歌颂其背后的政治进步意义，便可知一二。再加上代议制政治制度运转较为稳定，美国民众对于投入政治的热情并不是非常高涨。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因为美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升，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客观上也有所降低。所以，尽管美国自由主义社会依然保持着“由普通大众定期选举有任期的公职”这种标志性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由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所谓的政治自由、民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少数人的“代议”实现。而代议制本身所蕴含的“一个人代表其他许多人的意见”的操作方式，就与自由主义所歌颂的“个性化个体”之间存在着矛盾。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政治活动还会使公民分化成“精英”与“大众”两类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精英”将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具备参与和领导的能力，而“大众”则被要求维持在自由主义最初的标准——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上。自由主义的本意是希望造就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最终却造成了公民的分裂。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有志于投入政界，从事公共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人才，汇聚在常春藤盟校中，客观上形成了“少数人”的群体。他们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朝夕相处，共同讨论当今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课题。在学习生活中，他们有机会与最高端的人物或机构直接交流，并获得平等的对待，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个人品行都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些对于个人的培养来说，固然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种精英化的教育是否也是加剧美国社会“精英”、“大众”身份分化的一种助推器，或者说，使得这种社会性的分裂提前到了大学时代？这些也都是需要学者们不断思索、寻求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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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培养公共政策精英的

国际经验比较




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领头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学模式和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与推崇，随着国家对公共领域的重视和对专业化技能需求的增长，各个国家逐渐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发展模式。毋庸置疑，这种模式探索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验密不可分，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对其经验的深化、完善抑或反思。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和我国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新加坡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精英选拔制度。依据制度，新加坡本地儿童自幼便接受选拔，层层分流直至高等教育阶段
[21]

 。同时，对于海外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新加坡也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
[22]

 。在这样一个人才储备体系中，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高等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办学目标与学制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成立于2005年4月4日，其前身是1992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的小规模公共政策课程。在它并不悠久的历史中，学院非常鲜明地反映了新加坡对于公共管理层面精英教育的主体构想，培养出了大量新加坡本土精英。而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来源，则集中体现了新加坡引进外来人才提高本民族素质的政策理念。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从成立之初，便将办学思路注入到其院训之中——“鼓励领导人，改善生活，改造亚洲”。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也定位为“培训更优秀的决策者，并为亚洲和世界培养杰出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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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办学目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提供三项硕士课程：公共政策硕士（MPP）、公共管理硕士（MPA）和项目管理硕士（MPM）。此外还有几种行政性的非学历项目。三项硕士学历项目中，公共政策硕士项目学制为两年，另外两种则为一年。

公共政策硕士项目招收25到35岁之间的年轻学生，并不强求政府工作背景。主要希望通过培养学生对政策问题的复杂性的意识，寻求在政策分析的严谨性方面训练学生。这一课程的设计立足于帮助学生培养技巧，学会定义政策问题，使用现有的最好证据来构想和评估政策选择，推荐行动方案，以及执行政策方案。这些技巧的培养是通过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多种科目的课程教育来实现的。

公共管理硕士项目面向一些经验丰富的学生，要求申请者能够应付多元化工作环境，30岁以上，至少有5年的工作经验。这一类课程将培养学生有效应付充满挑战性的政策环境的能力，并通过跨越传统职业领域的全方位专业训练，培养学生在当前日新月异的经济竞争环境中胜出。课程设计立足于提高学生对复杂和多元化政策问题的管理和解决技巧，强化政策分析和项目评估的技能，并训练公共行政方面的领导能力。

项目管理硕士项目面向的是在决策位置上有成就的高级公务员。年龄更大，一般在35~45岁之间。对于攻读这一学位的学生，学院主要着眼于培训学生的高级管理技巧和领导技巧，那些技巧可用于他们所在组织的策略管理。课程包括政策决策中的经济学思维、政治环境中的政策倡导以及公共管理。课程还包括7个星期的“联络项目”。学生有机会到新加坡政府部门中观察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学生还将在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均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合作伙伴）参加为期一学期的培训课程。

生源与师资

这样的学制安排就注定了学生来源的多元化。每年，学院都面向国际范围内进行招生，有来自近30个国家的申请者来此学习。这其中既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学生，也包括美国、法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新加坡本地学生一般不超过20%，以此确保学生来源的全球性。另一方面，学生的学科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本科阶段的专业包含了经济学、医学、社会学、商业和工程等多种背景。由于国度不同，即使是同一学科背景的学生，在入学时也有可能处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

多元化的学生带来的是多样化的知识和经验。在课堂上，学生会被要求跟同学分享他们的个人经验。由此，学生们可以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对比，并学会从不同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如此，所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毕业生均成为一个国际性校友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联系和交际将在促进本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合作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在师资力量方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队伍主要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为全职教师，他们主要从事亚洲公共政策的研究、传授和咨询，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专业而独特的视角。第二类是教授，他们讲授的课程侧重于建立起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第三类则是学院邀请的知名学者，以及在其所属领域有突出领导才能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定期访问讲学，并举办研讨会或开设一个学期的完整课程。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充分贯彻了新加坡引进外来人才提高本国教育水平的政策理念，网罗了一批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来此任教。他们中的许多人毕业于世界著名的公共政策教育机构，如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以及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知名学府。如美国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样，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非常愿意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具备丰富实际经验的杰出领导人传授课程。其中包括现任新加坡交易所主席比莱，他曾经领导新航从一个只有12架飞机的小企业发展成国际著名机构；前新加坡公共服务部门领导林祥源，曾经为公共服务部门注入了许多创意思维，现在担任新加坡财政部常任秘书。

从直观上看，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招收的学生，来源不如美国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广，入学门槛也相对偏低；网罗到的师资力量，从国际影响力、主流认可度上，也与肯尼迪政府学院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如果抛开一些光环意识，只关注学院的教学活动，我们则会发现，李光耀学院这样的选择也与自己明确的定位以及办学的思路相吻合。

如前文所说，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办学目标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所拥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地区性雄心的学府。因而，李光耀学院清楚地把握到了当前国际上顶级公共政策教育机构所奉行的理念。强调生源的国际化，聘请拥有实际管理经验的从业人员，注重实践，注重交流。这一条思路几乎与肯尼迪学院如出一辙。而另一方面，受限于客观条件，李光耀学院不可能得到与肯尼迪学院同一水平的学生与教师资源，因而就需要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招收和聘请切合新加坡发展需求的学生与教师。以师资力量为例，李光耀学院的教师可能并不像肯尼迪学院的罗伯特·斯塔文斯教授一样，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环境经济学问题，也无法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关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现出他们的独到之处。比如，任学院院长的马凯硕教授——也是笔者很好的朋友，在出任院长之前，曾在新加坡外交部任职33年。在这段时间中，他曾在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任大使，两次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并在此期间担任安理会主席。笔者在过去几年曾两次应邀去新加坡参加李光耀学院的国际论坛，我发现李光耀学院和肯尼迪学院一样，都有大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践派人物。马凯硕这样的任职经历，令他在学术上一直关注“亚洲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命题。他曾撰写《亚洲人会思考吗？》、《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等著作。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站在一个思想者的高度，思考东西方之间在文化、历史上的差别，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差别转化为冲突，这和他多年的政府和国际实践经验密不可分。

人才培养方案探究

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类似，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所采取的主要教育方法，也是具有高度互动性的案例教学法。教授会利用案例重新创造并戏剧化公务员所面临的真实问题。这些案例是实际情景的第一手描述，包括相互关联的因素所造成的问题。案例讨论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理解出现在决策环境中的问题的复杂性。学生也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参加讲座、讨论会和研讨会。这些课外的机会创造了一个允许自由交换思想的环境，也提供了一个让学生进一步洞察现实生活中的组织结构和当前世界形势的现实环境。与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同的是，这里的案例与议题更多集中于亚洲地区，视野可能会略小，但讨论更有针对性。

不同的硕士项目在课程设置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课程可以分为领导能力、经济分析、政治科学，及三者相互交叉的集中类型。学生通过学习，将会从宏观层面上掌握政治、经济学知识，最终获得综合领导能力的提升。

以公共管理硕士项目为例，它的学生被要求选修6个核心模块，分别为公共机构的经济应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公共部门管理、公共财政和预算、政策分析和方案评价、领导艺术，其中，领导艺术模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完成。课程情况如下：

公共机构的经济应用：描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如何适用于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活动的。该模块从基本概念的介绍开始，然后说明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这些概念，在实际公共管理中也是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实用性的。课程选用的议题包括：市场和帕累托效率、市场和产权、市场失灵、自然垄断、战略成果、经济周期和稳定，以及长期经济过程和结构变化。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介绍了有关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关键概念。该模块主要是围绕5个主题：基础（公共管理中的关键概念和背景）、核心功能（公共机构的不同类型）、关键过程、价值观和挑战。该模块同时采用比较研究法与亚洲案例研究法，将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公共管理实践联系起来。该模块学习完成后，学生们将熟悉在公共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并能更好地与他们学位项目中的其他课程联系起来。

公共部门管理：此模块主要涵盖理解和管理公共机构的主要方法，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它介绍了具体的概念和工具，如人力与金融资源管理。学生还将学习如何应用和批判一系列机制，以改善公共部门的运转，包括那些从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学院产生的机制。

公共财政和预算：本模块的目的是了解政府财政活动和政府预算的基本原则和逻辑。该模块有助于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熟悉资源分配和公共部门决策评价的分析方法。涵盖的主要议题包括公共部门、融资金融部门费用支出的理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财政分权、私有化、预算系统和技术，以及资本预算。

政策分析和方案评价：政府官员经常面临着关于是否启动、继续、修改或终止政策或方案的决定，这种政策分析和项目评估的技能对他们做出明智选择是必不可少的。本模块介绍了在公共部门的政策分析和方案评价的专业实践中的关键概念和工具。模块的主要议题包括：政策分析过程、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信息结构、数据收集方法、决策基础、成本效益分析和项目评估。

领导艺术：这个模块以指令性和实用的方法，探讨在面对适应性挑战的政治和组织系统内出现冲突力量时，公共部门行使的领导力。完成课程后，学生将能够区分权威和领导，评估典型机制，探索干预的战略和战术。本课程也将为学生提供关于有效沟通的概念理解和分析框架，并发展他们的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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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新加坡公共管理精英教育的比较

无论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都在各自国家的公共管理精英培训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多元化的课堂、案例教学的模式、学位制度，以及承担在职官员培训任务……单从这些形式上看，两座学府之间都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而差别似乎只在于规模的大小不同。不过，如果深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规模大小的差别，其背后是两个国家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教育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传达出来的不同需求。正是这一层面上的差别，构成两种培训机制之间本质性的不同。规模，只是一种表象上的反映。

直观地说来，美国肯尼迪模式培养出来的公共管理者可以被称为公共事务决策人员，而新加坡李光耀模式培养出的，则更多类似于专业化行政人员；肯尼迪模式培养出的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领导决策者，而李光耀模式则培养出了许多服务于政府机构的专业公务人员。一个类似于领袖培训，另一个则更像是公务员培训。如本章开头所说的，选拔具有哪些素质的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是与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总体价值观相互关联的。所以，美国与新加坡在公共事务管理培训上出现这样的差别，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最多、最积极的一个国家。对于这种态度，美国政府和民众认为这是出于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感；而其他国家，则可能会从这种态度中感受到一种强者所专有的霸道或优越感。然而无论怎样，客观的现实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务，都有美国倡导的全球思维的介入；一些自然灾害救援、扶贫医疗等公益慈善活动，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政府或民间组织的参与，才使得问题有了更容易的解决办法。所以，美国对于公共管理精英所需素质能力的界定，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大的管辖范围而做出的。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多元化的课堂中，学生们不仅讨论美国及其他西方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非洲、拉美、中东的事务进行分析。他们对于“如何解决拉美地区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可能丝毫不亚于他们对“美国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态度的差别”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在完成社会实践单元的学习任务或是利用假期参加社会服务时，许多学生都会选择前往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比如海地地震灾区、非洲传染病多发地，去实地考察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调研活动，看一看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与当地的实际现状是否一致。这种活动一部分是学院组织的，也有许多是学生自发联系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担任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有能力成为争端的调停者，这种理想在美国公共事务管理教育体系中是普遍的、符合美国国家价值取向的。

同样，美国社会所倡导的言论自由的民主氛围，也是为他们的公共管理教育提供了理想的保障；而同时，公共管理教育也需要为维护自由主义制度、使制度效率发挥到最大，提供真实有效的帮助。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许多来自于非西方主流文化背景的学生，在美国学院言论自由的学术氛围之下，也能够深入参与到讨论之中，并展现出多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使得课堂上的这种多元化争论，与当今国际社会的许多实际争端非常类似——对于同一事件，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提出不同的见解看法，它们之间并不完全是是非对错的关系，而各持己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学院希望通过言论自由的课堂氛围，训练学生具备对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进行妥善处理的能力——既要得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又要说服未被采纳方案的提出者，避免发生冲突。这种能力在自由主义社会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在经济、文化、传媒等各行各业，都是依靠着活跃的思维、不断迸发的创意，才能实现自由主义社会的进步。为了使这种活跃氛围不带来低效率的负面影响，“分析、主张、管理”的能力就是必需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毕业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们，即使不从事与政治相关的事业，也可以在金融管理、科技产业开发等领域有能力成为本行业的领军者。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与文化氛围则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其东方文化背景、华人文化圈的传统价值取向，都使他们的公共管理教育虽然在形式上与美国类似，但实际上却并非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简单翻版。

从治国目标上看，新加坡就与美国存在不同。新加坡首先没有如美国一般，将全世界的课题都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尤其是独立之初，新加坡国内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生存困境，如何带领国人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是新加坡领导人必须思索的首要问题。即使是后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实现经济腾飞之后，新加坡对自己的定位依然只是面向亚洲，着重提升自身在东南亚地区、东盟内部的影响力。至于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如何，新加坡并没有过多的诉求。其主要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如何让世界了解新加坡、为新加坡树立怎样的国际形象，以及亚洲与世界的关系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加坡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硬件实力，有了硬实力才有条件改善民众生活、在国际上发出声音。这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高效清廉、社会公平正义等，都成为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新加坡需要的是一个个热爱国家、踏实肯干、执行力强的行政办事人员。所以，对于新加坡来说，公共事务管理精英指的是具有工作头脑和能力，但同时更能够服从于国家大局的人。美国式的个性张扬、思维自由的团队领军人物并不是新加坡所急需的。

在这种前提下，新加坡从小学便开始实行的精英选拔制度，以及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学体制就是恰当合适的。在基础教育阶段，精英选拔制度保证了更聪慧的人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其中，让他们接受更多种类的语言学习，也是符合新加坡多种文化并存、多种语言通用的国情，同时也方便他们日后参与国际事务。在李光耀学院，学生们同样被鼓励参与社会活动，聆听成功人士的经验传授。但是，与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同的是，新加坡本国的学生更注重参与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活动。比如接触社会团体、参与议院选举等，通过这些活动，学院中的“精英”真正成长为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行政人员。

另一方面，新加坡对于公共管理精英们的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格外强调。李光耀曾说：“如果我们把正直又肯献身的能干人才排除在外，那么，当他们发现事情不妙时，会有两个选择：在国家垮台之前一走了之，或者向人民行动党的统治权挑战。”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会在政策上考虑到如何留住高素质人才；而对于那些被培养者，具备基本的“服务新加坡、造福新加坡人民”的理想，也是他们通过层层选拔的必要条件。相比之下，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中，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被特别注明。当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也会要求学员们遵守美国社会通行的规范，但纯粹的造福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并不是学院教育的重点。

国际经验对我国政治人才战略的启示

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具有典型的西方化特点，而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精英培训则在具备华人文化背景的同时，有着鲜明的新加坡特色。两种模式各自在本国公共管理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到中国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从两种成功的模式中获得借鉴，思索国际先进的人才战略发展理念可能给予我们的启发；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逐渐探明，究竟是怎样的人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需要。

我国公共管理人员培训现状

公共管理教育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国内的许多高校中，公共管理学院都是一个办学规模庞大、学生报考踊跃的地方。这些学院的侧重点会因为整个大学的偏重不同而不同。因而，即使同称为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的内容也大相径庭。粗略来看，其中不乏涵盖了政治、经济、金融、艺术、体育等多种行业的管理学科。毕业的学生虽然名义上属于“管理类”毕业生，但是因为所学的具体学科不同，他们依然只是某一行业的专业人才，而并非肯尼迪政府学院式的综合管理人才。

具体到“政府管理”这一专门领域。国内一些知名大学也开设了诸如政治学、政府管理学等专业院系，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政策研究所、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与肯尼迪模式或李光耀模式下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相比，这些机构基本上属于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教师的研究领域多是学理性质的，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法、政治经济学等，而课程设置也多是围绕着教师研究的专长所设。经常会出现一门课程研读一本经典著作的现象。国内的这类学院也特别缺乏具有政府和公共实践的人物参与到教学和科研中来。这样的教育模式，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学识。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具备学术基础扎实、学术方法规范等优势。一般来说，毕业生大都有能力独自开展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因而很适合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或高校教学工作。但是，如果单凭他们毕业于政府管理专业、政策研究专业这样的名声，就让他们直接参与到政府事务管理、国家政策制定之中，他们必然会缺乏客观的实践经验。从学院到政府机构这两者之间在学理上存在怎样的联系、专业毕业生如何从一个学术人才转变为一个实干者，这些都是学院、研究所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国的公共管理人员培训是在哪些地方完成的呢？随着我国现有体制的不断完善，这项工作也逐渐有了制度化的趋势。

首先，各级党校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教育的重要机构。其基本任务包括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增强党性，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培养学员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等。不同级别的党校工作任务也有所不同，基层党校承担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工作，而高级党校除了负责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之外，还承担党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党组织和党员状况的调查研究等任务。现阶段，党校的培训课程已经成为我国干部培训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各级单位组织都有任务将本单位中高层领导干部以及优秀的后备干部推送到相应级别的党校参加培训，这一经历也是选拔干部过程中考查的一项内容。因而，在我国，参加过各级党校培训的干部在干部总数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笔者近几年也为不少国内组织系统干部做过讲座，感觉各级党校很重视干部培训，比如2011年9月至12月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全国地市级组织部长培训班，我一共先后做了4期讲座，共400多名组织系统干部参加了培训。

除了党校之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建立了一批以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的公务员培训学府。与党校的干部培训不同，国家行政学院更贴近于学院教育，能够授予学员正式的硕士、博士学位，同时也接收国外的留学生、进修生。进修的学员全部要求具备工作经验，课程设置也注重贴合行政工作中的实际。但是，与肯尼迪学院、李光耀学院又有所区别的是，国家行政学院在行政隶属上是直属于国务院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其行政领导大都是由国务院领导同志兼任，因而其本质上是国家行政单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这种形式的培训学府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设置。比如，法国的国立行政学院，那里所招收的学员都是已经获得正式高等教育毕业文凭，并经过公开竞争性会考，成为国家高级公务员的人。对他们进行的高阶培训主要目的在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家行政机构的结构及其运作情况，对行政管理体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行政活动，学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进行独立决策；以及熟悉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可以说，国家行政学院在公务员培训领域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其办学目标和实际工作，都是忠实围绕着其校训“永做人民公仆”而实践的。

除了在国内设立专业的培训机构，我国也一直坚持输送官员前往海外接受培训，其中派往肯尼迪学院、李光耀学院两所学府的不在少数。在中美建交前的1978年，中国政府就向美国派出了首批的50名留学生，两国之间关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那个时候便开始了。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着成熟的公共政策制度。同时，他们也在制定和掌握着国际上诸多领域的行为规则。在美国，我国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管理理论和经验，其中具体内容涵盖很多，包括创新经济、城市规划、金融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一些文化产业的内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就提出了“向新加坡学习”的思路。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先后派遣了数百名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公共管理经验，也设立了一些基金、交流项目等，实现了双方之间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相类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际遇，让新加坡模式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步伐的不断前进，公关精英培训的专业化、体系化进程也在不断完善之中。与肯尼迪学院、李光耀学院相类似的，培养全方位管理能力、强化具体案例处理能力的办学机构也在不断发展。在此，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代表进行探讨。

国内公共管理培养：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0年10月。时值国家提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契机，清华大学为向着综合型大学的方向迈进，整合已有资源，建立了管理学专业。成立之初，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就提出了自己的使命：发挥清华大学的综合优势，把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公共政策研究和公共管理人才作为学院的根本任务，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管理教育和培训，从事高水平的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把学院建设成教学、研究、培训、咨询并重的国际一流公共管理学院。

在这样的使命指引下，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提出了自己的培养方向，希望将其本身的核心资源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需求相结合，确立公共政策、政府组织与管理、非营利与公共事业管理、国际事务与战略管理、城市规划与管理、发展规划等研究方向。这样的设置在研究领域与培养方向上，力求做到不泛不窄，实现基本能力训练与学生的个性需求达到平衡。在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导向上，学院希望学生具备胜任现代公共管理领域复杂挑战的能力与素养，包括树立公共价值、提升管理能力、掌握政策分析技术。

总的来说，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上，努力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充分借鉴了大量国际领先的公共管理教育经验，尽可能地实现与世界公共管理教育的接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才培养项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员分为硕士和博士，其中，硕士按照专业不同分为三类：公共管理硕士（MPA）、国际公共管理硕士（IMPA）和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MID）。其中公共管理硕士自2012年开始，只招收“双证”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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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可以选择在职与脱产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时间比较有弹性，一般在2~4年的时间内完成；国际公共管理硕士和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则只招收脱产学生，学制分别为一年和两年。至于博士研究生则是公共管理学院集体招生，报考时不区分专业、不预先确定导师，统一面试，按照成绩择优录取。在现有政策下，学院只招收全脱产博士生。

对于在职官员的培训，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现阶段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清华干部培训网的建设上。该网站的建立，主要是响应中央组织部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意见精神，面向中央部门和各地方，培训了大量的党政干部。近年来共培训省部级干部300多名、厅局级干部近万名、县处级干部10万人，为香港、澳门特区也培训了大批公务员。网站筹划期两年，于2009年正式开通。其主要功能和运营方式是：设立十五大核心课程模块，包含近200门高端课程的资源库，通过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网络学堂等各类在线专题培训班，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干部在线接受教育培训。每一门课程的长度不一，一般在两个小时以上，一些案例分析时间较短，大约在40分钟左右。成立以来，共有超过10万名处级以上的干部参加过清华干部培训网的培训。

对于授予学位的硕博项目，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实行严格的招生制度。与国际上其他公共管理培训机构的通行要求一致，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也对申请者的工作经历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来说，工作年限的长短与申请者的学历水平相关：大专学历需5年工作经验，大本学历需3年，硕士、博士毕业的研究生需要工作两年。这种要求与国外公共管理学院基本相同。只是，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考虑，一些年龄较大的官员虽然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是因为成长年代的原因，学历上需要提高的空间比较大，所以在学历水平上有所放宽。除此之外，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对报考者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是中国公民。这条要求是我国在职研究生招生的一条比较通行的政策，但是在讲求学员的多元化背景以提高课堂交流水平的公共管理学院，这条要求则有些特殊。与之相应的，公共管理硕士与国际公共管理硕士项目对学员的英语水平都不作特别要求，申请者只需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研究生英语考试。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实行英语教学，对学员的英语有要求，但要求并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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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管理学院师资力量与教学方案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拥有国内公共管理教育领域非常顶级的一批学者。在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专职教师队伍中，有80％以上的教师具有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博士学位，其中50％左右的人具有美、欧、日等国外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也都有国际研修经历。可见，公共管理学院非常注重教师的国际教育背景。在学科分布上，这些教师的学科背景包括了政治学与公共政策 （24%）、经济学（27%）、管理学（21%）、社会学（15%）、法律（9%）等多个学科。保证了公共管理教育所需要的跨学科背景与能力。同时，主体教师年龄在35~50岁之间，属青壮年阶层。这种年龄分布，保证了刚刚起步不久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能够实现比较稳定的发展。

除了全职教员之外，清华公共管理学院还努力建设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兼职师资队伍，每年邀请近20多位政府等公共部门有实际经验的高级管理者参与公共管理硕士项目，讲授部分课程，或者独立讲授一门课程，帮助学生深度了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实务。此外，还会定期邀请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国外知名大学教授为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同学上课，开拓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讲座方面，受益于学院广泛而富有诚意的国际合作，清华公共管理学院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讲座资源。曾经前来开设讲座的嘉宾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比较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美国环保局局长斯蒂芬·约翰逊，芬兰议长（前总理）帕沃·利波宁，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菲律宾国家计委主任罗幕洛·内里，芬兰赫尔辛基市市长尤西·帕尤宁，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英国石油公司全球总裁约翰·布朗，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博士，高盛公司前总裁约翰·桑顿，韩国制铁（POSCO）总裁李龟泽等。也包括许多国内知名学者、公共管理领域资深实践者，如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蒋正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人事部前部长张学忠、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主任王梦奎、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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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有幸在2011年6月28号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参加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本届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共有136位同学获得学位，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4人、硕士学位的有23人、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有18人、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有44人、国际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有37人。同时，有2位同学的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优秀硕士论文，7位同学的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硕士论文，清华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总的来说，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非常重视师资力量的积累。从形式上向肯尼迪政府学院等世界顶尖公共管理学院看齐。作为国内顶尖学府，清华大学的名望为公共管理学院提供了其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对中国公共事业感兴趣的诸多国内外知名管理学精英，都愿意慕名而来为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也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得以良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值得向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是对于实践领域政治精英的重视，毋庸置疑，公共管理教育为了培养更多具备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人才投身于公共领域，必然要求学生将知识与实践对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或者一线政策制定者能够为课堂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内涵，有助于公共管理教育更好地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决策相连接。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招收学员时，对学员的学科背景不作要求。一些学员可能不曾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只具备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他们在申请时，只要能够通过入学时的“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这一科目的考试，也同样可以被录取。所以在被录取后，学员们普遍需要更为全面的课程教育。针对这种情况，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核心课程上具备两大特点。第一，必修课程、必修学分比较多。一般来说，硕士项目的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分数在20分左右，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10分必修课相比高出许多。第二，课程内容比较宽泛，着眼点较大，多是概述性质的课程。以公共管理硕士项目为例，公共必修课程包括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一个学科开设一门概论课程。根据学员的研究方向不同，学院还设有方向必修课。如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需必修公共政策设计与评估、公共政策专题两门课程；国际事务和战略管理专业则必修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理论与实务两门课程。方向必修课在内容上略有细化。

在选修课方面，虽然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选修课程在数量上不如肯尼迪政府学院庞大，但相对国内其他资源较少的大学而言，依托于清华大学的平台，公共管理学院还是有能力提供一些内容丰富、操作性强的选修课程的。比如针对不同行业的公共管理与政策制定问题，学院分行业开设了非常具体的讲授内容，如高等教育学、政府与公民医疗、非营利组织战略营销等。同时，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非常重视反思本国的公共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探寻更有利于我国公共事务健康发展的可能性。相关的选修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政治与政府、中国经济发展与政策等。此外，学院也关注世界其他国家在政府管理、公共服务问题上的经验，开设有研究课程：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公共政策前沿、全球化与治理等，都旨在开拓学员的国际化视野，适应全球化的时代需求。与此同时，在导师同意的前提下，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也可以选修清华大学开设的其他有关科学与工程类研究生课程。这无疑也是一种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法。

在课程形式上，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所开设的这些研究生课程，绝大部分还是讲授性课程，多是一堂课由一名教师演讲，学生参与度较低。特色之处在于，学院也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案例教学形式，并且在探索案例教学方法的过程中，为我国的公共管理教育积累了非常宝贵的资源。学院成立了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组织专门的案例写作队伍，邀请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教学专家与本院教师一起研讨案例教学方法。学院重点开发和应用以中国改革实践为背景的中国案例。不少教师在案例教学中，邀请案例中的一些主要参与人亲临课堂讨论，受到了同学的广泛欢迎。

不过另一方面，尽管案例教学的模式得到了充分的借鉴，但是其实际效果是否能与国际水平比齐则还有待考查。现阶段国内研究生课堂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讨论课上学生的参与程度不足。这一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敛的性格特点有关，也与大家习惯的传统课堂的严肃氛围以及师生之间的相处模式有关，因而，中国课堂上很难实现如同美国课堂一般热烈的讨论效果，学院也缺乏既有理论基础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授。同时，在清华公共管理的各个项目考查方式中，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课程的考查方式依然是传统的“考试”，只有实践学分和最终学位论文学分实行“考查”，即与导师及其他学术委员会成员面对面地交流，判断学生是否合格。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课程的最终成绩，可能只以学期结束前的一次考试，或是一篇学期论文作为主要依据（不排除出勤等因素对成绩的影响）。而实际上，案例课程的效果可能很难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得到检验。缺乏了对学生在讨论课程上参与程度的“考查”，也使得学生们对于讨论课的投入不够积极。

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内容，清华公共管理也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为学员提供提高实际操作能力、政策分析能力的实践机会。首先，公共管理学院为学员们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教育内容。学院会不定期地组织学生前往国内部分省市及北京市内一些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社会及课程实践，开展包括国情调查、项目调研和岗位锻炼等多种形式的时间活动。其次，公共管理学院还开创了“政策分析小组”这样的学习模式。学院鼓励学生结合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针对实际的政策问题组成不同的分析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通过讨论分析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认为某项政策存在纰漏，学生们则要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在课堂上进行报告。通过这一学习方法，学生们对实际的政策过程有了充分了解，很好地实现了政策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


高水平的海外合作与交流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公共管理培训领域成为佼佼者，与他们积极开拓与海外高水平公共管理培训机构的合作分不开。现阶段，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实质性交流活动的海外机构包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组织。

这些海外合作并不仅仅是名声响亮，实际上也是比较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在案例教学方面，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实现了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共享案例教学资源，与国际知名院校共同举办案例教学培训。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教学资源堪称世界之最，其庞大的案例资源库中，包含了上千种制作精细、内容充实的案例。这些案例挂在由哈佛大学提供的网络平台上，个人和单位如有需要，可以付费购买。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不仅做到了与肯尼迪政府学院共享案例教学资源，还会定期选派教师赴哈佛大学进修，通过真实感受其教学风格，来提高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水平。

此外，每年公共管理学院也会邀请海外学者来院授课、与海外知名高校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共同举办高级公共管理培训班、组织高端课程学员赴海外进行教学实践、为香港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等海外项目提供实践教学支持。这些活动一方面提升了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加深了学院与世界领先公共管理培训机构相互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学员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有机会了解世界公共管理培训领域的动态，并通过了解，尽早地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每一年，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都会鼓励学生参加短期学生交换，对于适合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学生，学院还会推荐其赴海外知名大学或教育机构攻读博士学位。






[21
 ]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小学实行分流制度。小学生在6年的学习过程中，先后接受两次分流。第一次分流大致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分流标准主要依据学生之前几年期中、期末的考试成绩。六年级时进行第二次分流，依据的是国家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不同档次学生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语言和科学教育的深浅上。2008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废除实施多年的小学分流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为全国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英文、中文、数学和科学推出分普通水平（Standard Level）和基础水平（Foundation Level）两种不同程度的科目分班（Subject-based Banding）制度。这种改变，主要是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对于人才综合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中学毕业后，学生将会再次接受分流，约30%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初院生考入三年制大学获得普通学位，其中优秀生可再深造获高级学位。极少数获得政府奖学金者被送往海外留学。

经过了前面将近20年的学习生涯，通过了层层选拔剩余下来的这些极少数精英，要保证他们有能力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经历。一般来说，这些人首先由人事铨叙组推荐，之后由公共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审查考试。通过推荐、审查、考试、面试等程序，对其人格、智商、个人背景和价值观进行评估，并参照借鉴某些跨国公司选拔人才的评估手段，定位候选人的能力特点。之后，这些未来政治家将被要求参加议员竞选，接触民众、公开经历、发表政见、宣传业绩、展示才能，从而使他们直接接触社会，积累工作经验以及民主政治所必须的技能。这些都为他们平衡精英心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在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验，他们才能真正走上国家要职的岗位。

[22
 ]从独立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新加坡国内较为稳定的选拔教育体制，为新加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管理型人才，他们占据了政府中重要的职位。从80年代开始，世界一些英语国家修改了移民条例，使得马来地区、东南亚地区许多优秀的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不再前往新加坡深造，而是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接受高等教育，进而获得定居的资格。这种改变也造成新加坡本国人才的流失。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8月宣布了新加坡的外来人才政策（Foreign Talent Policy），强调外来人才可以在多个不同层面为新加坡经济做出贡献：（1）顶尖人才，如公司总裁、科学家、学者、艺术家；（2）专业人士，如工程师、会计、资讯人员、教师、行政人员；（3）技术工人，如巴士司机、技工等等。参见《联合早报》1997 年8 月25日。转载自刘宏的《当代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与人才环流——英国与新加坡的比较研究》，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9卷（总222期）。在放开引进外来人才十余年后，2011年，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再次出现小幅度调整，移民门槛有所上调。但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担当国家的栋梁，外来人才作为横梁和支柱的总体人才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23
 ]《国外领导培训机构概览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03期。

[24
 ]课程介绍参考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官方网站。

[25
 ]即同时颁发学位证书与学历证书。2012年以前，公共管理学院招收的在职公共管理硕士只颁发“单证”，如想获得“双证”则只能报考脱产公共管理硕士。

[26
 ]国际发展方向公共管理硕士的招生简介中提出，申请者的英语水平应达到新托福（iBT）85分或雅思（IELTS）6.5分及以上水平。

[27
 ]名单参见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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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




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公共管理培训项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以其在公共部门领导人培养方面的经验闻名遐迩，它不仅致力于教育、培养本土的政治精英，而且放眼世界，关注国际政治并培养能够在全球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国际领导人。哈佛和中国的往来，特别是中国领导官员能够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接受公共管理培训，学习人类文明所共同积累的先进管理知识，标志着中国政府更加开放，善于学习各国公共管理的良好经验，对提升中国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1996年，就先后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介绍，接受过其培训的中国高级官员和访问学者已经接近1 000人。

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项目立项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支持。按照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在该项目中，有不少高级官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参与了这种高级行政管理学习。该项目的教学模式与课程领域与其他官员培训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其国际化程度更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集中在一个课堂中参与学习和讨论，深入地展开交流并增进相互理解。这些曾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过的高级官员包括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民、陕西省省长赵正永、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住房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湖南省副省长姜斯宪、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江西省省委副书记尚勇、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郑国光、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群山、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永清、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李春生、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等。近两年笔者在哈佛期间，还见到了这两年曾在哈佛进修过的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江苏省副省长傅自应、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肖贵玉、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江西省副省长谢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等。

在哈佛高级官员培训项目中，最知名的学员当属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时任南京市委书记）。他结束培训回到南京的几周后就遇到一次严重的食物中毒危机事件，他在哈佛经历的危机处理培训对事件的处理很有帮助，南京市委市政府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并阻止了危机的扩大。

“在处理这次紧急事件的过程中，哈佛所受的培训对我帮助很大，” 2009年10月李源潮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200多人获救，36个小时内投毒的嫌疑犯就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谢谢哈佛！”他当时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给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在哈佛大学还听到有教授称赞李源潮的英文水平很高，在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中不多见。

200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联合国内有关方面启动了另一项更大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共同举办。2002年1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项目正式签约。这也是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开创了中国公共管理官员海外国际化培训的新模式。这也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在诸多项目中，规模及影响力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面向60位左右的中国官员开展培训。这些官员由中组部选派，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培训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与细致：选派官员以中青年官员为主，倾向于地方官员，级别要求为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其他具体要求为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能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培训最初为期3个月，现已压缩至2个月，其中前半期在清华大学接受课程培训，后半期飞赴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课程并进行实践调研。第一阶段在国内培训，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专题讲座。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课程设计将充分利用哈佛大学的教学资源，广泛介绍国际经验，同时力求紧密联系实际。为保证学习效果，在北京和剑桥由哈佛大学教授授课时将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在清华大学期间，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讲解公共管理和政治学基础理论，并针对国内的热点公共领域问题和政府政策进行评析。同时，课程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针对时事热点进行专题讲座。在哈佛大学期间，学员们重点学习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知识，并且充分利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教学模式和互动教学特色，开展学习和研究。

这个项目国际培训规模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当属首次，因此这个培训项目也成为社会与媒体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爱德华·康宁（Edward Cunning）曾表示：“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哈佛将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按照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清泰的说法，“入世之后，如何能让官员在短时间之内增加必要的知识，开阔视野、更新手段、转变观念，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8]



的确如此，时代的变迁对政府管理与服务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国家正在由全能式政府向与社会合作的小政府变迁，传统上依靠经验的权威管理模式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应当对公共管理的方法和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公共部门领导人应当丰富和充实专业技能知识，掌握新时期的公共管理方法，深入了解并熟练运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规则分析现状，从而更好地与国外进行交流与合作。

根据中国官员的要求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学特色，课程内容集中于公共管理理论、政府与社会、商业部门关系、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政府投资等行政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关注当今全球性的热点议题，例如全球化问题、能源与环境发展、危机管理、金融与经济发展、政策创新等。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该培训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指出教学内容主要关注四方面内容：一是公共管理的战略性分析，即如何围绕目标安排财政预算和各部门合作等问题；二是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型问题；三是公共财政问题；四是城市信息化问题。
[29]



2002年6月30日，经选定的60名官员来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前期培训，按照培训协议，肯尼迪政府学院从美国派来了一些教授参与前期授课。最初，这些教授对执教中国官员有不少担忧，因为之前他们接触的中国官员学生在课堂上非常内向深闷，不愿发表意见，这使师生无法很好地交流与沟通，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但很快教授们就被目前的这批学员改变了观点，在课堂上，这些学员思维灵活敏捷，观点独特敏锐，由于具备深厚的行政管理经验，有关学员针对一些问题提出的意见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受启发。直到2002年8月，60名学生正式进入肯尼迪政府学院后，对中国学员有了全新认识的教授都主动表示愿意继续执教他们在学院的课程。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中国官员培训班安排的豪华教师阵容也创下了学院历史上的一项纪录。授课教师不仅有来自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还有很多来自于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专家和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他曾经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提出了著名的“软实力”理论。同时，他还是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曾代表肯尼迪政府学院于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协议。讲授美国政治的教授罗杰·波特有超过20年的白宫服务经验，曾是里根总统和福特总统的主要幕僚。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素有“中国先生”之称的傅高义教授也担任了培训班的主讲教师。

培训授课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传统教学模式相似，均以教授讲解与学员讨论相结合。由于学员们均为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非常了解基层，因此在课程讨论环节非常活跃，能够尖锐地发现问题并深入地展开分析。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执行主任朱利安·张（Julian Chang）指出：“授课以学员讨论分析为主，肯尼迪政府学院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所使用的案例，学员们都很善于用案例来作研讨。”
[30]

 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中国官员形象，哈佛大学的教授对中国官员有了全新的认识，赛奇教授这样评价中国学员培训班：中国学员在课堂上很活跃，总是提出很多问题，争相与他人讨论，希望能了解得更多、更透彻。我们对中国学员印象深刻，很多老师对中国学员都有很高的评价。
[31]



中国学员们的学习十分充实和紧张，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学员要上各一个半小时的4节大课，培训的重点是学习公共管理的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所有课程被穿插在几十个具体案例中展开。内容主要4项：（1）公共管理的战略性分析，即如何围绕目标安排财政预算和各部门合作问题；（2）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型问题；（3）公共财政问题；（4）城市信息化问题。这些课程都是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为中国官员学生们设计的。学员们也凭借着聪明的头脑及丰富的工作经验，接受并融合各种知识。让这批最尖锐的学生普遍感觉新鲜的是哈佛的案例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与他们此前在国内参加过的各类学习和培训迥然不同。第一期学员共学习了49个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在讨论案例或与教授对话时，中国学员们表现出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且，他们发言活跃，分析能力常令教授们吃惊。有组织，有思想，生活作风简朴的中国官员给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02年9月29日的结业典礼上，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称，这是该院最成功的一届培训班。在第一期结业仪式上，该培训班班长、时任教育部部长助理的李连宁代表学员第一个发言。李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他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爱给美国教授“挑刺儿”的时任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的邓小钢的发言形象而生动。他将培训当中的60个案例比作60道菜，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身，而且醒脑。他说：“在基层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水、电、煤、气、路等样样都要，但基层财力往往不足，到底该先干哪样，缺乏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项目评价、组织决策与风险承担体系，经过案例分析及实地考察后，我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得到了新的启发。”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刚开始参加培训班时满脸疑惑：“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3个月后他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国家行政学院院刊室主任史美兰说，在第三期“哈佛班”受训，她感觉收获良多，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哈佛大学的案例闻名遐迩，我也很早就在书本上研读过哈佛大学的案例。但是，只有我真正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之后，才知道书本上的哈佛案例和亲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史美兰说，“应该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分阶段和分班次地推广案例教学。”
[32]



哈佛班的学员们自我感觉良好，作为培训方的老师对他们也赞许有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赛奇教授说：“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个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
[32]



这个项目自2002年举办以来，已经有10个年头，收效十分显著，为中国培训了500多名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其中不少是或者后来是省部级的官员，包括民政部副部长姜力，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蒋耀平，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陈向群，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孙大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谢伏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倪健民，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邓小刚，安徽省省委秘书长唐承沛，云南省委书记仇和，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王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秦宜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李连宁，重庆市组织部长徐松南等。

对于中国官员而言，在哈佛大学接受到的公共管理先进理念，特别是互动式教学所带来的深入分析和反思，让这些领导人受益匪浅。

上海市仪电控股集团董事长、时任上海青浦区区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员蒋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评价在哈佛大学接受的培训课程——“顿顿都是‘精神大餐’……所有课程全部实施案例教学，开放讨论，内容实在，和实践贴得非常紧……具体而言，60多个经典案例带来了两点重要启发：一是决策的科学化。即在评估一个项目政策是否应当采纳时，应当进行全方位的可行性分析，例如详细评估得出项目赢利、环境成本、劳动力就业和消费潜力等侧面的数据，由此得出结论。这样能够有效避免‘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脑袋，事后拍屁股’的恶果。二是政府的有限化。政府只在提供公共产品、市场失效的领域才应该发挥作用。”
[33]

 中纪委副秘书长兼监察综合室主任、时任纪检监察研究所所长的傅奎评价指出：“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其说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个交流碰撞的平台。”
[34]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济南市副市长的王天义认为“培训课程让自己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对于中国官员在哈佛大学的培训，社会上有很多质疑的声音，问题主要集中于美国经验对中国的适用性方面，即从国外学来的“洋经”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指导中国实践？中国政府在历史上有过许多次选派官员赴国外学习的经验，建国初期曾经向苏联选派优秀的政府官员，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亚洲四小龙的迅猛发展吸引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力，向新加坡学习成为当时社会热议的话题，新加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因其公共管理方面的优势受到了中国的重视，这种培训与交流迄今仍在进行。因此，如何在培训中有效地择取有益信息，将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成为每一个培训官员思考的重要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员蒋耀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课程的逻辑核心是关心社会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奢望哈佛教授能够开出一剂特效药……不可能照搬照学，不可能一蹴而就……留学哈佛，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我们看待问题、思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词汇，帮助我们找到新的工作思路。”
[35]

 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教育部的领导也多次重申，叮嘱学员们回国后一定要结合国情和单位实情，实现知识的软着陆。

学习归来，哈佛的经验带给官员们的感受非常深刻。虽然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是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也是每个政府所亟须关注的：例如气候与环境，资源与能源，政府与社会、商业的关系，贫困与就业等问题。各国的探索路径和发展目标不同，然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交流和探讨的，差异化的答案可以启发彼此并产生灵感，有益于国际经验的相互借鉴。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徐宪平曾以新世界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其间他针对美国的信用体系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并撰写了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从美国归来，徐宪平努力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并出台了湖南省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这个创新性的举措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首批学员，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济南市副市长的王天义在哈佛大学学习时深刻地理解了“全能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含义，意识到政府与社会的良好合作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从哈佛归来，他及时调整思路，着力促成了济南市创业发展研究中心，有效地规范与服务创业组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11年4月，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编的丛书《和谐社会的治理之道》，共四卷，其中汇集了数百位参与过哈佛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员当时的“作业”，这些文章内容根据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写就，很多思路和方法曾受到在哈佛学习经历的影响和启发。他们运用所学的公共管理理论和所学案例的研究方法，结合在本职工作中的经验体会撰写案例，涵盖了当今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中的关键议题。正如本书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序言中所说，该书“内容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建设与管理、危机管理与群体事件、资源与生态环境、教育与公共卫生，以及经济改革与发展等诸多方面。讲述的事件都是具体的，所体现的精神却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在参加了首届哈佛班培训后，出版了《走近哈佛课堂》一书；参加第三期培训的时任苏州市市长的杨卫泽出版了《理论与实践——来自苏州的报告》；广州市芳村区区委书记潘潇出版了富有浓郁人文色彩的《感悟哈佛》一书，都十分生动地分享了他们在哈佛的学习体会。

除了上述项目，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早期还培养了一批拿到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官员，这批官员都很优秀。其中包括刘鹤，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2011年，笔者参加了美国百人会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办的年会，在年会上，刘鹤被美国百人会授予百人会的年度人物奖。另外一个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拿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是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他对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历印象很深，就像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样，卢迈对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官员培训合作项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和他对肯尼迪政府学院优势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是密不可分的。还有一位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是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也曾是苏州市的副市长。据说当年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来苏州考察，参与接待的章新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李光耀将新加坡工业园落户在了苏州。还有一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2011年放弃了政府高级官员的职务，投身到教育和慈善事业上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很有创新精神。王振耀在谈及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习经历时曾经表示，这段经历在两方面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一是在实践技能领域，一是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生们不会成为应试的机器，相反，他们会学到创造性的实践技能……我希望通过我的公众影响力为我的国家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和观点。”

除了官员培训以外，中国也有大批在哈佛学习公共管理的硕士生，每年都毕业近10人，他们都很年轻，非常优秀。另外，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些年也注重吸收一批优秀的访问学者到学院来访问进修，其中不少来自国内知名的大学，笔者在哈佛期间见到过的访问学者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外、上海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西安交大等学校。他们都感觉肯尼迪政府学院给他们带来很多启迪和很大的提升。

肯尼迪学院经验对我国建设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中国在公共管理领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可以直面挑战，借鉴国外著名大学的教育经验，通过自身努力，探索培养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方式方法，逐步建立适应中国科学发展要求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近年来，中央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建立学习型党组织的目标任务和方法，并在各级党组织中大力深入推进建立学习型党组织的工作。

建立学习型组织的思路，对我们理解中国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因此我们提出“学习型公共管理人才”的概念，通过对哈佛大学人才培养方法的一些重要环节的分析，我们希望可以借鉴其先进经验，为探索我国新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学习型公共管理人才具有以下的特点：（1）具有对新理论、新知识、新经验强烈的求知欲，将学习视为在工作中永不停止的追求，做到主动学习、灵活学习、有效学习；（2）善于敏锐地应对公共管理领域内出现的新危机和新挑战，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自己，走在创新的前列；（3）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将所学习的知识理论等进行综合，并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4）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并善于将这种价值观体现于管理的过程；（5）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善于自觉运用各种方式学习；（6）具有开放的国际化视野，善于广泛地学习各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7）善于将个人学习与群体学习有效结合起来，将个人的知识积累融入群体的知识汇聚和讨论中，从而产生强大的群体知识积聚效应。

培养学习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迫切性。让他们真正有动力将学习贯穿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始终。使他们不仅仅在短期集中学习，更能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学习。要达到这个效果，首先需要让学生将学习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塑造并非一两次讲授可以完成，还要让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接受。这方面哈佛有自己的经验，其在对学生的教学中，着重使学生意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

哈佛在教学中将“提问题”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提问题逐步培养为学生的一种思考方式。哈佛的课堂上充满了问题，但很少能看到有什么人可以提供固定的答案。这些问题来自老师，也来自学生自己。学生被鼓励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的能力直接和学生的成绩关联。哈佛课堂上，教师的讲授经常会被学生的问题打断，而教师看到学生问出有意思的问题，会非常高兴，并会在最后的成绩上给予鼓励。对于只会接受答案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往往不高。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他们会不断地就周围的事情提出问题。而这种好奇，构成了学生不断为解决问题而学习的基础。哈佛的课堂上没有答案，不会有人告诉学生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学生发现问题后，会去主动寻找答案。由于学生养成了不断发现问题的习惯，他们会不断地追求问题的答案，这种追求一直不停息，使很多哈佛毕业生成为杰出的社会人才。

具体来说，哈佛着重培养学生几个方面的学习能力：

1.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堂上，教师所起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培养学生为解决实际问题而需要具备的自主学习的引导能力上，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具体说，哈佛大学的课堂教育一般分为两种：大的讲座课与讨论课。讲座课的结构一般分为两部分：教师的讲授和助理教员引导的学生讨论。教师的讲授部分不超过一个小时。而在每次讲授后都配合有一个小时的学生讨论。除了讲座课外，在对博士和硕士的教育中，还有一个类型的讨论课，讨论课的教学形式就是以教师布置的阅读材料为基础，课上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学生展开对材料的讨论。阅读材料包括案例、理论等丰富的内容，其中不同的篇章往往对同一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看法，学生在讨论中，会对这些不同看法间的关系加以评论，并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教师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自主学习。这种自主学习能力包括让学生学会如何自己在阅读中发现阅读材料中的关键点、作者的意图、作者想要对话的对象、作者和其他作者间在什么平台上争论、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如何衔接、作者如何引用实际的案例，进而培养学生为了解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而去寻找案例、理论的能力。整个训练过程的核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可以在海量的信息中，准确定位自己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广泛搜索前人经验，批判地吸收有益成分，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

与单纯的案例教学不同，这样的培养方式注重多样的文献阅读，即包括实际案例，也包括经典理论，以及对公共管理价值观的探讨；同样在学科范围上，不仅注重公共管理学科的材料，也重视引入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材料。此种方式围绕讨论的重点，将各个学科交汇形成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从而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多角度、多空间、多学科的信息，使学生逐步学会善于应对自己所不熟悉的信息，并且尽可能地让学生对多学科产生兴趣，并使之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有兴趣在更广泛的知识平台上综合形成自己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看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多学科教师的知识汇聚。因此，哈佛大学形成了不同学科的教师交叉讨论的良好风气。比如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会定期将不同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政府管理、文学艺术的教师请到一起，就某些问题自由讨论。而这种交流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重要阅读书目的汇聚。这种汇聚效应使某一学科的教师在讲授本学科问题时，会有意地向学生推荐其他学科的学习书目。

在这样的整体教学氛围下，从哈佛毕业的学生可以突破自身学科的限制，成功进入很多原本非专业的领域，并养成在不断的自我学习过程中捕捉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我国培养学习型公共管理人才是必要的。

2.个体学习与群体知识交互结合

在哈佛的教学理念中，课堂不仅仅是学生和老师的集合，更是各方面知识和信息汇聚的平台。哈佛大学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而在一些职业学院，如肯尼迪政府学院、法学院等，学生本身就来自五湖四海，各自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哈佛教育的一个重要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地将学生自身的实践经验利用起来、汇聚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源库，学生不仅仅是教学的受益者，也是教学的贡献者。教育不再是教师个人和书本知识的传授，而是所有参与者经验的汇聚。在汇聚和讨论中，这些经验不断地总结、提纯、升华，这使贡献经验的学生自身得到了提高，而且使参与教学的其他学生广泛地吸收了其他学员的宝贵实践经验。

对知识的追求成就了学习的良好氛围。在讨论阅读材料的过程中，教师会有意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谈看法。 需要言之有物，而不是空洞地说教。学生在这样的鼓励和要求下，也十分乐于将自己工作中成功和失败的经历和大家分享。整个教学过程唯一追求的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个参加的人做到言者无忌，不会担心暴露自己以前的教训会丢丑，会影响自己未来的发展。 其他学员和教师也同样是本着对知识的探讨发表他们的看法。这种健康的讨论风气使学生可以最大范围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此外，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会将自己的读书心得贡献给大家。比如哈佛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有讨论邮件群。学生们读到什么好书、有什么好的案例，都会发给其他同学，而其他同学则根据这样的线索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新材料，然后再推荐给大家。在不断的累积中，知识汇聚得越来越多。在教师的引导下，这种讨论的风气有的甚至延续到毕业后，很多讨论群甚至会持续10年以上。

3.知与行的结合

哈佛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关注实际经验，而是更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哈佛有一类课程涉及到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这种价值观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和自我行为的指导。比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为社会服务？这样的问题无法用标准答案回答，也无法只在抽象的层面讨论。而涉及价值观的教学目的，不是让学生可以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而是要让价值观切实地植根于学生的思想中，指导他们以后的工作。

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容易的事。只有靠学生自己真正意识到某种价值观的正确，才可以使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学生对某一种理念的切身体会，实际来自其自己的经验，加以在群体学习环境中的点拨。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会鼓励学生不断地思考自己以往生活、工作中的经历，在思考中，发现困惑，然后教师会在解决困惑的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困惑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通过对自身价值观理念的转变解决这些困惑。

进而，教师会引入案例教学。学习的案例一般是开放式的。就是让学生讨论该如何解决案例中反映的问题。在对案例的讨论中，学生会逐步理解该用什么样的理念和价值观处理这样的实际问题，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 学生在不断的争论与共识的达成中，不知不觉地将价值观理念植根于自己的头脑，并反映在他们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

4.国际视野与本国经验相结合

作为国际知名大学，哈佛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时刻体现了国际的视野。与此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受到国际视野的熏陶时，也从来没有忘记如何将国际经验真正运用于本国的实践中。

哈佛大学的课程很多是跨国比较的。比如，有一门研究社会福利保障的课程，其讨论的国家就有十几个，涵盖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讨论，也包含了东亚、南美、非洲、东欧的讨论。这样的课程在哈佛比比皆是。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强调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塑造了各国不同的制度探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探索中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这些探索的经验对学生思考本国类似的问题有什么帮助作用？如何可以借鉴和修正外国的经验，使之可以为本国的发展提供帮助？本国的经验又可以如何丰富国际视野，为别国提供经验？

在对国际经验的学习中，学生被要求超越以往概念化的笼统认识，深入到其他国家深层的历史制度环境中，从而超越常人的认识。比如，在政府系有一门课程，是研究美国政治的。当笔者参与了这门课的学习后，发现美国政治远比以前想象的三权分立、两党竞争要复杂得多。比如，通过阅读，学生发现美国实际在19世纪末开始经历了联邦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过程，而美国国家能力的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跨部门、跨地域的权力机构，权力的集中恰恰是美国在战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而只有对国际经验有了真正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学生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该如何对待这些经验，该学哪些，而不是被所谓的“常识”拉着鼻子走。

在真正学习了国际经验后，学生会接受指导，将所学与本国研究结合起来。哈佛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鼓励学生研究本国问题。哈佛有丰富的研究经费，学生通过申请，可以用一年乃至更多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实际的调研。深入了解本国情况。以课题为导向，将本国的研究深入。而在研究中，学生会被要求不断地将自己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放到国际比较的视野中看。在不断的自主学习中，发现国际上的类似情况，进而将国际经验真正本国化、实践化。

5. 知识的多样性与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集中性结合

对知识多样性的培养，最终是要落实到学生解决具体而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如何将所学的价值观、理论、视野、实际知识落实到具体的对问题的解决上，是决定学习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成败的关键，也是整个培养过程的收拢点。在这点上，哈佛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值得借鉴。

为了使学生真正明白如何将自己所学的多样性知识统一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哈佛大学会要求学生在课程结束后撰写研究性的论文。论文并非纸上谈兵，对论文的高标准要求成为哈佛的一大特色。学生写作论文的过程，实际是发现问题，通过自主学习——如对文献信息进行广泛阅读，通过实际的调研解决问题，并将问题放到国际视野中思考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是对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的全方位考察，因此哈佛大学非常重视。从学生提出研究问题开始，就有专门的教师进入指导，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学生的偏差和不足，然后进行辅导，使每个环节都有专门的监督和教育的保证，任何环节都马虎不得。正是在这样严格要求的过程中，学生真正学会了如何在不断的学习中把如同素材的知识搭建成可以应对实际问题的大厦。

6. 重点能力评价与全过程能力评价相结合

好的教育体系，离不开科学严格的评价体系。只有将评价体系和培养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将教育的目标落实，也才能真正塑造出合格的学习型人才。

这点在哈佛的教育中有很好的体现。哈佛的教育不是不重视成绩，而是将对成绩的评价分散于教学的各个过程。其中最根本的，是让学生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如果自己无法满足培养的各个环节的要求，就会影响到自己毕业乃至今后的工作。很多人说，哈佛的学生压力是很大的。这种压力，并不是体现在考试前的某一次突击，而是体现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在提出问题的环节，学生课堂上的每次提问都会被教师和助理教员跟踪记录，学生问题的数量、质量的高低、进步的程度都会直接和成绩挂钩。有的课程甚至要求学生专门将每次课的提问上传到课堂网页，作为公开评价的素材。

在解决问题的环节，学生在课堂上经常会被老师提问。这些问题有些涉及到信息的极其细微之处，但这些细微之处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学生在讨论中，如果言之无物，或者说话含糊，教师都会穷追不舍，一直问到学生把模糊的知识和概念理清。学生搜索信息的能力尤其被看重。哈佛的课堂上，很多学生都带着电脑。当教师提出问题时，会鼓励学生快速地在网络进行搜索寻找，这种培养，使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尽可能找到多样的信息，为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教师对学生论文的评定，一个重点就是看学生所读的材料、所搜集的信息是否全面、专业、合理。这成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对学生批判能力的培养也是整个评价的重要方面。哈佛的教学不鼓励学生因循前人的看法，对学生论文的一个首要标准，就是看他可不可以提出新的看法。这需要学生既了解原有的成果，又能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发现前人的不足，进而有理有力地进行批评，使自己的看法独到而中肯。如果学生无法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即使他的文章引用了很多材料，成绩也不会很高。这种督促机制，使学生不断地思考“为什么”，使之将问题挖掘得越来越深。

哈佛的评价并不掌握在某一位教师手中。比如哈佛最终的论文需要找到三个以上不同学科或者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老师进行评价。写论文的过程中，这些老师也直接参与指导。这样，学生避免了受一位老师影响过深，导致目光狭隘的问题。不同的老师会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生在接受他们指导的过程中，不是仅学会一种看法，而是学会如何在不同的看法中，找到自己的立场，使学生的论文看问题更加多角度，增加了其深度。

7.研究领域的多样化国际合作

肯尼迪政府学院关于中国的研究可以引发关于国内公共管理教育国际合作的思考：学院长期关注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旨在促进和支持多个良好的公共管理项目。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将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和技术上的难题，只有通过深入和细致的思考，才能更好地处理好这些难题。学院希望通过和中国有关部门借助合约、科研和具体项目的形式来共同合作，以解决这些难题。

例如，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贝尔弗尔中心的能源技术创新项目在中国主要致力于清洁能源汽车和清洁煤炭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其最终找到了合适的机制，从而实现了使中国在相关的先进技术上跳跃式地发展。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小组（Kennedy School Student Government China Caucus）是一个学生团体，最近该研究小组举办了一个题为“医疗保险和医疗改革”的座谈会，协办了中国招聘会和亚洲商业会议。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商业中心的亚洲项目包括一个艾滋病公共政策培训项目，该项目为亚洲地区的国家级、省级和地区级官员提供行政性培训课程，提高他们的领导力，以便高效地应对艾滋病及其大规模的传播。中国公共政策项目是帮助培训中国的政府官员提高他们的行政能力，以应对迅速变化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推动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教学和分析研究，促进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问题以及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之问题的高级研究和政策对话。2010年3月中旬，贝尔弗尔中心的原子能管理项目组来到中国，参观了实验阶段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并与清华大学的教授举行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如何防止核恐怖主义、中国与美国的核政策、布拉格消减核武器协议、中美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合作和中国核能的商业利用。这一项目有助于中美之间在核能利用和核安全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在我国发展公共管理教育之时，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如何加强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将是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

肯尼迪学院经验对我国本土精英培养模式的启发

看过了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也了解了当今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机构，除了对比这些实体性的培训机构的异同、差距之外，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实际上还是本章开篇所提出的那个最基本的课题：“在我国从事政治的人，应该具有哪些品质”；“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他们选拔出来并加以培养”？通过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养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和比较研究，在本章的最后，我们试图提出几个视角，希望通过不同角度的思考，能够为我国公共管理培训的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1.有志于服务公共管理理念的培养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有志于参与公共管理服务的人必然应该是一些对本国、本民族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这种责任感将会保证他们有足够清醒的意识，始终将国家和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所以，对学生进行公共和社会服务的教育，在任何一所公共管理学院中，都应该具有特殊地位。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宣称个人优先于集体。但即便是这样，它依然需要一批具备美国精神的人去实践和维护公共和社会管理服务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培养学生具有对美国精神的认同感，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对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热爱国家”、“热爱本民族文化”似乎也不容易转化为具体的课程。但是，美国需要一大批热爱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精英。只是，这个“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不如说更接近于一个制度、一个信念的概念。精英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的学习，通过学习，他们将拥有更强的分析、主张、管理的能力，这些将会保证他们更有能力来实施公共管理和提出新的政策理念。这同时也是一种对国家具有责任感的体现。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一句让人热血沸腾的为公共服务的号召，从招生宣传、入学向导，到课堂内外、公共服务周、各类论坛活动等，随时随地将公共服务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学院使命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每一个学生和教师，在全院形成一种文化向心力。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教师和学生充满使命感地去工作和学习，积极性和成果自然非同一般。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公共管理者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又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培养？对此，我们可以给出很多种解释。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定是对中国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有着深刻了解，并带有认同感的人。人们如今说到“美国”，指的就是那个200多年前成立的国家。所以，对于美国精英教育来说，认同建国纲领，认同自由主义制度，便是认同了美国。但是更重要的也是认同和提倡一种为公共服务的理想。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发生过很多次变化。要了解中国，则必须要了解这个民族在历史中都经历过些什么，通过了解这些经历，了解这个民族所恪守的精神价值是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物质的世界，我们需要弘扬这种为公共服务的精神。从而愿意维护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传统，更好地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

这一点其实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课程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公共管理硕士的选修课程中，就有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与文化比较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实际上就包含了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对于治国、管理等问题的思想精要，也包含了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各种形态。这些内容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未必能够适应时代要求，但是，它们却很可能是今天中国之所以为此的原因所在。学习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对古老中国的发展际遇有切身的感受，对其中的种种变故深刻地理解并抱有同情之心，且从中弘扬和复兴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能够为社会和为公共事业勇于贡献和服务的一种崇高的精神。

2.国际化背景与本土化能力的平衡

在一个国际化程度日趋深入的时代，多文化背景、跨国教育经历越来越被人们所看中。公共管理学院作为培养人与人交流、国与国合作的能力的学府，尤其需要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因而我们看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招收学生时，会格外要求一届学生中，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的比例接近50%。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介绍师资力量时，也将教师来源的多样性作为宣传学院国际化水平的一个亮点。

肯尼迪政府学院要求学生的多文化背景，实际上是与其“培养自由主义制度的理想维护者”这一目标相吻合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介绍过，在多文化混杂的课堂上，同学们可以听到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维护这种思考问题的自由，又能够在许多声音中挑选出或是归纳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说服其他没被采纳意见的人，这种能力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所追求达到的目标。

这种目的性在新加坡和中国都不是非常明显，所以，两个公共管理学院在招生上，都没有特别强调学生来源的多元化。但是两个国家却非常强调教师来源、教师教育背景的国际化。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很多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也有毕业于东南亚其他国家重点大学的。如今，这一趋势在国内也越来越明显。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在招聘教师时，明确提出应该具备留学背景。同时，学院每年还会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增加这方面的资历。

客观来说，要求教师具备国际化的教育背景是必要的。作为公共管理这一学科，其发展必然始终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发展相关联。很多这一学科领域内的核心问题，必须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推动。比如当今大家所关注的节能减排问题、医疗保障问题，都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即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很难找到最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互相借鉴经验，通过交流摸索出可行的道路。如果一位教师具有国际化眼光，那么他就可以及时了解到国际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现状，在学术上保持前沿水平。

然而反过来思考，在强调国际背景的同时，也需要强调实践经验。一位教师是否真的了解国内公共管理机构的运行方式？是否在任何一家公共机构任过职？是否亲自提出过一种具体公共政策获得采纳并解决了实际问题？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位从学院到学院成长起来的教师，去讲授政策的制定方法、去评估企业的管理模式，很难想象他能满足公共管理教育的实际需要。对比国际上一些知名学院，很多教授都是从行政岗位、管理岗位上离开后回归校园。学界与政界、经济界之间存在通道，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是可以直接跨行交流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公共管理学院也有一定的意识。如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就会邀请一些在公共管理领域有所成就的个人回到校园，进行演讲、访问。但是现阶段，聘请这些人开设正式课程的院校还暂时没有。这是一个需要花费时间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公共管理未来的健康发展和提高至关重要。

3.公共管理教育的资源及社会意识的提升

实际上，要完善我国的公共管理教育，需要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从理想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事业。

在前文介绍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所受的礼遇时，我们不无羡慕之情。而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所有人都应该认可“任何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是一条基本的教养准则。而这一准则在公共管理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区别于其他研究性较强的专业，公共管理教育则必须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完成。因而，这个专业的学生只有获得在公共管理领域实际操作的经历，才能切实地学会技能，提升其在这一领域中的经验能力。而引导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成长，绝不仅仅是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的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教育，是需要社会上的各类公共管理机构配合完成的。这就对公共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功成名就的管理者在面对尚未涉足这个行业的新兵时，哪怕新兵们的提问在他们眼中不足挂齿，他们也不能以游戏的心态待之。培养后继者，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他们的本职管理工作，因为这将影响到整个公共管理领域未来几十年的健康发展。

而在更为理想的社会环境下，培养公共管理人才或精英，实际上要求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全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为了选拔出符合国家需求的精英，从小学时代便开始对儿童进行选拔和分流。这种在基础教育阶段便开始实行分档次教育的制度，也在德国等西方国家被采用。可以想象，如果选拔分流制度实行得不够公允，被分流出来的学生在很小的年纪便开始遭受到社会的歧视，那么，这种选拔制度是不可能被人们所接受的。那么，新加坡等国家采用了什么方法，才能既使精英选拔制度发挥实际功效，又不会伤害从小学时代就遭到被“淘汰”的那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呢？

理想的公共管理精英治国，其最基本的条件，是安置所有不是精英的人。人们，尤其是被选拔出来的精英们应该意识到，所谓“精英”，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一点突出的人，其他没有被选拔出来的人在别的方面可能也拥有特殊才能。选拔制度运行的依据在于，精英们可能在智力、表达能力，甚至性情上更适合作为管理者，所以，未被选中的人，只是“智力等能力比较平凡，性情上不愿意管理他人的人”，而不是“劣等的人”。进一步说，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共识：选择不同的职业只是代表了人们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喜好，而不代表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应该为这样的行为感到欣慰——一位年轻貌美足以媲美影视明星的姑娘，甘心愿意从事清洁工作。不是因为她的个人条件达不到演艺圈的标准，而只是因为她更喜欢自由而有闲暇的工作。这种事例将会证明，社会已经进步到了一个更公平、更有教养的阶段，以至于人们不会对清洁工这种体力劳动有所轻视，也不会以知名度高、收入丰厚作为自己盲目的追求。即使不成为“精英”，个人生活也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社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使自己依然能够实现理想。这听起来有些太过理想主义，而实际上，这或许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能够进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只有安置了所有没能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人，让他们在生活上无忧，在精神上富足，他们才能够以平和之心看待被选拔进入公共管理领域的精英们。承认精英是一群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接受由他们来管理社会的事实，但同时并不嫉妒也不自卑，反而坦然地对精英们的管理工作予以监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之中，并且自信自己也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依托于经验丰厚的前辈对后辈的耐心教导；公共管理教育的完善，则依靠整个社会公平公正、互相尊重的氛围的营造。这些都对人的素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从这一点上看，公共管理教育绝不仅仅是智力教育，它依托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水平的发展，着力提升人的品质素养，进而引导社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实现人类生活水准、幸福等级的全面进步，提升和维护人之为人的体面之所在。若果真如此，公共管理教育可以被视为一种最接近于教育本质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方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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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公共管理与服务

现状分析和政策建议




海外公共政策专业毕业去向呈现出的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

笔者在哈佛的2011年，曾联合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过去几年学院约30位来自国内的中国籍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作了一个统计。统计结果表明，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之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50%的同学毕业后到外资和私营企业工作，24%的同学在国资企业，13%的同学在学术和事业单位，余下13%的同学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作。实际上，我们接触了不少这些在哈佛学习政府管理的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他们很多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工作前多为国内一流高校的学生，还有很多是学生干部，但这些有志于从事政府或公共管理工作的中国留学人员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以后都无法回到国内的政府部门工作。

此外，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育学院、人文学院等人文社科院系作了一定范围的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希望了解哈佛大学中国籍留学生回国从事公共服务的想法和意愿。参加调查的39%是博士研究生，61%是硕士研究生。当被问到是否想要在政府或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公共管理或政策类工作时，高达68%的哈佛大学人文社科管理类学生都表示了这方面的愿望。下面是这次调查的结果。


1．哈佛院系

肯尼迪政府学院 18%

商学院 11%

法学院 18%

公共卫生学院 8%

经济系 13%

教育学院 13%

人文学院 13%

其他 5%





2．海外毕业后的学位

博士 39%

硕士 61%





3．是否想要在政府或者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公共管理或者政策类工作？

是 68%

否 21%

不确定 11%





4．如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待遇好 2%

社会地位高 10%

更大的事业平台 44%

权力大 2%

从政府可以跳到企业和其他机构 3%

实现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 36%

其他 3%





5．如想要在政府里工作，想要从事哪方面工作？

经济管理 21%

党政 3%

立法或人大代表 9%

青年工作 6%

综合管理工作 8%

行政领导助理和秘书 3%

社会发展 21%

政策研究 22%

其他 6%





6．是否愿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最低到哪一层？

是，省级 38%

是，市级 32%

是，县级 11%

否 19%





7．想要在职业生涯的哪一阶段进入公务员体系

本科毕业 0%

研究生毕业、直接海归 23%

研究生毕业在海外工作几年后 30%

研究生毕业回国工作几年后 11%

人到中年之后 11%

事业有成之后 34%





8．要实现进入公务员体系的职业，有哪些让你的职业规划难以实现的地方？

公务员考试门槛高 25%

进入公务员体系级别低 24%

公务员待遇低 11%

政府工作文化难以适应 14%

在私营部门工资高、机会成本高 8%

政府工作不确定性大 11%

其他 6%





9．国家出台怎样的政策会吸引你回国当公务员，为国效力？

提高公务员工资 8%

专门设立针对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务员考试 15%

集中选拔培训海外留学人员、到部委或地方挂职 36%

将公务员级别与体制外机构的相应职称对应起来 23%

更加开放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12%

其他 6%



通过对哈佛目前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将近70%的同学认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平台，能够有更广的影响力，实现自身理想和价值，他们都有在职业生涯某个阶段进入政府进行公共服务的想法。但目前大家均感到途径不明，公务员考试在时间、空间和成本上操作困难，对自己未来能够找到比较合适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岗位持较悲观的态度。

对此调查结果，一方面，我们认为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公务员工作需要了解国情、贴近民众、扎根基层，需要较强的中文写作功底、较强的政府和基层文化适应能力，海外留学人员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纵向来看，目前公务员考试的制度设计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就像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一样，是在我们国家巨大的人口基数下公平选拔、任人唯贤、一视同仁的最优制度选择之一。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又觉得海外留学人员从事公共管理工作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需求，甚至在特定的岗位和领域具有其独特和重要的优势。从中央部委层面上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无论是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侨办、国家外国专家局、贸促会等具有重要外向型功能的部委，或是帮助央企更好地走出去，还是具体到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全球气候变化会谈、人民币汇率政策、国际贸易和反倾销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具有国际视野、知己知彼的海外留学人员均拥有发挥优势的巨大空间。

此外，在地方政府层面，随着中国社会即将整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无论是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地方政府，还是中西部奋起直追的省份，无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还是海南国际自由港的打造，无论是广东经济的转型升级，还是山西全省的转型跨越式发展，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方政府也都对具有全球视野、了解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公共管理人才具有很强的需求。

我们认为，如果海外留学人员能够在初期获得一定合适的起步岗位、受到组织的信任和培养，凭借他们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快速学习能力，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做出积极贡献。同时需要看到，长时间在国外生活，让这些学生学者对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还非常不够，他们需要时间了解和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为祖国服务。

中国公共服务现状分析和政策建议

现今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群体中，有一部分从事社会科学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文化）的研究，立志报效祖国的高水平青年人才。长期在海外学习使他们能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创新发展经验，在国际视野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这部分留学人员的数量逐渐增长，已形成相当规模。

通过我们的了解，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中普遍存在如下特点：

1.热爱祖国。在海外长时间的研究经历让他们对西方的发展经验和政治制度有深入的反思和辨证的批判，因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有深切和理性的认同。基于这种认同，他们有意愿以自己的所学，为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2.学习能力和适应性强。发达国家大学的社会科学博士的申请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而这些学生能够成功地被发达国家大学接受攻读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并能够在语言文化环境陌生的情况下，用5~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成功拿到博士学位，证明他们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有能力从事更为实际的工作。

3.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令他们对国际视野与中国发展的结合有深入的理解。美国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强调对学生国际化视野的训练，要求博士生能够将对某一国家的专门研究放到国际化的视野中进行思考。这点在他们日常上课的情况中得到证明。比如，美国以主要大学的比较政治必修课程为例，该课程讨论的题目包含国家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福利管理、政党建设等题目，课程要求学生大量阅读（每周大约200~300页英文文章）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展经验，并在课上进行深入的讨论。可以想象，在经过了5~8年这样的严格训练后，这些学生对国际经验会有非常深入的把握，并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积极思考如何用国际化的视野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

4．在密切联系海外学者、整合海外思想库资源上，这些人才具有独特优势。长时间的海外求学和研究过程使他们和相关领域的国际重要学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信任感。这些国际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智慧，恰恰是中国十分需要的，有助于中国开阔发展思路，充分了解国际经验。这些学生在运用自己和国际学术界的交融和信任，帮助我国政府或智库建立与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联系，加强中国在这些学术精英中的影响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人才发展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在探索制度优势创新和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如果我国能吸引一大批年轻的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高水平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参与进来，或建立一定的平台，使他们的研究可以及时被实际决策者了解和参考，就可以为中国适当借鉴外国发展经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创新方式，提供更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仅在哈佛一个学校从事社会科学学习的中国博士生就已经有30多名。海外的中国文科博士生的专业领域遍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各方面，研究课题包括中国基层法制建设、中国国家与新能源的发展关系、国家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国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政府基层土地管理和调节机制、传统文化与当今文化体系的结合等诸多问题。这些研究与我国提出的中国现今的发展需要积极探索的问题密切相关，对引入国际视野和经验探索这些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在巩固完善现有渠道的基础上，是否可以考虑根据海外高水平社会科学人才自身的特点，量体裁衣，建立更加灵活、多样的渠道，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有效的利用？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的分析和建议。

已经建立的为归国人员服务的主要渠道和扩展的可能性

在海外人才的引进方面，近年来党和政府各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实施了如“千人计划”等政策，海外留学人员深受鼓舞，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选择回到祖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我国现有的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开辟的渠道主要包括：（1）以留学创业园和留学人员服务中心等为媒介，吸引青年留学人才回国创新创业；（2）通过现有的公务员考试吸纳海外留学人员进入行政部门；（3）公开招聘海外留学人员进入学校等事业单位；（4）在央企和中央金融机构中建立对海外留学人员招聘的常态化、制度化渠道；（5）以使领馆为纽带建立对海外人员的有效管理体系。

以上渠道在吸收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还需要看到，海外高水平的社会科学青年留学生群体相对于其他留学生群体来说，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而现有的渠道，在考虑这些独特性方面还有一些欠缺。比如，第一条渠道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海外高科技人才。第四条渠道，针对的是有金融和管理业工作经历的实践型人才。而现今的公务员考试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在国内受教育的，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的本科生、硕士生，其注重考察应试者处理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尽管海外的博士留学生长期在国外读书，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对国际视野的把握上，具有国内人员难以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其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还不够，直接回国参加考试，难以成功。因此，海外的文科青年人才在毕业后多选择回到国内的院校任教。由于这些留学生对祖国和专业的热爱，以及他们的勤勉精神，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各自学校的教学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海归教师。如何通过学校或者更多的渠道，使海外社会科学人才的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国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并不断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实际为国服务的过程中，克服自身不足，累计基层工作经验？从这些问题上看，现有的以学校为主的吸收渠道，有扩展的必要。

建议建立更多的渠道，充分发挥海外高水平社会科学人才的优势

根据调研我们发现，这部分留学人员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希望回到祖国，以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服务。他们的担忧主要有两点。首先，他们如果回国，一般只能到国内的大学任教，而相对于国外大学的待遇，国内大学还有所不足，这也使一些人员尽管想回国，但最终出于实际生活的考虑仍留在了国外。其次，很多留学生并不在乎待遇问题，只想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为国内所用缺乏信心。他们多认为国内还缺乏一定的机制来将他们的成果吸纳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认为，他们的担忧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如何充分发挥这部分人才的特长，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弥补不足，以下是两点初步的建议。

1.逐步建立以提供国际视野为导向的国际化思想库。

基于以上对这些学生自身优势的判断，我们建议考虑建立“思想库”机制。其目的在于引导这部分人才把智力资源集中到研究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并把他们的成果及时积累消化，迅速转化成可以为政府各部门参考的具体建议。初步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建议设立奖、助学金，专门鼓励海外社会科学博士生从事对中国现实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研究，尤其侧重鼓励其在研究中介绍总结世界各国经验，以国际化的视野研究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多在美国主要的大学设立了专门鼓励社会科学留学生研究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问题的奖学金。如美国政府的富布赖特奖学金、韩国政府奖学金、日本政府奖学金等。这些资金很好地促进了在外国留学的社会科学人才对本国的研究力度。相比之下，中国尽管建立了由国家留学基金委管理的“海外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5 000美元/人），但其评选标准倾向自然科学，因而很少有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获得。此外，以研究课题为导向对海外高水平社会科学人才的资助也还基本是空白。如果能够通过资金支持，帮助海外留学人员直接就中国关注的问题搜集整理相关的国际资料，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对他们学术所长的利用。

其次，建议建立专门的平台总结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不涉及中国，但需要能够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决策和创新开阔思路和提供借鉴。可以挑选海外在读的文科博士进行这项工作。定期将他们的总结汇编出版，并建立适当的传播机制，使这些成果可以被相关部门的官员了解到。

再次，以海外博士生为纽带，逐步建立和海外学术界重要学者和思想库的沟通机制。可以用各种方式，包括经济支持，鼓励海外博士邀请和组织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访谈等，向他们所熟悉的学者介绍中国的发展方式，并邀请这些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讨论中国的发展，从而达到使这些重要学者逐步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以多种方式为中国发展提供建议的目的。也可鼓励博士生邀请自己熟悉的学者访问中国，加强其与中国智库和官员的直接交流沟通。

2.考虑以灵活而多样的形式扩展海外高水平人才在党、政机构内的就职渠道。

很多海外高水平社会科学青年人才热爱祖国、视野开阔、思维活跃、适应能力强，了解国际各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将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同政府部门进行直接对接，建立适当的机制吸收他们中具有实干精神的人员进入一定的部门，直接发挥作用，也许是可以探讨的问题。现有的渠道包括公务员考试，但由于这些人员在博士教育期间所受的训练侧重点和知识结构，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在衔接上还不够，此外，他们在基层工作经验、年龄等方面也有诸多不适合现有公务员招考体制的地方，因此，我们建议探索更灵活的机制，使他们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

第一，建议各省和中央各部门同海外高水平的社会科学人才建立对口政策咨询机制。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座谈，听取他们从国际发展经验的角度，对具体政策问题、制度创新问题的看法。加强海外文科留学人员与政府各部门中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党校、行政学院的联系。在这些研究机构的调研课题中，有选择地吸收海外社会科学留学人员参加，并将其表现与日后进入党政机构内的评价挂钩。

第二，建议推出针对海内外最一流大学毕业生集中选拔、培训、挂职、跟踪培养的公共管理人才使用计划。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针对海内外最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而言，投身公共服务最有吸引力的一条渠道，是参加类似于美国白宫的“总统学者”（Presidential Fellow）、世界银行“年轻专业人士”（Young Professional）的公共管理人才计划。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是否能够考虑每年在海内外最一流的高校集中选拔一批年轻学子进入中国政府。就像高考自主招生或者最顶尖私营部门的招聘一样，申请人通过递交简历、笔试、面试、公示后被统一录取。录取之后，这些年轻学子可以被放在统一的培养计划和人才库中，经过组织部门统一培训、统一派遣，与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有需求的单位之间形成一个双向选择的人才市场。选择完成之后，留学人员分赴各单位进行挂职锻炼，挂职锻炼半年或一年后单位如果满意就留下，不满意可以选择离开，或者可以有再次双向选择的机会。至于合适的起点，我们认为海外一流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可定职为副主任科员，硕士毕业生定职为主任科员，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硕士毕业生或博士毕业生定职为副处级，拥有研究生学位并有6年以上优秀工作经历的可定职为处级。国内政府部门可以先在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牛津、剑桥等几所世界著名的高校试点，甚至也可以包括进国内的清华、北大、复旦等高校，然后视情况在后期适当铺开。我们想，这个计划的好处就是针对性强、岗位灵活、定职层次适当，组织统一培养减少了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而且是现有制度的有益补充，不会伤害现有大规模公务员招考制度的公平性。我们有信心，如果这个项目能够顺利推出，将会吸引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子投身于公共服务，将会使中国政府的参与体系更加开放、透明、国际化，一批批年轻学子也定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后备军和中坚力量。

第三，建议为海外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建立从大学到政策研究部门的专门职业渠道。现今，国内各省、市的政策研究室等机构内，海外留学的文科博士数量还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考虑着重加大这部分政策研究机构在招收海外留学人员上的力度。很多海外文科留学人员希望毕业后能够更好地积累基层经验，因此相信如果条件适当，各省、市的政策研究机构对海外文科高水平人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建议各省市的地方政策研究机构，可以考虑吸收海外留学人员参加，而不需要经过学校的环节。在地方党政政策研究机构工作过可视为基层工作经验，在日后调动上给予优先考虑。国内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加大吸引海外社会科学人才的力度。并定期在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海外归国社会科学博士中，筛选任教两年以上的优秀人才，进入各省和中央各部门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学校经历可以作为基层工作经历。在级别上，适当考虑和其年龄的对应性。

海外高水平青年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选拔标准，可考虑区别于现今通行的政府公务员考试标准，改为综合考虑申请者政治思想、学历背景、研究课题和现实的相关性、学术水平、工作成绩、在基层调研工作中的表现等多方面因素。在录用后，其所在的政策研究部门可以专门加大力度扶持这些人员参加基层调研工作，使他们逐步学习了解基层情况，积累实际工作经验，为国家日后择优选拔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具体行政工作奠定基础。

第四，将海外和非公领域的工作经历同体制内级别对接，实现人才的横向流动。海外留学人员在毕业之后如果无法直接进入体系，那么在海外或者国内的相关专业领域工作一段时间、积累行业经验，然后再进入政府，也未尝不是一件提升个人经历和提高政府专业化水平的好事。然而，目前的困难在于，大家发现在公务员体系和体制外工作之间仿佛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只要在刚毕业的时候没有进入这个体系，之后在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很难再回去了。这也是造成包括像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生在内的大批海内外最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长期徘徊在体制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在国家有关精神的引导下，目前各地方政府经常会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但如果要应聘的话，通常也还是需要在体系内达到一定级别方可报考。此外，就拿已有的公开招聘计划来看，据国内媒体统计，国资委从2001年以来，10年间面向全球招聘的128名高管中，也仅有12名是真正面向海外招聘的高层次人才，90%的高管都是从原国有体系中获得提拔的，人才在体制间横向流动基本上还是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是否可以发布海外或体制外工作经历同体制内级别相对应的指导标准，鼓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参加不同级别的考试和面试、积极进入体系参与公共服务和管理工作。另外，海外留学人员如果在一定规模的跨国公司担任管理职务、在国际组织机构担任要职、在知名大学或研究中心担任重要学术职务等，希望进入公共服务部门，能否也可以参照国内类似机构的级别进行对接，或者就像千人计划的参照体系鉴别人才进入科技教育和创业体系一样。

人事制度的高度官僚化与僵化将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为避免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社会精英无法获取同等的政治参与渠道，造成公共管理人才和其他人才之间的不可流动性，减少公共管理人才的来源，增加公共管理工作的成本和风险，公务员制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加大公开选拔、公开招聘、差额选举的力度，打破身份的限制，从社会中广纳多层次人才的机制。

如果体制能够真正实现由外向内的横向流动，除了进一步提高公务员体系的开放性和参与性之外，也必将因为随之带来的由内向外的横向流动而大大降低公务员职业本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让跨行业综合管理人才在政府、私营部门、学术机构间流动起来，可以大大提高高端人才市场中稀缺管理人才的合理化、动态化配置，让人才人尽其能、共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对于年轻的优秀公共管理人才，要给予更多有计划的培养和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吸引那些真正想要做事，而不是为了舒适生活和特权的人才成为社会管理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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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肯尼迪政府学院访谈录




哈佛精神与肯尼迪政府学院教育

——访前哈佛大学校长、肯尼迪政府学院终身教授劳伦斯·萨默斯

采访时间：2011年10月15日

劳伦斯·萨默斯生于1954年。2001~2006年任哈佛大学的第27任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奥巴马政府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因为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终身教授。

问：作为哈佛的前任校长和现在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您如何定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学院和公共政策人才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萨默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所有问题都是公共领域的：比如如何促进决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何种关系上作出决策，什么样的决策能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加入到有效的、领先的公共机构，这对大学提出的要求是，为未来社会的领导者作准备，培养领先的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以及商业精英。所以我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任务至关重要。美国社会的领导者来自社会的不同领域，因此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立即成为公关政策的管理者、行政管理者，而是与哈佛大学其他的学生一样可以服务于法律、医疗、教育、商业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从某个意义上在未来服务于公共管理。我自己曾经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公共政策方面，希望自己能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问：众所周知，您原来是经济学系的著名教授，做过哈佛大学的校长，后来在政府中服务，现在又回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为公共管理研究方面的教授，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些转变？

萨默斯：因为我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能够任意选择我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其次，我现在发现自己的最大兴趣点是公共政策研究，而肯尼迪政府学院正好是这方面的研究机构，所以我最后选择回到这里。

问：中国社会和很多层面都对哈佛大学的教育模式、培养精英的特殊方式感兴趣，您担任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什么是哈佛与众不同的地方？什么使得哈佛大学能领先于世界大学？

答：哈佛作为最好的精英社区，已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惊人的成绩，且愿意始终保持最高的标准。作为学校，哈佛大学惠及全世界，哈佛鼓励教师去参与每天发生的时事，无论是教育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在进行的工作，还是医疗政策学院等都参与了很多，诸如帮助改善非洲的教育、交通、医疗等方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很多老师也在不同层面参与到帮助全世界各国政府对其政策决议提出自己的建议。

问：作为全美最好的培养公共管理精英的大学，哈佛大学在公共管理教育方面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萨默斯：挑战来自社会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领导的时代。我们的政治体系由政府、国会、商业领袖等组成，而美国民众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在增加，哈佛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帮助将成为政策领导的精英作好准备，并需要持续理解和研究这一现象以及变化，这将是哈佛面临的最大挑战。

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建立75年，相对于大学本身而言时间并不是很长，作为公共管理学院，其教给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和技能是什么？

萨默斯：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是需要很多方面综合考虑的。作为公共管理学院，公共部门较之私人部门面临更多问题。学校教育学生的关键是价值观和目标。肯尼迪政府学院树立给学生的公共管理目标应该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简单地帮助个人及单位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问：这是一本向中国系统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书，公共管理教育在中国更是非常短——大概10年前才开始建立，所以更需要听取您的意见。您认为中国公共管理教育能向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些什么？

萨默斯：我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美国政府一样，即如何去权衡公众利益和政治决议理性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也是如此，一方面，如何仔细做出常规的可能决策，如关于新建大坝、电厂和道路的修建等，另一方面，需要权衡普通大众的感觉，因为那些受项目直接影响的普通民众也应该被算进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因而他们的想法也同样需要被考虑到。

问：公共管理教育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今天的中国正在讨论如何改进教育系统，您作为前哈佛大学的校长，请比较一下中美之间的高等教育。

萨默斯：我想美国高等教育最成功之处在于，我们重在强调让受教育者学会如何学习和创新，而不是只进行简单的背诵。这个观点从目前人才培养的结果上看得到了良好的印证。创新对于任何大学和高等教育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问：针对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您有什么期望？中国应该培养怎样的公共管理精英？

萨默斯：其实中国在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很多方面做得不错，我见过很多中国领导人，他们无论身处公共还是私营部门都很优秀，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还可以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精英人才参与到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工作中来。

问：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持续影响世界，政府的大小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您认为金融危机对未来公共管理领域有何新挑战？

萨默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金融危机中反映出的监管方面的问题。金融危机中那些没有得到规范的部门出现了纰漏，这意味着需要严厉的监管。如何运用市场杠杆，挑战在于使现代金融市场一方面获利，一方面又更加稳定，就像发明一架飞机，如何使它飞行得既快又稳。虽然飞机大多数时候是安全的，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难以想象，所以我们要找出一种既合适又安全的金融机制。

问：全球化的深入，将对公共管理，尤其是下一代公共管理精英的培养有什么样的挑战？

萨默斯：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们都越来越国际化，所以对哈佛大学或是中国的很多大学公共管理教育来说也是如此。全球化要求官员有更加开放的意识，大学应招收大量的国际学生，鼓励他们互相交流，这是将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问：您认为什么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最引人关注的特点？

萨默斯：我认为，哈佛大学包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优势就是选择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并发挥他们的集中效应。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成功来自于精英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维护，即最好的老师帮助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塑造最好的老师，在教学相长中互相塑造。

问：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也培养了很多中国精英，对中国帮助不小。您对此有何感想？

萨默斯：我当然乐见于此，同时，哈佛肯尼迪学院也从这些中国精英身上获得很多宝贵经验，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问：您曾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又做过美国高层政治精英，还有许多类似您的精英从这里走出，是什么秘诀让哈佛培养了如此众多的国际领袖精英？

萨默斯：我想还是因为哈佛大学强有力的社会网络，这是一个良好的系统。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而人才是关键，精英吸引精英，把精英集中在一起自然会做得更好。

问：今天恰好是哈佛大学375周年校庆，您认为它还会继续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吗？

萨默斯：哈佛大学的挑战与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一样，我们有伟大的机构、伟大的传统，但同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我满足。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裹足不前，而要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问：您对中国读者或是中国公共管理教育有什么寄语？

萨默斯：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学科，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献上来自哈佛大学最美好的祝愿！

哈佛大学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访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

时间：2011年8月30日

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教授，哈佛大学斯科特·M·布莱克（Scott M. Black）政治经济学教授，曾担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助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福利改革委员会合作主席等职务。

问：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请问在您看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使命是什么？

埃尔伍德：培育公共领域的领军人物，并为他们提供支持和解决方案，使世界变得更好。我能做的就是去推动这个使命，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不管怎样，一个研究机构如果不能严格遵循它的理想和愿景来发展，它就无法生存下去。我们的工作有几个原则：一是努力去理解去发掘：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事务是什么？但仅仅去思考这些具有挑战性的事务是不够的。机构若要在此类事件上成功地产生影响，必须去寻找、吸引或培养在相应领域的杰出领袖。换句话说，仅仅认为环境是关键因素而没有学术专家是不够的。以中国的研究为例，如果肯尼迪政府学院缺乏有才能的领导者去实施我们的计划和影响，我们就会在这个领域失败。也许我对于谁担任领导人有自己的观点，但我真的非常需要领导人身边的智库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和专家提供解决方案。二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很明确地将工作重心集中在对学生行之有效的措施上。我们马上将开展校园筹款活动，显然这在中国的高校并不常见，但对于美国的私立大学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学校的运营来源于私有资产。筹款金额的四分之三将用于如何吸引最好的学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三是我们有什么新的策略来体现办学特色。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怎样能为学生们做得更好？我们从未满足，从未感到已经做到极致和完美。例如，我们是否已经有足够的校园举措，这些举措是支持并放大我们的使命，还是令我们停滞不前？对于一个关键性事件，我们问自己，能否找到适合的人；如果找不到，我们无法进行研究和影响，那么就转向另一个事件。

问：您怎样评价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以及学院对他们的作用和影响？

埃尔伍德：我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非常欣赏和崇敬。以中国为例，我希望招收更多的中国学生来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不同级别的学习。我们已经在短期培训、行政培训等项目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才来说，他们很难在人生的相对早期到国外受一两年的教育然后回国发展。大多数政府系统认为，国外短期的学习经历是为了晋升的一个过渡。但是也有例外，如新加坡，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或其他机构接受培训成为一种优势，即使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健康的系统和体制。我的意思是，人才的派出并不是仅仅为了6周或者3年的学习，人才在海外能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接触到各种新鲜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且同等重要的是，与其他国家的人交流时，他们展示了所代表国家的素质和风土人情。

我认为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与和你不同的人交流。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你相同，但是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则非常不同。对于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令他们非常震撼的是：当听到与你有不同背景之人的观点时，由于人性使然，你的心里会想：“这可并不高明，这个回答欠考虑，这个想法甚至听起来有些愚蠢。”之后当你们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和了解，你的想法会改变：“也许我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想法，也许我被自己的思维方式所束缚。”我认为对于所有杰出的大学来说，最关键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吸纳不同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增进理解，而且最棒的想法往往来自于某个你根本没有注意的地方。有些事情也许在非洲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而某个地方或许有另外一种观点，如此等等。

问：您刚刚提到对其他人“听起来有些愚蠢”的想法在态度上发生改变，您是否能举例进一步说明这种改变的重要性？

埃尔伍德：好的，我说说自己的经历，我研究社会政策、贫困、低收入等相关问题。在做学者的初期，我研究福利问题，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对数据的处理很在行，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出蕴含的规律。当我越来越关注公共事务，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些是使用程序的研究人员，有些是政府官员。我发现很多人不相信我的论述，他们只是说“你根本不懂，你是个傻瓜”。我很不服气，我了解这些数据，居然被你们说教。但时间一长我渐渐领悟，也许我的题设有些偏差。比“福利是好还是坏”的提法更恰当的应该是“福利系统是否真正增强了对我们最重要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做的事是写支票，而不是帮助人们自助。如果你没有提出恰当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你可能会觉得对方很愚蠢，但如果你能真正去倾听他们的话，“听好，你是个白痴，你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数据”，你就会去想：“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观点？是否我遗漏了一些关键的东西？”当我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共事时，最初我们之间存在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我们确实在使用同种语言，但是学术思维、理解角度的不同产生了交流上的障碍。当我们克服了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彼此要表达的观点，这样才更有可能创新，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问：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肯尼迪政府学院极为推崇案例教学和面对面的课堂讨论吧？

埃尔伍德：教学和研究同样重要。我刚才举了研究的例子，其实教学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例子。越来越多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我们完全融入所讨论的情境，不得不设身处地思考时，学习效果最佳。我们身处政府、学术圈、生活圈时会经历一些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这时我们必须做出实际的决定，并接受它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引入案例分析的技术，为学生们创造类似的情境，比较绝顶聪明的人做出的判断与自己有何不同，从中学习经验教训。因而我认为案例分析非常关键。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我们想做的甚至比案例分析更多，让学生们接触到实际而非虚拟的问题和困难，例如与当地政府合作，既能帮助政府解决问题，也能为学生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从而实现共赢。

问：既然我们提到研究和教学方法，您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教育方面最出色的特点是什么？

埃尔伍德：当然学生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我觉得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学最特别的一点是多元的教育过程，在教学中有演讲，有实践，有案例分析，还有与政府官员共事等等，每一项教学技术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并不希望某项教学内容成为主导，我们希望学生接受各种形式的锻炼。同时，各种教学技巧和研究的所得也帮助我们的教授、学者变得更为卓越，具有更高的威信和声望，进入政府或其他领域任职。也有些学者，比如我，既作研究又在政府供职。教授不再如传统意义上那样只专注于教学和研究，他们也可以同时在政府领导岗位工作，他们知道如何领导，如何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丰富各异的教学方式，这对我们十分关键。我讲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阿尔伯特·卡恩塞尔的故事，他后来担任哈佛大学的教务长，同时兼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名誉校长，非常令人钦佩。他担任院长时在第一次教职员工会议上就说：“我们的学院有很多的矛盾对立，存在于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实践者与理论家之间，有时还存在于员工与教授之间。”我记得他提到了五六个矛盾。接着他说：“如果我们消除了这些矛盾，我们将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团队成员必须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强有力的人，他们并不人云亦云，而是通过互相质疑、思考和讨论来进行学习。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并不认为矛盾是弱点，相反我们热爱矛盾。对我的一个挑战是在众多矛盾中做出平衡，保证某个方向的人不会过多。我认为这个矛盾中的平衡就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最大特点。中国也经常谈到平衡，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等等。真正聪明的人常认为自己能为所有事情给出答案，如果你真的认为大家都能给出所有的答案，你就失去了继续学习新知的机会。

问：好的，现在我们能否继续谈谈学生？您刚才提到优秀的学生越多越好，请问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所招收的对象有何要求和期望？学院将学生培养得更加优秀的义务和责任如何体现？

埃尔伍德：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学位制项目招收大约900名学生，大约一半来自海外的80~90个国家。我们的行政项目有3 000名学生，一半左右来自海外大约120个国家。一部分项目是针对某个国家招生，比如我们的多个中国项目；另一部分是各国学生集体授课。

这里我们集中谈谈学位制学生。我认为公共领域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最艰难和最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来担任。好消息是有众多有作为的年轻人非常努力地想让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好更强大，因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挑选最好的人才，把他们吸引过来，希望我们能教导他们，他们也能教导我们。我们当然希望学生的智力超群，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寻找他们身上是否表现出领导力的证据和潜力。我们的目标是培养能力超群的公共领域的领导者，所以这三个关键词同等重要：能力超群、公共领域、领导者。能力超群指天赋和智力超群；公共领域指关心他们自身之外的人和事情，关注于公共事务；对于领导者，我们希望从学院毕业的学生回到祖国，有所作为，对周围产生实质性的改变和影响。你可以非常聪明，愿意投身公共事业，但领导力也非常必要和关键。所以我们需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显然第一个条件最容易衡量，而后两者因国家而异，并需要深入挖掘。我希望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这样的地方：全世界的学生都认为，我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毕业后能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出色领导者。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费非常昂贵，因为我们是私立机构，并不依靠政府拨款支持。想想看，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度过一到几年的时光，从时间上来说对他们是巨大的牺牲，另外还有高昂的学费负担。因而我作为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获取外界尽可能多的资助和支持，减轻学生们的经济压力。我担任院长期间将对学生的经济资助总额翻了一番，从1 100万美元增长到2 200万美元。

问：您认为学生从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取的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埃尔伍德：第一是量化的技能，使学生通过数据、模型来系统地思考复杂的问题。人们确实需要知道如何衡量价值，程序是否能运行，需要知道在对市场进行了某一方面的干涉后会产生什么现象等。第二是政治技能。例如，如何争取多个具有不同观点的投资者的支持，对于党派执政者，需要兼顾你的政党、议会成员，商业运作、国际机构等众多处于竞争关系的需求。公共领域并不是以赚钱最多来评价工作的好坏，而是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和需求。第三是管理、领导才能。如何确保切实提供最为有效的服务等。第四，对于特定的政策主题教授特定的技能，例如国际安全等。

问：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公共领域的未来领导人，那么学院是如何激励和引导学生进入公共领域工作的呢？

埃尔伍德：我们招募来的学生都对公共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并不是所有人一定去公共领域工作，但他们都致力于推进和提高公共利益。我的意思是，要改善世界状况可以通过建立运行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经营具有社会责任的私人公司。我们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我们非常花心思，举个例子，所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在周五将进行一天的公共服务，他们到学校粉刷墙壁，到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协助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文具等等，各种丰富的活动都是在课程还未开始就已经进行，这些活动不仅表达了学生们为公众服务的意愿，也培养和增强了他们对社区、对公众的责任感。其次，肯尼迪政府学院很有特色的措施是论坛的举办。每周几个晚上都有了不起的人物来论坛作演讲。按照惯例，第一个演讲的主题必须是公共服务，这非常关键。而且所有来论坛的演讲者都将内容集中于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事务。在课堂上，我们集中注意力在公共领域的话题上，案例分析也围绕公共领域，我们尽量安排贴近实际的情况，例如案例的主人公犯刑事罪或腐败等等，学生们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必然会处理相关的问题。总结起来，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集中于公共领域：第一，学院的各种活动；第二，课堂的话题和案例；第三，论坛的演讲主题。

问：是否能请您谈谈行政项目。本学期末肯尼迪政府学院会进行又一年度的中国领导力发展项目——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据我所知，学院有很多类似的项目，您对此怎么看？这些项目的初衷和愿景是什么呢？

埃尔伍德：我们对短期的行政项目大力投入有两点原因。第一，在政府高层任职的官员，没有时间参加长期的培训，因而短期的项目是最有效的，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会成为领导人，因为他们现在就处于领导岗位，因而我们有很高的项目目标。第二，我们从中会学到很多。案例分析时学生们会针对情境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领导和管理着学院的学者和员工，从学生们的讨论中受益良多。而且案例并不是凭空臆想的，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理解并融入案例，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项目我们会有三个方面的收获，会接触到这些杰出的官员，从他们身上学习，从案例中学习。此外，官员们根据自身经历举出的例子可能会成为以后课堂上的案例。

问：在这些行政项目培训中，运行情况是怎样的？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官员们的案例、经历与美国的情况迥异，教授和官员们最初很难相互理解或达成共识？

埃尔伍德：是的，这在国际化的学术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情境不能完全体会，但这正是案例教学的美之所在。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请来中国学生，向他们教授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好。课堂讨论中如何设计问题同样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就像作一个演讲，但是与演讲不同的是，你相信学生能通过课堂讨论相互学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案例，如何挑选恰当的案例？如何组织和构建话题？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引导课堂讨论的方向？另外，课堂的情景可能与上课前想象的不同，学生们的思维方式可能出乎意料，你不知道如何来引导话题的方向，何时去回应一个出色的观点，何时表态“让我们回到刚才讨论的问题”。每一个案例都是独立、独特的，因而我们需要投入时间来研究这些教学的技巧、来研究每一个案例。

问：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你如何用一句话来总结学院的教育哲学？

埃尔伍德：很简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正是这个信念将我们大家连在一起。如果扩展这句话，我会说：通过认真、严谨、冷静、周到的工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理念是基于肯尼迪总统的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们的伙伴非常聪明、坚定、乐于奉献、有创新精神，他们因为同一个愿景而集合到一起，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来了，我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凝聚起的团队强大到出乎你的想象。同时我们也存在压力：人们经过多长时间会迷失方向？要是他们对改善世界、推进公共利益不十分清楚和确信，只是为了今后做个有钱人呢？我们对此会非常敏感，我们并不是针对个人，不是为了学院，而是为了这个世界。因而我们在思考，如何让这里成为高标准、高期望值的地方，这个期望是你对人民、国家、世界应该付出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即使这里不像商学院那样能为今后的你带来更高的收入，不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博士学位那样让你获得更直接的学习和教学经验，人们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驱动力是用最好的才智完成最高的理想。人们愿意在极高的压力下工作，并能够做出令人惊叹的成绩。环顾世界，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能身处这个世界令人兴奋。即使很困难，世界有很多黑暗的日子，我们仍在这里，为改善世界而工作。如果你在乎、关心这个世界，以学生或者教职员工的身份来这里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以尽可能认真和严谨的方式解决问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将完全信任你们的才智，相信你们会互相学习，相信你们会从学院汲取养分和成长的力量。

当然理论并不难，难的是实践它，坚持真实的自己。有时候工作总是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对立两方面的观点都很有道理，选择越难，我越需要回归到“基本”去做出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我并不天真，有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作一些妥协，但无论如何都要坚持自己的使命，这样才能吸引杰出的人才加入你的团队。如果你舍弃了这个使命，那为什么不去商学院？商学院的毕业生能够获得更高的薪酬，而且商学院是非常好的地方，对学生的发展非常有益，我们与商学院有联合培养项目。总之，人们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受到那个使命的魔力所驱使。

问：随着学科的交叉日渐增强，社会问题更加复杂，不同领域、不同经历的人会源源不断地加入肯尼迪政府学院，这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方法来说，是否是一个新的挑战？

答：绝对是。我们关注公共利益，但绝不是仅局限于公共领域。正如我之前说的，我认为所有最重要的公共问题包含商业、政府和文明社会因素，无论是移民政策、气候变暖，甚至是预算和税收。我的一大目标就是使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哈佛大学的其他部门建立更多的联系。我们与商学院、法学院分别建立了双学位项目。另外我们有专门针对学生的差异化背景特设的项目，例如我们每年挑选世界的领导者，包括商界、政界等领域的，加入为期10天的行政项目，他们将在同一课堂获得各种不同的经历，会有很多收获，尽管时间很短，但各领域的领导者们甚至会结下重要的友谊。

问：2011年肯尼迪政府学院迎来了它75年的院庆，学院的使命是否有了与时俱进的变化？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

埃尔伍德：我一直关注未来，对此我非常自豪。对于我来说有三个挑战，第一是不断保持招收最好的学生；第二是不断保持教学的创新和有效，使学院的毕业生回到社会能够真正做出改变；第三是我们必须集中于几个关键的方向，听起来或许挺熟悉，比如创建持久的共同繁荣，推进民主，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加深理解、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对世界的未来极为基础和重要。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化


——
 访谈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

时间：2011年8月29日

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出任学院院长、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曾提出著名的“软实力”理论，曾签约推动哈佛中国官员培训项目。

问：您首次签订了中美高级官员培训的协议，推动了两国在政府领域的交流合作，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哈佛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项目？

约瑟夫·奈：这个项目是由托尼·赛奇教授发起而创建，作为福特基金会的代表，他在北京有很多政治经历。他认为中国各地的官员来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非常有帮助，同时哈佛的教授也来到中国。多年来，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参与的人员都很喜欢这个项目而且从中获益良多，这也是项目得以延续的原因。

问：您提到“项目的成功”，我们怎样理解？是对于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是中国？

约瑟夫·奈：对于双方都很成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使命是培养公共领域的精英，而公共领域的精英不只在美国而是遍布全世界。中国的领导精英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于学院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对公共领域的精英进行培训和指导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我想该项目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很有帮助的，课堂上讲授的技巧和技术对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很有用。

问：您所得到的项目反馈是怎样的？教授们怎样看待这个项目?

约瑟夫·奈： 我在中国时得到了大量的反馈，它们都是积极的。我并没有对反馈的信息作科学的研究，亚洲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一定知道更深入的信息。

问：中美的情况有很多差异，那么教授们如何传授知识和技能，使得它们能在中国适用？

约瑟夫·奈：当然两国有很多差异，而一个成功的教师会意识到这些差异。同时两国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有技巧的教师会求同存异。

问：您认为该项目和培养硕士的学位制项目有哪些不同点？

约瑟夫·奈：领导力项目为期较短，而且课堂讲授需要翻译；而学位制项目为期一至两年，用英语讲授。对于两种不同的项目，教师队伍可能是相同的，但教授的侧重点不同。

问：这本书是关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培养方法和模式的。作为前院长，您怎样看待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体制？是成功的还是面临很多挑战？

约瑟夫·奈： 我认为很成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从教导不同的学生中来学习和提高。挑战是有趣的，因为它给你带来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杰出领导人的教学，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很多帮助，让他们对事情重新进行思考。

问：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专家，您认为如何在项目的国际交流中避免误解？

约瑟夫·奈：我认为更多的交流是好事。我对长期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因为交流和合作的不断增强可以使两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交流中会存在一些误解，对待它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强交流。

问：在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的学生大部分进入了公共领域工作，而中国的学生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后没有什么人进入政府工作。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是文化差异，还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育体制仅仅针对美国的情况？

约瑟夫·奈：我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可以适用于社会各种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在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50%进入政府工作，30%进入私营部门，余下20%进入非营利组织工作。所以即使是对于美国的毕业生，选择的工作领域也不唯一。

问：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否致力于培养全球化而非本土化的公共领域精英？

约瑟夫·奈：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有44%左右是国际学生，来自80~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学院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多元化国际背景和多元化的部门领域。这种国际化的多元化是健康的，因为这意味着你在教学时需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国际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办学特色。

问：您从院长位置卸任，现在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感觉如何？是否满意这个职位？

约瑟夫·奈：是的很满意。我2004年卸去了院长的职务，在过去的7年作为一名学院的教授继续工作。我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课堂和教师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准，我很高兴能融入其中。

问：您对课堂上教授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怎么看？

约瑟夫·奈：这使得课堂非常有趣。比如你讲了一个案例，分析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一个学生说在他的国家，事情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这样我们有了不同的观点，课堂的气氛更加生动有趣。

问：您是否关注课堂上的中国学生？

约瑟夫·奈：是的，实际上这些年我有很多出色的中国学生。2010年12月我在上海，看到了我以前在上海的学生，他们邀请我作演讲，与当地学生座谈。我很高兴地看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新一代的学生们。

问：您对未来加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学生有何建议？

约瑟夫·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学生很好地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中国杰出的学生，在课堂上积极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今，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发言的积极性比以前有了明显提高。

问：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新时代的挑战是什么？

约瑟夫·奈：我认为是网络媒体。通过网络，学生和社会能够接收到比以往多得多的信息。这使我们思考，我们能够提供的优势是什么？我认为很多是源于面对面的讨论和辩论，这些你从网络中获取不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项目

——访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

采访时间： 2012年5月

托尼·赛奇（Tony Saich）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主任、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和中国公共政策项目的教授、哈佛大学的大宇国际关系教授，教授比较政治制度、民主治理和中国转型经济。

问：您能否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推动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的发展的？

赛奇：实际上，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的主要推动者是我的前任，约瑟夫·奈教授。当他离开政府部门时，他认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因素，所以他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必要和中国建立实质性的联系和沟通。经过努力，他启动了三个项目，这些都是在我上任以前完成的。

第一个项目是新世界学者项目，此项目是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慷慨资助建立的。这个项目也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创始人的主要愿望，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需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参加高级管理培训项目或是作为访问学者进行独立研究。16名中国政府官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为期一到四周的高级管理培训项目。学员们参加的课程项目包括资深高管培训项目、高级政府官员培训项目和“发展中的领导者：动态世界中的动态管理”项目等。另外，艾什研究中心每年资助4名新世界学者进行独立研究。过去的研究内容包括对中国银行业的战略改革、农村医疗系统、农业改革和外国援助投资的评估。

第二个项目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军方的合作项目，约瑟夫·奈院长认为与中国军方建立联系对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发展非常重要。尽管与军方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能够和中国军方高级军官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项目。

第三个项目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关系，约瑟夫·奈院长任命了一位学院的资深教授来专门处理亚洲的事务，特别是中国的相关事务，这一职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加强中国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交流。非常幸运的是，我在1999年获得了这一职位的任命。

问：中国领导人培训班是一个为期8周的培训课程，每年为50名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提供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在21世纪，中国如何应对改革开放和公共管理领域中遇到的不断变化的挑战。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2001年是如何创建这个项目的吗？

赛奇：当我在1999年夏天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亚洲项目还处于起步阶段。新世界学者项目也刚刚进入第二年，与中国军方的合作项目只是处在起步阶段。开始时，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运作这些项目，我们竭尽全力去和中国政府取得联系。我们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项目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同事们的建议和启发下开始建立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干部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他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事务，中国政府的中央政府官员会有许多机会和他们的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接触。然而，他发现大量的省级官员、市级官员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与世界交流的机会，而这一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他认识到中国政府中央级以下的官员非常希望能够接受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方面的培训。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培训班项目的缘起。

当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事给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主意。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可以使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联系起来的项目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那时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才刚刚起步。这使我们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一个三方合作的机制。我们在一起共同设计课程，这些课程一部分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部分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讲授，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官员和政策分析员以及哈佛大学的教授共同教授。我们的设计是，经过在中国的初步接触后，学员将会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为期四周的培训项目，还有一到两周的实践参观机会。

问：这是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在培训项目上的第一次合作吗？

赛奇：这是国家外国专家局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培训项目，以前可能有一些为期几天的培训项目，或者是把重点放在机构参观的项目上，但是这确实是中国首个同种类型的综合培训项目。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培训班现在成了中国同类培训的旗舰项目，在中国，许多机构认为这个项目是中国最优秀的国际培训项目。然而，作为第一个国际培训项目，它也受到了许多质疑，不是每个人都在一开始赞成创建这个项目的计划。考虑到中美关系经常会出现紧张局势，项目在创建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怀疑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真正动机，认为这个项目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我们这个项目当然不是美国政府支持的，哈佛大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打消人们的这些顾虑。我们最常听到的批评是中国政府不应该在这些项目上花费金钱，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没有为这个项目支付过任何费用，这个项目是由安利（中国）公司大力资助的，而且这个项目从成立初始就是由安利（中国）公司资助的，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

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这个培训班的中国政府官员可以吗？

赛奇：中国领导人培训班是面向中国的局级官员和中国较大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开设的，我们的每期项目通常会有七八个副部级官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到市政府。他们是由中国中央组织部选送的。往届知名的学者包括：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等。实际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是肯尼迪政府学院2002年的访问学者，当时他是南京市委书记，他在几年前回到学院，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讲到了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

问：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领导人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吗？

赛奇：由于我们的学员来自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我们的课程主要教授应对公共政策方面的挑战时会用到的通用技能和基本步骤，我们用利益相关的分析方法对事件进行分析，分析公共的利益是什么，需要何种支持和技术手段才能既实现公共利益，又能让学员克服在个人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这种形式的分析方法对于任何层次的政府官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与我们的中国同事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开发了一些关注当今热点的专题领域，包括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政策。这个培训班尽量做到对中国社会当前的热点问题做出及时的反应。在课堂教学方面，是由来自哈佛大学和其他机构的老师进行授课的，我们还安排学员参观和热点问题有关的美国机构和地区。例如，由于中国现在的许多城市都有被污染的河流，我们最近就带领我们的学员去参观波士顿的鹿岛污水处理厂，以使学员了解美国在清理查尔斯河污染上所做的工作。医疗保险和老年人的看护问题也是我们最近几年重点关注的专题领域。 学员们通过参观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女医院来了解现代化医院的运作方式，同时还参观了一家养老院。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对马萨诸塞州具有开创性的全民医疗保险进行了小组讨论，讨论小组的成员有来自政府、商界和工会的代表，从而使学员在讨论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

最后，因为学员非常希望了解美国社会，我们设计了许多课程讲授美国的政策和体制。 例如，曾经效力于美国多名总统的罗杰·波特教授讲授美国总统制的思想理念；戴维·金教授讲授美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帕特森教授讲授了美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运作的；约瑟夫·奈教授讲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阐述了他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理念。

问：据我了解，中国领导人培训班的培训项目带动了许多其他培训项目的建立。

赛奇：是的，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我们为北京市政府作了几次小规模类似形式的培训。在世博会召开前，我们举办了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现在这个培训班极可能会继续办下去。这个培训班的主要学员是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和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培训一样，培训班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员在战略规划、领导力、公共服务水平、城市规划和发展、危机处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能力。政府官员参加为期两周的集中课程学习，然后参观美国的政府和公共机构。

我们同时正在筹划建立一个面向中国西北五省的培训项目。我们将会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这个新的培训项目也会沿用中国领导人培训班的模式，我们将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一起开发课程项目，他们将负责学员的选定工作，哈佛大学的教师将会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训课程和西安培训的一部分课程。

肯尼迪政府学院也首次收到了来自中国企业的邀请，中国南方电网邀请我们为它的高层管理人员设计培训课程，我认为他们的兴趣点包括学习通用的管理策略、国际的能源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美国能源政策的演化进程。我们会让肯尼迪政府学院能源政策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个培训项目，例如，能源政策教授威廉·霍根（William Hogan）和能源政策教授亨利·李（Henry Lee），他们将会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授课，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可以从美国能源政策中学到些什么？美国相关政策的缺陷是什么？哪些理念可以应用到南方电网公司？

最后，我们还建立了一个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项目，是由阿诺德·豪伊特教授（Arnold Howitt）和杜奇·伦纳德教授（Dutch Leonard）共同领导的，随着中国经历过汶川地震和2008年雪灾这些重大事件以后，危机管理成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关注话题。因此，豪伊特教授专门和国家行政学院一起合作开发了这个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它将在中国举办。他还帮国家行政学院的老师开发他们自己的危机管理培训课程。

最近，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负责金融监管并对管理和政策分析感兴趣的政府人员的培训项目，我们和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一起开发了这个项目，华平投资集团主要负责提供财务技术方面的建议，艾什研究中心主要负责从地缘政治方面研究本地区的金融环境和高效的公共管理所包含的要素。这个培训项目在美国举办，学员会有一周在纽约参加培训，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有两周的课程，同时他们还会去参观波士顿附近的金融机构。

问：您可以对中国领导人培训班项目的影响作一个总体的评价吗？

赛奇：总体上说，中国领导人培训班项目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评价。可以看到，我们从一个非常小的组织开始起步，将亚洲项目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系列具有实质内容的项目课程。这也带动了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学位课程的中国学生的增加。现在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学位课程学习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帮助中国学生支付他们的学费。另外，让在职的中国政府官员离职，来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为期两年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是很困难的。而新世界学者项目只需要学员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学术研究和参加相关的课程，这个培训项目成为中国政府官员的一个折中选择，因此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肯尼迪政府学院所有的培训项目加起来，我们培训了大约1 000名中国政府官员，虽然1 000人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我们会定期举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毕业生聚会，来加强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校友社区的建设。新世界学者项目的毕业生和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每年都会有一次聚会，时间是在新年前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尽量参加那次聚会。2012年是中国领导人培训班项目10周年的庆典，我们将会邀请往届的毕业生回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来参加为其一天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的效果非常好，也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问：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新世界学者项目，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些新世界学者项目在过去几年里让你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赛奇：新世界学者项目的研究涵盖非常广泛的课题。在本学期，有一个来自新疆的官员，他的研究课题是新疆的空气污染。而他的一位来自水利部的同学，研究的课题是美国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中国如何借鉴美国的水资源管理经验。另外，去年我们的一个学员研究的是和文化保护相关的课题。我们近期的一位学员俞可平教授，他的研究课题是政府改革，这也是艾什研究中心的重点课题，我们的美国政府创新奖项目正是致力于发现和推广政府改革的成功案例。俞可平教授在中国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关注中国政府的改革。因为两个项目有许多相同之处，肯尼迪政府学院希望能够和研究中国政府改革方面的专家进行更多的交流。同时，俞可平教授希望每年有一两名同事能够作为Rajiawali 学者，来到艾什研究中心进行中国政府改革的课题研究。

问：您能向我们更多地介绍一下Rajawali 学者项目吗？

赛奇： Rajawali 学者项目每年在亚洲地区招收25~30名学员来艾什研究中心进行科学研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学员来自中国。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政府高级官员，也有年轻的博士生。我们还有一部分学员是来自中国各个大学的年轻教师，如国家行政学院、上海行政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他们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研究中心学习一个学期或者一年，主要任务是设计他们本校的公共政策培训课程并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另外，我们和清华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清华大学每年将会选派几名本校博士生来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虽然他们的博士学位是由清华大学授予的，但是他们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审计类课程的学习，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和学习。这是我们加强和中国联系的另一种方式。

问：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艾什研究中心是怎样为新世界学者项目和Rajawali 学者项目提供支持的吗？

赛奇：首先，学员可以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学员和他们研究领域的教授取得联系。同时我们还会组织多种多样的社交活动，例如举办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另外，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学员介绍美国当地的历史文化，这些活动包括参观普利茅斯庄园、观看哈佛橄榄球队和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这些活动能让我们的中国学员感受到社区的温暖。最后，作为一名艾什研究中心的学员，我们会为他们颁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结业证书。

问：最后，请您介绍一下艾什研究中心在2010年建立的中国案例项目，请您先从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开始介绍可以吗？

赛奇：不管是学位课程还是培训课程，肯尼迪政府学院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案例教学。我们的案例教学都来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这可以让学生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教学的重点是原理和框架的具体应用，而不是理论研究。例如，我讲过的一个案例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如何外包它的公共服务项目，这个案例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冬季过后坑洼路面的平整。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外包项目非常简单。然而事实却证明它的程序非常复杂，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对其中的总体规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范围从外包的公共服务到私人企业。我们研究了应该如何看待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行为的利弊；我们在决策哪种公共服务可以外包和某种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承担时应该分别采取何种标准。所以，通过案例教学、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可以使学生掌握普遍性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发现案例教学是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培训班在北京的一周课堂教学活动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在课程结束前让学员展示他们自己的案例。学员们可以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和方法，灵活地运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学员们分组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给出他们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问：也就是说，学员们有可能在培训期间获得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的应对方案？

赛奇：是的，正是这样，这正是案例教学的神奇之处。虽然中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但是学员们在处理工作中的难题时还是会遇到同样的挑战。

问：您能谈谈中国案例项目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吗？

赛奇：好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教学中使用的大多数案例都是发生在美国的，虽然这些案例具有通用性，但是我们认为专门开发关于中国的教学案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安利集团非常慷慨，它为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个项目提供3年的资金支持，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可以开发出20个关于中国的教学案例。开发这些中国案例的目的不是将它们用在面向中国政府官员的培训教学中，而是在其他的高级主管项目中用这些案例向学员介绍中国的现状和中国面临的挑战。我们也会在学位课程教学中用到这些中国教学案例。例如，我在我自己的学位课程教学中已经用了其中的两三个中国教学案例。然而，全球的教学机构可以通过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项目，购买其中的案例，并将其用到本校的课程教学中。一些中国案例还在开发中，例如2008年雪灾、台风莫拉克、中国的能源需求激增、上海的房屋重建，中央电视台火灾和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

问：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想我们的谈话包括了所有的中国培训项目。我们的读者可以通过访问以下网址了解更多关于艾什研究中心和它在中国的项目的更多细节。

http://www.ash.harvard.edu/rajawali

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新世界学者项目的简介：新世界学者项目创立于1998年，是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的最出色的海外培训项目之一。此项目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发展”）大力资助，致力于培养中国未来领袖与世界各国未来领袖之间的持续合作，同时为推动中美两国学术与政策改革提供各种机会。1998年，“新世界发展”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项目。每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参加高级管理培训项目或是作为访问学者进行独立研究。

公共事务与全球责任

——访谈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梅洛迪·杰克逊

时间：2011年8月17日

梅洛迪·杰克逊（Melodie Jackson），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分管对外交流与公共事务。

问：您作为分管对外交流与公共事务的副院长，在您看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使命是什么？

杰克逊：我们的使命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同时扩大学院的影响力。在研究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增强研究能力来扩大学院的影响力，我们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我们还希望找到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确保让研究的成果被对的人使用并发生效用，而不仅仅是将研究所得出版成一本书，随后被别人束之高阁。在教学方面，我们尽己所能，启发、引导学生们关注于公共服务，吸收精英们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训练技能，并提高他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力。再者，有时通过发布一些消息，我们也在帮助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6万名校友。举个例子，在海地发生地震之后，我们及时发布了几个校友的经历，努力帮助他们寻求紧急援助，其他校友也纷纷联络我们，希望给予帮助。因而我们的教学宗旨就是帮助学生们获得他们要影响世界所需的、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工具。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我们实际操作就会具体到技术层面，包括出版物、网络、媒体关系、社会媒体、材料标示、教材等。

问：面对数以万计的事件，学院如何筛选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

杰克逊：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小团队，但是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了解、分析全球的事件。例如，日本地震之后，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了学院关于危机应对的专家。随着核电站的真相一点点被披露，我们进而采访了关于核能方面的专家并发布观点。校园里，学生们也在努力开展活动，为自然灾害募集资金。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大事件，肯尼迪政府学院总能通过校友的人际网络或者其他渠道，找到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并发布他们的对策和见解。

肯尼迪政府学院放眼世界，关注世界，并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是学院与生俱来的特质，是学院的文化。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视野，我们的关注点和工作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自己组织在院长和我的办公室里发起募集资金的活动，我们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联络到在日本的校友和学生，关心他们的安危，查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援助，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同时我们的肯尼迪论坛和学院一样，有很多危机应对或者其他领域的专家在论坛上演讲并及时地发布，这些资源重要而有价值。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在论坛上提供了很多资源，因为没有反馈，我们并不能看到其中发生的所有故事，因此论坛的互动很重要。例如，也许某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已经毕业很久了，当发生某个事件时想起了学院，查阅它的网站找到解决方案，这将使他的心更贴近肯尼迪政府学院，让他更具有归属感。我们想确保学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时与它建立起一生的感情。

问：您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学院如何激励学生参与公共事务？

杰克逊：我们有很多种方法。首先我们并没有强制要求学生毕业后一定要进入公共领域工作，因而对于公共服务的训练也不是强制要求的。但是从我们选拔人才的标准和学生的素质来看，我们的重心就是公共服务，我说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部门，因为公共服务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我们向学生发问：“你可以为你的社区、你的祖国及世界做些什么？”你对什么领域感兴趣是由自己决定，而我们努力传播一种观念：我们有责任回报社会。我们提供训练，以增加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每年肯尼迪论坛的第一次演讲（也是学生们在学院的第一堂课），主题都是启发性公共服务，每年如此。我们会邀请四位校友回到校园，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毕业于不同的年份，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请他们来谈谈公共服务的驱动力、他们的职业如何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学生们从中可以认识到公共服务的关键性，我们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背景，而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公共服务。在每个学期开始时，我们会举办公共服务周，每年两次。肯尼迪政府学院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关于公共服务的，所以我们特别开展一个“公共服务周”的活动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是我们这样做也是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强调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会安排很多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服务项目。参与项目的不仅仅有学生，还包括所有的老师，活动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到学校协助教学和管理、清扫公园等等；再比如今年我们举办了特别奥运会，有些人参加赛事，有些人加油助威。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可能进入公共部门工作，也许从事公司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也许为国家、社会提供公共咨询等等，我们的主旨是希望涵盖到各行各业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才们。

问：我很感兴趣公共部门具体指什么？

杰克逊：公共部门包括各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非营利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地方的非营利组织等。我们有很多人到私营企业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以我自己为例，我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的花旗银行工作，主要从事社会责任、社会关系、对外联络等方面的事务，可以说虽然我在一家私营企业，但是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我们并不认为进入私营部门是坏的选择，我们将之看作是启发、教育领导者为公共利益作贡献的途径。社会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2006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两个女学生产生了一个想法，计划成立一家社会企业，致力于中国某省的可持续发展。她们最后成功建立了多家不同的社会企业，非常有影响，为这个省销售奶酪、服装等产品的人们开拓了一个市场，也为当地区域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政府给出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当遇到某个问题，人们的期望总是：政府何时能解决它？而在当今的新时代，各种问题不能全部依靠政府给出解决方案，我们都应该投入到其中，各行业、各单位都能献言献策，提供力所能及的解决之道。

问：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美国及全球媒体之间的联系如何呢？

杰克逊：我们有全球6 000名记者的数据库，我们通过这个方式组织活动、了解时事。组建这个数据库时，我们会与每个记者联系，询问他是否愿意接收我们发出的所有信息或者是集中于某个领域的信息，这样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点归类，相应地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几周或几个月为周期，我们和记者分享信息。同时，我们拥有多个电子出版物，订阅的用户可以每月获取上面发布的资源。除记者之外，我们与一部分新闻机构也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也有自己的电视工作室，之前我们的教授要到BBC（英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工作室接受采访，但是有了学院自己的工作室，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方便，他们可以在课堂的间歇在工作室接受访问。

问：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和学生都被推向了前台，而学院作为他们坚强的后盾。

杰克逊：确实是这样。诚然我们会广泛地宣传肯尼迪政府学院，但我们会详细阐述教授的研究，讲述学生、校友的故事，更多地宣传我们的成员们——他们的成功就是学院的成功。

问：您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时有哪些优势呢？

杰克逊：第一，我们希望学生们从学院真正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技能，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了如何谈判等等，这些会帮助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有较好的发展；第二，哈佛和和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两块金字招牌可能令他们受益；第三，他们从周围优秀的人才中接收到了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机会；第四，在步入职场时，校友的人脉关系可能会帮他们打开局面。

问：我想关注一下去政府工作的学生们，他们在学院的学习、训练与在政府的工作有何联系呢？

杰克逊：政府的选拔没有对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产生政策倾斜，毕业生的职位级别也根据情况各异。有些是初出茅庐，进入一个新的部门要从零做起，有些校友在来此学习之前就在政府工作，他们经过几年的学习，回到原工作岗位或者其他部门。

问：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事物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这个时代，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否有与时俱进的任务和愿景？

杰克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任务有两重。第一是培养和教育公共领域的精英；第二是提供解决方案，帮助解决世界上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由教学和研究这两大支柱组成。在教学方面，我们要努力分析和理解领导人将遇到的问题，培训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未来即将发生的、现在仍未知的问题。在研究方面也一样，随着世界上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我们将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思考。我们除了开设学位项目，也开办短期的行政培训。在对全球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培训的同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思想和经验的互动也非常有益，比如我们对某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我们会很快知道这个方案的效果；相关岗位、相关地区的领导者会马上就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给出反馈，比如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方案在某个地区行不通等。我们会第一时间了解问题的最新动向，从彼此身上互相学习。正是这种互动和反馈驱动我们不断思考，使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行政培训的项目中，全球各领域的杰出领导者在一起学习和讨论，也促进了他们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多元模式

——访谈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爱丽丝·伯纳特

时间：2010年8月22日

爱丽丝·伯纳特（Iris Bohnet），公共政策教授，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分管学术事务。同时，兼任妇女与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哈佛大学决策科学实验室副主任、谈判项目副主席等职务。

问：您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教育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伯纳特：首先，我们致力于培养全球公民。我们生存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肯尼迪政府学院是非常多元化的，例如多元的学生来源、性别、种族、国籍等。目前，肯尼迪政府学院中47%~48%的学生为非美籍人士，拥有不同国籍背景的学生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将课堂内授课内容与世界正在发生的事紧密相连，我们称之为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可以在市长办公室得到应用，比如如何更好地做预算和会计系统等。我们有很多关于这些（实际应用）的课程，同时我们也将许多案例引入教学中来。学生们学习并模拟这些案例，他们扮演其中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或市长等角色。因此，经验在课堂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暑期，我们还要求学生参加为期几个星期的实习，我们称之为政策分析训练（Policy analysis exercise）。这是我们的“教学包”。我们不是一个专门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关注点在于公共服务。因此，我要强调的第三点是跨学科教学方法，多元课程设置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点也是我们正在努力推动的、在教学中的科技应用，例如怎样更好地利用社会媒体、新科技来举办视频会议等。但是，它远远不止这些。在社会媒体交往中运用科技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课堂上，你能够即时地了解到学生们是如何认为的，可以与其更好地沟通并让其表达意见。可以说，在学院的课堂上，教学互动性是很强的。值得注意的是，讲座教学是非常容易复制的工作，录像能够记录一场讲座，成千上万的人将会观看到它。但是，可以参与讨论、模拟案例的互动式教学是无法被复制的。学习成为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吸收知识。

问：您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最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素质和能力？

伯纳特：总的来说，肯尼迪政府学院最重视的素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分析的能力。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包含各类政策分析，学生们运用分析和统计工具进行研究，他们的来源主要有统计学、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等。第二，管理能力。学生们需要有能力去管理一个群体或团队，与外界进行沟通，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等。第三，领导力。学生们需要具备领导能力，特别是在公共部门引领他们开展工作。第四，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生们需要拥有历史和国际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所学。

问：在您看来，促使学生们选择肯尼迪政府学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伯纳特：我希望是因为学生们关心公共服务。如果学生们希望成为律师，他们将选择法学院；如果希望成为商人，他们会选择商学院。我们希望吸引那些关注公共事务的学生，去应对、挑战并解决公共问题，例如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发展问题、消除贫困、性别平等、国际安全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一定仅仅从政府的角度去关注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参与，同样也需要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承担责任。

问：肯尼迪政府学院如何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伯纳特：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许多知名的进入公共部门的校友，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等，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任务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可以触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但不会刻意影响他们的公共部门，我们能做的是吸引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吸引那些最有思想的优秀学生。学院资助来自于贫困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不希望学费成为限制因素。我们能否提升对学生的影响力，我想成功的秘诀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学生，他们是否真正适合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不能低估其他学院的学生，哈佛聚集着各个行业最优秀的人才，学生们都可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我们要怎样对待这些学生，应当如何设置课程、分析案例来训练和培养他们。

问：您怎么看待学院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和他们未来所进入的工作领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是否如设想的那样实现了一致？

伯纳特：很多国家和地区拥有政府项目，政府为学生支付学费，参与项目的人员有义务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政府工作，并有一定服务期限。据我所知，新加坡有详细的相关政策，日本也有，但我不清楚中国是否有类似的项目。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我们的教学非常多元化，还有跨学科的培养方案，因此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选择特定的培养内容，例如社会政策、国际安全等。因此，毕业生的选择会有所不同，也许他们会致力于帮扶无家可归的人群，也许他们致力于发展问题等。这就对学生提出了挑战，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我已经提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设有不同的教学方案，学生们可以关注不同的问题。知识是无穷尽的，世界正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公共政策硕士培养方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不知道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种思路是否与其他国家状况相一致，而且，假设在其他国家也建立起肯尼迪政府学院，那么同样存在关于“什么是公共政策”的思考。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去思考在这里受到的教育，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否得以适用。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丰富我们的培养方案，让学生们根据需求得到恰当的培养。

问：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资情况？

伯纳特：我们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教师。一种是学术型教师，获取了终身教授职位；另外，国际知名学者也可能成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他们可能不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只给报纸和杂志写评论文章，但是他们可以带来丰富的经验。有些时候，我们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也有些时候，我们有明确的目标，例如大卫·格根（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领导力中心主任），他基本不发表论文，但他有着丰富的白宫工作经验，曾为四任美国总统担任顾问，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现在也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这对肯尼迪政府学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哈佛大学官员培训项目

——访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任劳拉·马

时间：2011年8月4日

劳拉·马（Laura Ma），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主任。

问：请您介绍一下哈佛大学针对中国的培训项目？

劳拉：哈佛大学关于中国的培训项目很多样，主要有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它从2002年起举办，至今已有10年历史。此外，哈佛商学院有专门针对企业老总的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国有企业高管，也有私营企业老总。公共卫生学院曾经与卫生部合作，开设专门针对卫生系统官员的培训课程。建筑学院针对建筑商也开设短期课程，目前每年举办一次，为期1周。另外，哈佛的其他学院也与中国开展许多不定期的短期培训项目，例如，2010年，哈佛教育学院曾面向陕西省教育系统官员开展短期培训。

除此以外，哈佛中国基金会也与中国合作，选送哈佛在校学生到中国各个领域参与实习工作。哈佛中国中心还开展联络工作，协助学校教授到中国开展研究。可以说，哈佛大学与中国的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在开展培训方面已有很丰富的经验。

问：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官员培训方面的情况？

劳拉：肯尼迪政府学院对中国官员的培训主要由艾什中心承担，同时也与其他部门展开广泛合作。截至目前，学院定期举办的中国项目主要有面向省部级官员的新世界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与国家行政学院合作的中国危机管理项目，曾经与北京市政府合作举办的北京市高级公共管理培训项目，与上海行政学院及上海市委组织部合作的上海培训项目，曾经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公务员培训项目，和在台湾举办的项目等。可以说，通过多年的努力与探索，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建立了良好的培训机制，拥有丰富的官员培训经验。

问：在您提到的这些培训项目当中，教授一般采取怎样的授课方式与学员在课程当中展开互动？

劳拉：根据面向对象、项目内容和目标的不同，刚刚提到的这些项目开展方式也有所区别，但基本采取两类模式：一种是由肯尼迪政府学院选派教授到中国，对参训学员开展培训；另外一种是接收从中国选送的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一定期限的培训。培训的课程内容由双方协调，根据项目特点、参训人员背景、培训需求和目标，以及当时国际上或中国的社会热点选定培训内容，然后在该领域选择知名学者和教授进行授课。

在课上，一般由教授主讲一个小时，预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学员提问，同时学员们也可以结合自身工作经历，自由表达观点和想法。目前来看，这种互动模式受到了教授和学员一致好评。

问：您刚才提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可否请您对这一项目建设的初衷、运转状况进行介绍和说明？

劳拉：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开始于2002年，是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共政策项目、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的，迄今已有10年历程，培训官员数百人，今年即将举行培训班的十年庆典活动。目前，各方对这一项目的反馈都是积极的，已经开始探讨今后如何继续和发展的问题。

项目人员的构成一般来自各省、市、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其中包含副部级干部和司局级干部等（包含省部级后备干部），每期五六十人。时间方面，相比前些年，培训时间有所压缩，其中包括在清华大学进行的为期3周的培训课程，和在美国进行的为期1周的访问及4周的培训。在清华大学授课期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专门派出教授到北京授课1周，其余2周由来自中国的专家和学者讲授不同的专题，重点是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国内政策和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等。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4周期间，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根据国际和中国社会重点关注的议题，和当年三方所协商的核心议题确定培训主题，并在相应领域选择知名学者和教授进行授课，讲授世界公共管理领域的最新成果。

问：那么，肯尼迪政府学院是如何设计这一培训内容的，它有什么独特之处？

劳拉：在哈佛期间，学院设置的课程内容包括中心课程和主题课程。中心课程是固定的内容，也就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最有影响力的王牌课程，例如公共管理、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等。此外，每一期的培训都会设定自己的主题和侧重点，我们会根据不同侧重点和热点问题安排相应的课程和教授，例如，2010年金融危机是大家关注的议题，那么我们就会在该领域选择知名教授前来授课。再比如，社会保障现在是中国的热点话题，2011年的培训主题就侧重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方面。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地震，2008~2009年的主题就定位灾后重建和危机管理。此外，我们还会结合主题，到相关公共机构参观调研，例如布莱根妇女医院、波士顿再开发局（Bosto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波士顿职业中心（Boston career center）、马萨诸塞州政府等。

我想，这个培训班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参训学员的工作背景、经历，以及当年国际社会和中国所发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核心，根据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学特色（例如案例培训等）量身定做的。它融合了中美案例教学、理论教学等多元模式，这样良好的对接能够更好地在教授和学员间传达信息、建立沟通和加强理解。并且，哈佛的教授也能够了解更多中国官员的思想、行政思路和实际情况。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问：请问每期项目结束后，学院是否会进行项目评估？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各方对于项目的评价如何？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方面，希望项目做出哪方面的改进和提高？


劳拉：是的，每期项目培训结束，我们都会针对项目的运行情况开展问卷调查。从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各方反应都很满意。肯尼迪政府学院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定位为学院的旗舰项目。

当然，在具体的运行层面，我们会经常探讨一些教授、学员和承办方提出的意见、建议，随时做出调整。从肯尼迪政府学院方面来讲，我们希望有更多来自中国基层的官员参与到培训中来，提供更多关于基层实践政策层面的讨论话题。相信未来的合作空间将会更大。

问：关于中国官员的培训模式，外界总结了肯尼迪模式、欧洲模式、新加坡模式等，请问您对此怎么看，肯尼迪政府学院模式有什么特色吗？

劳拉：各种模式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独特性，针对官员的培训最重要的要看“适用性”，也就是说何种培训方案和模式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美国是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它包容许多文化和经验，很多方面都处于建设之中。同中国相似，美国地域差异性大，不同行业、地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会呈现出许多与中国相似的问题。这些特点是它国所不具备的，因此，肯尼迪模式的培训在中美公共管理培训方面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哈佛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

——访谈豪泽非营利组织中心中国项目主管胡罄

时间：2010年8月4日

胡罄，肯尼迪政府学院豪泽非营利组织中心（以下简称“豪泽中心”）中国项目主管。

问：哈佛大学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是一个以非营利组织为核心，展开相关研究的独立跨学科学术机构，据我所知，豪泽中心将中国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为什么豪泽中心会如此关注中国？

胡罄：豪泽中心关注中国非营利组织项目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豪泽中心自身的转型，二是中国公民社会、慈善领域发展的需要。豪泽中心2007年完成了第一个10年规划，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时，该中心完成了一次转型，也就是为实践领域牵线搭桥。因此，需要根据实践领域的组织类型，选择一些领域和研究方向，于是豪泽中心确定了5个研究领域，其中只有一个是以地理位置作为关注点的。这5个研究领域分别为人权和公正领域的组织、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艺术和文化类型非政府组织、慈善资源研究和中国非营利组织。

把中国非营利组织作为研究方向，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利用哈佛大学的强项来帮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哈佛大学一直在中国和中文研究方面实力较强，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其他实践领域，它都有实力很强的院系、专家和教授，所以我们希望利用哈佛在这方面的资源来建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项目。第二，中国实践领域的需要。豪泽中心的捐助人豪泽夫妇对中国有持续的关注，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领域建设的重要性和中国的需求，希望从学术层面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因此促成了中国项目的建设。第三，2007年前后，由于中国政策和立法方面的开放，中国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和发展。这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使我们加强了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重视。哈佛大学豪泽中心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的公益组织事业发展项目，就是中心关注中国项目的一个成果。

哈佛大学设立非营利组织中心，印证了这个领域的重要性。从广义来看，公民社会、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世界发现中国的公民社会在复苏，社会组织蓬勃发展，这种趋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从狭义来看，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专家会思考，在中国特定的背景和环境下，公民社会和非营利组织又会是怎样的模板，从而给学术领域带来研究案例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该中心会在学术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问：我了解到，豪泽中心设立了专门的项目，来培训中国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您可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

胡罄：是的，该中心设立了为期两三天的工作坊，面向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导人进行培训，加强他们对实践领域的反思。目前是针对团队来进行，当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团队来访美，我们邀请哈佛的教授提供这些培训，介绍一些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和教训，为他们提供反思的空间。这个项目从2010年开始，为期3年，我们每年培训两个团队，由中国的合作机构进行筛选。在中国，我们与一些组织，例如中国基金会中心、美慈中国等开展合作。

问：豪泽中心中国项目的战略是什么？这个项目具体关注点是什么？为何如此选择？

胡罄：豪泽中心的中国项目致力于为学术研究和实践领域牵线搭桥，从而促进学术成果向实践转化。中国项目要以在三个层次上的活动实现这些目标，第一是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第二是公众的意识和倡导，第三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影响。

关于第一点，要帮助一个公共部门发展，学术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大学的研究机构，我们要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国已经在公益组织、公民社会方面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用英文研究中国的信息和研究还很少。我想，如果让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关注中国的发展，让有专长的学者参与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在设计一个课程，主题是“中国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托尼·赛奇和豪泽中心的主任克里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教授将联合授课。介绍西方关于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框架，并且将中国的发展置于自身的发展背景之中，因此这个课程具有比较研究的性质。对于那些关注公民社会、公益组织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关注中国的视角。我们设立网络平台，邀请持续关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学者和学生参与进来，并通过翻译和编辑的方式，向英语人士介绍中国的发展。此外，我们还组织关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讨会，2010年底，我们邀请到了美国和中国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和教授，进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些通过历史的视角、有些通过实践领域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历程，效果非常好。而且，我们还会向中国的受众引荐国外最新的出版物和研究成果。

第二，提升和倡导公众意识。作为一个新的发展领域，要做的基础性工作是争取公民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可以利用哈佛的品牌和平台，来呼吁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同时，我们也可以影响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既包括中国学生也包括美国学生。我们还会提供机会帮助他们了解实践领域的问题，并帮助他们参与实习等。

第三方面，社会实践和社会影响。我们主要希望吸引哈佛的学者和教授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我们会邀请他们来为中国非营利组织制作课件、开展培训、作相关研究，并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深入的见解和指导性意见。此外，他们也可以为公益组织作咨询，使得这些组织更具影响力。

问：豪泽中心对于推动人才进入公共领域开展实践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引导学生进入公共部门，现状如何？

胡罄：我特别想说，中国项目的存在为许多热心于非营利组织的学生提供和创造了机会。我们进行了许多活动，比如学术会议、研讨会、制作新的课件，从而帮助哈佛学生了解和关注这一领域。通过发起活动、邀请国内的领导人作交流、提供一些志愿的机会，让学生接触这个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就业选择。

我也很欣慰地看到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从豪泽中心中国项目的活动中汲取营养、强化知识，并且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平台，锻炼了组织能力。借鉴其在豪泽中心中国项目的经历和经验，也能够增强他们在自己所设立或参与组织中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学生通过中国项目的活动来增强他们的理解和见识，并能够在学生组织的平台上崭露头角，体现他们的权威。

问：有数据显示，肯尼迪政府学院进入政府部门的中国毕业生较少，进入第三部门的案例逐渐增多，但仍显不足。可否请您对此做出分析？

胡罄：我没有获取到相关的数据，但从直观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现实的问题所致：哈佛的学费一年5.5万左右，全美国年平均工资是4万多。上学依靠贷款，是一种投资，但非营利领域收入不高。很多人出于现实的考虑，不能很快进入非营利组织工作，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也有学生利用相关基金会的奖学金过来学习，并承诺毕业后回到公共领域，外在的资金也能帮助哈佛毕业生进入社会领域。

对政府领域来说，我不太清楚在这边的中国学生到政府领域工作的情况，我估计可能存在资金的问题。近几年，哈佛大学给中国学生的全额奖学金少了，大部分学生都要付一定的学费甚至是全部学费来完成学业，并且学校所在的波士顿是美国生活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无论是非营利部门还是政府部门，如果想引进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恐怕要对这些人才的培养进行一些投资，比如说支付奖学金供其上学，并让其承诺毕业后回去。国内就有经费会支持中国的学生在哈佛读完商学院，并让其回到中国工作。这是我想到的一点原因。

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实际上是很多国际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救援机构——如联合国等的基地，因此具备很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我相信这方面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语言可能会成为中国学生一个瓶颈。同时，对于国际化的组织而言，如果没有国际化的经历是没有机会的，例如乐施会、国际人道援助组织这些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要作为普通的员工进去工作是很有挑战性的。

问：如您所说，豪泽中心的工作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否请您说明这些作用和影响？

胡罄：从我们现有的项目来说，首先是对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慈善组织领导人的培训，现已完成了4期。话题会涉及各个方面，比如管理和理事会的角色，跨部门的合作，扩大影响力、公信力、合法性等。在每次培训中，会有50~70个来自草根组织或官办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他们普遍的感受是培训中有一些看法和视角比较新颖。有一些在这个领域比较流行的概念，比如合法性，在中国这个还没有用这些概念来探讨自身的社会，这样的交流能拓宽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视野。第二就是我们在培训方式上采用哈佛特有的案例讲授，现场模拟哈佛的授课方式，这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场景，让学生在这种真实的场景中学习。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培训是非常有效的，能给国内学术界和培训领域带来新的授课方式。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还会对学员进行案例教学的培训。毕竟在中国，公民参与民主意识和社会意识是最近几年开始的新话题，作为一个杰出的公益部门的领导人，自身首先要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的部门比较年轻，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在课堂上令我印象深刻的反应是：学生被教师参与的气氛与民间组织的气势深深打动。比如说哈佛教授没有架子，他们很敬业，这种精神是很有感染力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项目，至少在知识和技术之外，可以起到人员的交流、在精神上相互影响的作用。

此外，还有对于基金会领导人的影响。中国项目是应中国基金会的发展需要而诞生的。中国基金会的领域比较新，最早从1981年开始，刚满30年，但真正的民间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是从2004年开始的。就像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要对外交流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一样，目前这个领域刚刚独立起来，它也想看看相关的领域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美国在这个领域比较成熟，所以其经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少走弯路。我们现在做的项目主要介绍美国在这个领域是怎么发展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哈佛的工作坊介绍美国历史、介绍美国基金会部门如何看待使命，从而让国内的基金会认识到我除了能够做做善事，还有一个使命是协助改善社会，即不仅是做善事，还能战略性地帮助社会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作“访问学者奖学金”，专门为国内高级研究人员、学术人员或者有成就的实践领域的领导人，提供在哈佛访学和交流的经费，也提供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和视野。

此外，我们会参与一些咨询，咨询的客户一般是国际或国内关注这一领域的基金会。例如，盖茨基金会在巴菲特晚宴之前，已经在考虑如何推动中国的个人捐赠项目。所以我们就为盖茨基金会做了小型咨询报告，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慈善领域的大概图景，并以此做出决策。福特基金会也在反思作为国外的基金会如何帮助中国这一领域的发展，任何一个基金会都会意识到他们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帮助中国民间组织实现自身的成长。所以我们和他们合作进行了一个研究，就是国外的基金会如何加强中国民间组织自身的支持体系。一旦外国基金会没了，中国自己的民间组织能不能呈现一个完整的生态。这也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说明，我们帮助这个领域的参与者，来探讨如何共同促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访谈，能影响更多的国内人士关注非营利组织这个领域，并希望以此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进行倡导。



附录一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75个新思想

创新思想使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公共政策教育和公共服务应用方面始终领先。从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影响世界的发现和研究中，信手拈来，我们会发现思想的光芒连绵不绝：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改变了美国政界思考核武器的方式。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关于不确定性和决策的解释为政策分析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罗伯特·斯塔文斯率先运用市场力量，运用排放权交易制度来打击美国酸雨。阿什顿·卡特在一篇名为“苏联核裂变”的文章中研究苏联核武器，导致了旨在安全存储核原料的《纳恩–卢格法案》的通过。萨拉·休厄尔的“大规模暴行的反应行动项目”改变了五角大楼阻止种族灭绝的方法。在肯尼迪政府学院75周年院庆时，有人选出75个来自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的想法、图书，正是这些多方面的想法和发现，改变了并正在改变着我们理解和处理世界政治、公共问题的思路。

民主政治和机构方面

1．在《失去新闻：把民主注入未来的新闻》（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2009）一书中，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提出警告，“那些监督政府、提供强大立场、给予公众所需的新闻”正在流失。

2．当面临针对事实的不同立场，我们相信哪方，我们怎样被说服？在《战争故事：公共观点之战的原因和结果》（War Stor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Views of War）一书中，马修·鲍姆（Matthew Baum ）分析了来自媒介、政治领袖和大众的互动。

3．美国的民众参与选举权历程并非直线、渐进式地进展。在2001年出版的震惊学界的《选举权：美国有争议的民主史》（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中，亚历克斯·凯萨（Alex Keyssar）阐述了民主的收缩与扩张（contractions and expansions）。

4．在这本精心编撰的《正在消失的选民》（The Vanishing Voter）中，受访者达10万人，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通过新闻、竞选活动和投票本身，解释了几十年来流失的美国投票者，这本书改变了数以百万的投票者。

5．在《选择政治代表》（A Selec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一文中，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以传统代表模型开头，专注于选举人的资源，而不仅是选择他们信任的人，并赋予这些代表在上任后更多的自由。

6．弗朗西斯·卡姆（Frances Kamm）将伦理理论拉入阴暗面，在《伦理的敌人》（Ethics for Enemies，2011）一书中，他展现了酷刑、恐怖主义、战争，证实了哲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价值。

7．在全球化时代，马赛厄斯·里斯（Mathias Risse）的政治哲学试图赋予正义新的视角，为常规观点——政治原则仅适用于某个国界或者人类全体——提供额外思考，并关注于世界的“集体所有制”。

8．在阿肯·冯（Archon Fung）的带头下，信息透明政策规划项目（The Transparency Policy Project）研究了哪些公共披露系统在有效运行，而哪些没有。

9．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Putman）记录了美国人不断失去的人际间以及和民主、公民机构的联系，继2000年的《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后，他又通过其发起举办的仙人掌研讨会（Saguaro Seminar）研究了提高社会资本的方法。

10．托尼·赛奇（Tony Saich）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分析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的惊人成长速度。在其包括《中国的治理与政治》（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的著作中，赛奇阐述了这个国家复杂且常常遭到误解的政治和政策。

11．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犀利地反思了1998年媒体对莱温斯基案的白热化报道。卡尔布的书：《崛起的新媒体：现代丑闻的两个根源研究》（The Rise of the New News: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Root Causes of Modern Scandal Coverage），阐释了互联网作为新生媒体资源的发展，和公众对丑闻报道不断滋生的渴望。

国际化发展方面

12．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值得铭记的经济学家，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曾经的经济发展专业学生，为美国政府在众多领域献策，其中包括马歇尔计划。1963年，他建立了开发咨询服务公司（The Development Advisory Service），让哈佛经济学专家和其他发展问题专家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去（他还是哈佛国际发展中心的创建者），并开始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在职官员在1958年来到学院——这个项目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梅森学者项目。

13．1991年，梅里利·格林德尔（Merilee Grindle）和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的著作《公众选择和政治变化》（Public Choices and Policy Change），为发展中国家领袖提供了一个管理和理解其独特政策问题的框架。

14．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在《劳动力的收入》（Income per Natural）一文中质疑全球劳动力流动对财富创造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化劳动力，不是减少贫困的次要选项，而是减少贫困的主要资源之一。

15．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运用网络科学领域的工具发展了“产品空间”理论，建立了一个经济复杂性的可视地图。

16．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12年的著作《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中，质疑不断积累的对国家自主决定的追求、经济全球化、捍卫民主政体，以及对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国际需求的社会安排的反对。

17．创业融资的实验室研究计划（The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Lab Research Initiative），在阿西姆·伊贾兹·赫瓦贾（Asim Ijaz Khwaja）领导下，首次将心理筛查运用于检测企业能力和诚实度上，为联系发展中国家中小型企业和大规模银行融资发挥作用。

18．罗希尼·潘德（Rohini Pande）在2008年的一项关于权力领域歧视女性的研究中发现：在一个印第安村落的研究中，对女性领导的歧视迅速降低，有时仅存在于一些选举回合中。

19．《非正式经济中的男女：统计学的视角》（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A Statistical Picture，2002），由玛莎·陈（Martha Chen）与乔安·瓦涅克（Joann Vanek）合著，首次提及了关于非正式雇佣的官方统计数据。 这篇国际劳动组织论文将公众的目光带入到经济最黑暗的角落中去。

20．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微观金融市场之一。《利润的增长：印度尼西亚农村银行的发展》（Progress With Profi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Banking in Indonesia）一书的作者杰伊·罗森哈特（Jay Rosengard）和理查德·帕顿（Richard Patten），探索了印尼的微观金融发展进程，同时为印尼获得早期的成功提供了建议。

国际和全球事务方面

21．当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颁奖典礼引述了他的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Strategy of Conflict，1960）。“他关于博弈论的视角，作为社会科学的统一框架。” 托马斯·谢林的贡献，最出名的在于冷战期间为核威慑政策所作的论述，同时在包含种族隔离、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也颇有建树。

22．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和同事出版了一份关于苏联核武器军火库的报告，发布时间仅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一个月。这份报告为《纳恩–卢格法案》（卡特在五角大楼的帮助下得以实施）提供依据。这份报告涉及苏联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最终导致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去核武器。

23．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毕业论文成为一本书和一部经典。《决策的本质》（Essense of Decision），最早出版于1971年，运用古巴生化危机建立3个概念方法去理解和分析政府及机构行为：理性的演员、组织过程和政府政治模型。这本书重著于1999年，与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合著，运用最新关于苏联解体和肯尼迪白宫的录音带等资料辅助。

24．可持续发展科学试图解决现在最核心的挑战之一：消耗大自然资源，提高人类生存质量。可持续发展科学项目，由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带头，是哈佛大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枢纽。

25．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第五部门：当科学顾问成为政策制定者》（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中关于科学和政府管理的辩论，揭示了在联邦调控中科学和技术顾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6．非洲已成为饥饿的代名词。卡尔斯杜·朱马（Calestous Juma）于2011年出版的《新收获：非洲农业技术创新》（The New Harvest: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Africa）一书指出了让非洲实现粮食独立的方法。这些成果立即被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所采纳。

27．由亨利·李（Henry Lee）指导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项目，是一个政策相关研究的枢纽，研究议题包括中国不断增多的石油进口、生物材料的可行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28．布赖恩·赫尔（Bryan Hehir）在1990年探讨了应该在索马里、卢旺达及科索沃等地动用武力，因为人权暴力在那里发生。干预的伦理被发展为“保护的责任”。

29．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获得2003年普利策奖，《来自地狱的问题：美国与种族灭绝时代》（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审视了美国20世纪的对外种族灭绝政策，以及犹太民族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

30．约瑟夫·奈（Joseph Nye）创造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他在1991年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提出的理念和术语，获得全世界领袖的关注，并成为政治词汇。2011年，《未来的力量》（The Future of Power），总结了20年间约瑟夫·奈关于国际政策中权力自身及权力运用的思考。

31．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约翰·鲁杰（John Ruggie）创建了为更好地平衡人权和跨国企业的框架，在2008年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纳。

32．在《神的世纪：复活的宗教与全球政治》（God’s Century: Resurgent Religion and Global Politics，2011）一书中，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Toft）探讨了宗教应当被理解成现代世界的核心塑造力量。

33．萨拉·休厄尔（Sarah Sewall）在2010年出版的《大规模暴行的反应行动：军事规划手册》（Mass Atrocity Response Operations: Military Planning Handbook）一书中，重塑了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关于停止种族灭绝的理论和运行计划的方式。这本著作提供了关键性指导，为如何，而不是是否去停止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行提供了建议。

34．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2006年的论文《以色列游说》（The Israel Lobby）和次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审视了关于“亲近以色列”的游说在美国的影响，及其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同名著作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合著，产生了巨大轰动，同时开启了一个难以给予答案的讨论议题。

管理领导力和决策科学方面

35．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的《决策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作选择的入门课程》（Decision Analysi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Choices under Uncertainty）于1968年出版，将用于数学统计的决策分析发挥到极致，也创建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决策分析被应用到包括商界及医学的各个方面，成为公共政策硕士项目的核心课程。

36．伊迪丝·斯托基（Edith Stokey）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在1978年出版了一本公共政策类书籍《决策分析入门》（A Primer for Policy Analysis），这本书成为公共政策专业学生的指定用书。

37．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为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工作了16年，之后成为该组织总监。在《为何戴维会获胜》（Why David Sometimes Wins）中，甘兹证明了策略性能力的力量。

38．史蒂夫·克尔曼（Steve Kelman）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采购和公共管理》（Procure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中，致力于提升政府的电脑采购流程。很快他就被命名为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主任，专注于为联邦确立相关法律以简化采购流程。

39．在1994年出版的《没有简单答案的领导力》（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一书中，罗纳德·海菲兹（Ronald Heifetz）理论性和描述性地阐述了领导力和权威的不同，以及可采纳的和技术可行的解决问题之方法的差异。这本书成为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基本书目。

40．写于2008年伊拉克战争之际，琳达·比尔米斯（Linda Bilmes）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著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中审视了战争的代价。除了军费成本，他们还关注隐性支出，比如对受伤老兵的救助。

41．欧内斯特·梅（Ea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应用历史”课程长达10年，并在1988年出版《考虑时间：决策者应借鉴历史》（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这本书力图将那些决策者与历史联结，将政治分析和历史经验放在一样重要的位置。

42．加里·奥伦（Gary Orren）在1992年的《美国政治中的民调》（Media Polls in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提供了该领域的重大学术成果和经验的整合。他曾经在建立最早的国家级媒体调查中发挥领头作用，并且协助制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规则。

43．危机中的领导力项目。在阿诺德·豪伊特（Arnold Howitt）和赫尔曼·杜奇·伦纳德（Herman Dutch Leonard）的指导下，通过研究减少风险策略、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提升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旧金山，这个受地震频频威胁的城市，运用两位专家的方法完善了灾后恢复策略。

44．愤怒、悲伤或者恶劣的选择，往往通过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方式产生。珍妮弗·勒纳（Jennifer Lerner）的决策科学研究室整合了心理学、经济学和神经科学，并将它们应用到公共政策领域。

45．在2009年“在许可法律下治理洛杉矶市”的研究中, 克里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与洛杉矶警察局合作，进行犯罪公正政策管理项目的研究，分析是否以及如何使提出的设想实现。

46．马尔科姆·斯帕罗（Malcolm Sparrow）专注于在减少坏事物的同时提升好事物。在其2008年《性格的危害》（The Character of Harms）一书中，他审视危害，捕捉其动态规律，然后铲除危害。

市场商界和政府方面

47．约瑟夫·阿尔迪（Joseph Aldy）和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在《体系结构的协议：应对全球暖化的后京都世界》（Architectures for Agreement: Addres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Post-Kyoto World）中提供众多备选气候变化制度，以在“京都议定书”中获得成功。在罗伯特·斯塔文斯带领下，哈佛的国际气候协议项目在该领域不断前进。

48．在《关于海湾和西方国家之信用的可信度和关联度》（Trust and the Reference Points for Trustworthiness in Gulf and Western Countries）一文中，艾丽丝·博内特（Iris Bohnet）和理查德·泽克豪泽审视了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及依赖度，以及在不同文化差异下可信度造成的资源消耗差异。

49．对于贸易能否增长国家收入的话题探讨已久。在1999年的《贸易引起增长？》（Does Trade Cause Growth？）一文中，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和大卫·勒默尔（David Roemer）通过国家的地理特征，量化贸易在国家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

50．弗朗西斯·巴托（Francis Bator）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著作《政府支出的问题：公众需求与私人欲望》（The Ques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Public Needs and Private Wants），被列入影响肯尼迪总统的书单之一。巴托作为学院公共政策项目的创建主席，同时也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51．克里斯·埃弗里（Chris Avery）、理查德·泽克豪泽和安德鲁·费尔班克斯（Andrew Fairbanks）在2004年合著的《提早入场的游戏：加入精英》（The Early Admission Game: Joining the Elite）中，揭示了之前很少被关注的大学早期入学审批程序及其为优秀学生所提供的优待。

52．布里奇特·马德里安（Brigitte Madrian）的研究发现，当人们面临退休和领取养老金时，他们倾向于拖延和耽搁。换言之，他们并不理性。她试图将人们拖延和不作为等举动转化为财富，其研究在联邦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的立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53．罗杰·波特（Roger Porter）在理论和实践中了解白宫的运作。在1970至1990年期间先后为3任总统效力后，1982年，他出版了《总统决策》（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一书，书中讲述了总统如何面对相互关联的事件和断裂的官僚主义，以及他们如何做出决定。

54．“共享的裁处权”涉及关于权威、代表和随机性的平衡，以及成功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2011年，理查德·泽克豪泽和约翰·多纳休（John Donahue）创造出一个协同治理的新模型。

55．威廉·霍根（William Hogan）发明了“按地区边际定价”，通过研究和计算能源、消耗和传输来决定运输电力的价格。霍根的研究改变了世界电力市场的面貌。

56．在《涨潮：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是否有利于美国》（Rising Tide: Is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中，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研究了美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份额和具体分布，指出不同国家如何获得了相似但又相互区别的份额。

57．在罗伯特·斯塔文斯的指导下，项目88（Project 88）试图运用市场力量来实现环境目标。这个项目提出的排放交易计划在1990年被纳入联邦立法，以协助解决酸雨和臭氧层消耗等问题。

58．F·M·谢勒（F. M. Scherer）和迦亚斯里·沃特尔（Jayashree Watal）的论文《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专利药品的选择》（Post-trips Options for Access to Patented Medicines in Developing Nations），影响了2001年药品专利、价格、进口与贸易协商的方向，将更多、更便宜的药品提供给第三世界急需的居民。

社会和城市政策方面

59．乔治·布加斯（George Borjas）在 《天堂之门：移民政策和美国经济》（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一书中提出，移民只能对美国经济提供有限帮助，讨好了富人，伤害了穷人，并且和过去比，吸引的有技能的劳动力更少。

60．在《不安的算术：预算赤字vs医疗提升》（Uncomfortable Arithmetic- Whom to Cover Versus What to Cover）一文中，阿米塔布·钱德拉（Amitabh Chandra）的分析指出政府预算赤字和医疗提升之间的艰难选择，引发了全国大讨论。

61．罗恩·弗格森（Ron Ferguson）专注于研究白人、黑人和西班牙学生的分数差距。他的研究，包含了对数千学生的调查，提供了确定和解决问题的依据。

62．乔斯·戈麦斯–伊瓦涅斯（Jose Gomez-Ibanez）在交通和规划方面的研究，例如“驾驶和建筑环境”，致力于解决包括在美国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大众空间发展趋势下应对汽车使用量增长的情形。

63．城市在过去几十年（或者是一个世纪）中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过度拥挤，脏乱，治安差。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凯旋城》（Triumph of the City）却唱出城市的颂词，它展示了高度聚集的人们如何创立文化和经济增长。

64．在《大工程：改变政治的城市公共投资》（Mega-Project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Urban Public Investment）一书中，艾伦·阿特舒勒（Alan Altshuler）和大卫·吕贝罗福（David Luberoff ）列举和分析了自1950年至今那些重塑美国城市面貌的大型项目。

65．1980年年末以来，由约瑟夫·卡尔特（Joseph Kalt）指导的哈佛大学美洲印第安人经济发展项目，研究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在1997年《成功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异质性管理》（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terogeneity of Government Form on 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一文中，卡尔特和斯蒂芬·康奈尔（Stephen Cornell）展现了机构权利的重要性。

66．从探索神秘的药品定价过程，到系统地比较不同医疗保障的效果，再到开拓性地研究错误用药，约瑟夫·纽豪斯（Joseph Newhouse）的研究影响了医疗保障领域几十年。其1993年出版的《全民免费？兰德健康保险实验室的课程》（Free for All? Lessons from the Rand Health Insurance Experiment），至今仍被国会预算办公室用来估算医疗保险计划的成本。

67．莫妮卡·辛格尔（Monica Singhal）填补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理解的巨大空白。在《非正式的税收》（Informal Taxation）一文中，辛格尔发现一些国家的家庭参与数量超过50%，对于政策规划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68．玛丽·乔珍（Mary Jo Jane）和大卫·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长期合作后出版了《福利的现实》（Welfare Realities: From Rhetoric to Reform）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乔珍和埃尔伍德都被任命为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助理秘书长，也都是克林顿总统医疗改革的领导者。

69．如何用个体资金资助社会服务？在《私人资金用于公共事务》（Private Funds for Public Goods）一文中，杰弗里·利布曼（Jeffrey Liebman）提出使用具有社会影响的债券，在社会服务领域按绩效表现支付个体投资者。

70．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的著作《不止种族：内城区的黑人与穷人》（More than Just Race: Being Black and Poor in the Inner City）超越了有色人种社会专家长久以来看待种族不平等的方式——“结构对应文化”（structure-versus-culture）。

71．在1998年出版的《黑白测试评分差距》（The Black White Test Score Gap）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梅勒迪斯·菲利普（Meredith Phillips），指出了黑、白人种学生在考试分数方面的巨大差距，并讨论了减少这种差距对实现种族不平等的重要性。

72．学院对犯罪公正的专注具有时效和长期的影响。弗兰克·哈特曼（Frank Hartmann）和马克·穆尔（Mark Moor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社区警察的研究工作影响了警察局工作的方式。

73．通过对162个低收入单身母亲经历的了解，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玛利亚·可法拉斯（Maria Kefalas）的著作《我能履行承诺》（Promises I Can Keep），专注于为什么这些年轻的母亲“要生下自己养不起的孩子，并且揭示了为什么她们总把母亲身份（motherhood）放于首位”。

74．在未来20年，美国超过62岁的人数将比现在翻倍，达到8 000万。大卫·怀斯（David Wise）30多年来一直研究这股潮流的众多潜在故事，包括养老保险、卫生和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况。

75．保罗·彼得森（Paul Peterson）在其2002年的著作《教育差距：教育券和城市学校》（The Education Gap:Vouchers and Urban Schools）中研究教育券对学生表现的影响。这本书针对4万个低收入家庭在4个试点地区的分析，发现非洲裔美国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能力方面的表现在他们应用教育券从公共学校转到私立学校后显著提升。


附录二

肯尼迪政府学院课程列表

1．Media,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数字化时代的媒体、政治和权力

2．New Media, Surveillance, Access,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新媒体、监管、开放、传播和民主

3．History of the U.S. for Policymakers, Activists, and Citizens 议员、活动家和公民的美国历史

4．The Arts of Communication 沟通的艺术

5．Introduction to Writing for Policy and Politics 政策、政治写作入门

6．Advanced Intensive Writing for Policy and Politics 政策、政治类高级强化写作

7．Policy Writing for Decision Makers 决策者的政策写作

8．Advanced Intensive Writing: Column and Opinion Writing 高级强化写作：专栏和观点的撰写

9．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10．Modern Diplomacy: Peace and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现代外交：21世纪的和平与战争

11．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Statecraft 治国的政治学和伦理学

12．Power and Its Alternati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及其可替代因素

13．Seminar: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研讨会：国际化和全球化事务

14．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人权和国际政治

15．Children, Youth,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儿童、少年和国际人权

16．Strategic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人权保护中的战略规划和国际合作

17．Energy Policy: Technologies, Systems, and Markets 能源政策：技术、系统和市场

18．Global Food Politics and Policy 全球食品政治与政策

19．Science, Power, and Politics 科学、权力和政治

20．Innovation System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创新系统和全球发展

21．Technology Polic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技术政策和全球发展

22．Leadership and 20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领导力与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

23．The U.S. Homeland Security Enterprise 美国国土安全事业

24．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国际资本市场

2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贸易的政治经济

26．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7．Semina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研讨会：国际贸易和金融

28．Strategy, Structure, and Leadership in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 公共服务组织中的战略、结构和领导力

29．Getting Things Done: Management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 把事情做好：发展中的管理

30．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Public Purposes 公益目的的战略管理

31．Exercising Leadership: The Politics of Change 行使领导权：变化的政治学

32．Exercising Leadership: A Cross-Cultural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行使领导权：多元文化与国际化的视角

33．Introduction to Negotiation Analysis 谈判分析入门

34．Science of Behavior Change: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行为变化的科学：判断和决策

35．Decision Making and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 公共部门的决策和领导力

36．Public Narrative: Self, Us, Now 公共叙事：自我、我们与现在

37．Public Narrative: Conflict, Continuity, Change 公共叙事：冲突、连续与变化

38．Financial Management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金融管理

39．Managing Financial Resources in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非营利组织的金融资源管理

40．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41．Strategic Management of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的战略管理

42．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he Private and Social Sectors 私营和社会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43．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经济发展：理论、依据与政策

44．Semin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研讨会：政治和经济发展

45．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公共财政的理论与实践

46．Second-Year Policy Analysis Seminar 政策分析研讨会（二年级）

47．Financial Service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Family Businesses 低收入家庭和家族企业的金融服务

48．Contemporary South Asia: Entrepreneurial Solutions to Intractable Social & Economic Problems 当代南亚：解决社会和经济难题的企业对策

49．The Informal Economy: Links with Poverty, Growth, and Economic Crises 非正规经济：与贫穷、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联系

50．Applications and Cas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化发展的应用和案例

51．Qualitative Methods in Policy Research 政策研究中的定性方法

52．Seminar: Social and Urban Policy 研讨会：社会和城市政策

53．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 贫穷和社会政策

54．Institutional & Community-Based Strategies to Support Children & Strengthen Families 支持儿童与加强家经济庭建设的制度性和社区性战略

55．Politics, Policy Making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Education 教育中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行为

56．Politics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U.S. 美国的政治和教育政策

57．Introduction to U.S. Health Care Policy 美国医疗政策介绍

58．Health Policy Reform: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Reducing Inequalities 医疗政策改革：减少不平等的比较方法研究

59．Policymaking in Urban Settings 城市环境中的政策制定

60．Urban Politics,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城市政治、规划与发展

61．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交通规划与发展

62．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Law 规划与环境法

63．Real Estat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房地产金融和开发原则

64．Proseminar on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不平等和社会政策的研讨会

65．Core Course in Health Policy 医疗政策的核心课程

66．Decision Making in Recent Crises 应对近期危机的决策制定

67．Geopolitics of Energy 能源地缘政治学

68．Cha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的挑战

69．Central Challenges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Press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舆论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70．Controlling Weapons Proliferation 控制武器扩散

71．Analytic Frameworks for Policy 政策的分析框架

72．Emotional Influences on Decision Making: Bias and Benefit 决策制定的情感影响：偏见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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